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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三军，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教授，兼任中文学术期刊《翻译界》（Translation Horizons）主编。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翻译与口译研究、实证研究方法以及翻译技术。

刘康龙，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专长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的实证方法、翻译教学法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莫冉（Riccardo Moratto），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同济大学跨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话语与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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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范式转换——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研究

孙三军、刘康龙、莫冉

1  翻译领域的人工智能革命：背景铺垫

纵观历史，翻译领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从书写系统的形成一直到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问世。然而，近期人工智能（AI）的兴起，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LMs）的出现（Lyu et al., 2023），标志着翻译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范式转换。

人工智能对翻译的影响是多维度且深远的。神经机器翻译（NMT）系统大幅提升了翻译质量，在某些语言对和特定领域往往接近人工翻译水平（Liu et al., 2021）。这促进了机器翻译（MT）在专业工作流程中的广泛应用，机器翻译输出的译后编辑在语言服务行业的诸多领域已成为标准实践（Vieira et al., 2019）。

大语言模型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变革。这些在大规模多语言数据上训练而成的模型，在上下文理解、连贯文本生成乃至执行零样本翻译方面展现出了卓越能力（Jiang & Zhang, 2024）。这些进展的影响深远，对传统的翻译专长观念构成了挑战，并重塑了人类译者的角色。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语言服务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变（Moorkens et al., 2025）。传统语言服务提供商（LSPs）正在调整其商业模式以整合AI驱动的解决方案，而专注于AI驱动语言技术的新兴市场主体也在不断涌入（DePalma, 2023）。这一正在演变的格局具有以下特征：(1) 翻译流程自动化程度提高，促成了更快的交付周期和更低的成本；(2) 对润色AI生成译文的译后编辑与质量保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3) 译者角色演变，涵盖了AI辅助工作流程中的新能力；(4) 转向更专业化、更具创造性的翻译任务，这些任务需要超出AI能力的人类专长（Moorkens & Guerberof Arenas, 2024; Orlando et al., 2024）。然而，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有关数据隐私的关切、AI开发中的伦理考量，以及AI在翻译中持续或放大偏见的潜在风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Li, 2023）。

在我们迈入这一新时代的进程中，批判性地审视人工智能在翻译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至关重要。本书旨在通过探讨人工智能对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教育的多重影响，参与这一持续展开的对话，并就该领域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顺应变局、蓬勃发展提供深刻洞见。

2  变革翻译的本质

人工智能在翻译实践中的融合正在重新定义该领域的基本面貌（Yu & Liu, 2024）。本节探讨变革的三个核心领域：翻译对象的性质转变、翻译流程的范式转移，以及在AI增强格局中译者角色的演变。

2.1  演进中的翻译对象

在人工智能进步的推动下，数字革命极大地扩展并丰富了可翻译内容的范畴，重塑了何为“翻译对象”的核心观念。尽管长期以来传统书面文本一直是翻译行业的基石，但如今译者正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海量的数字化与多模态内容。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技术的飞跃，也体现了交际实践与内容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O’Hagan, 2020; Jiménez‑Crespo, 2024）。

一个显著的进展是动态与即时内容的激增。定期更新的网站、移动应用程序、流媒体直播以及交互式平台的普及，要求译者适应处于不断流动与持续演进之中的内容（Gambier, 2016）。从静态文本向动态数字内容的转变，在跨多个版本和渠道保持一致性与连贯性方面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译者必须熟练运用先进的内容管理系统，并借助促进版本控制和实时更新的工具，以有效管理这些不断演变的文本（Pielmeier & O’Mara, 2020）。

此外，翻译的边界已经超越文本，涵盖了包括音频、视频和交互式图表在内的各种多媒体元素。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视听翻译（AVT）领域，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工作量和工作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对多媒体内容消费的与日俱增，导致了对电影、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和网络视频本地化需求的不断攀升（Bernal‑Merino, 2015）。译者和本地化专家现在常规处理诸如字幕翻译、配音、画外音和口述影像等任务，这些任务需要视听翻译所特有的同步性、时间控制和文化适配等专门技能（Bywood & Nikolić, 2024）。以ChatGPT和深度求索（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正开始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例如生成字幕草稿或为复杂的多媒体交互提供翻译建议（Chen & Wu, this volume）。

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用户生成内容的兴起，也为翻译领域引入了大量非正式、口语化且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语言（Ding et al., 2021）。译者现在经常要处理包含俚语、习惯用语、网络迷因和表情符号的内容——这些元素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通常难以进行直白的字面翻译。用户生成内容的庞大规模及其快速传播，要求翻译方法既要迅速敏捷，又要在文化上保持敏锐，以准确传达预期的意义与语调（Lee & Wang, 2022）。对此类内容翻译需求的增长，进一步丰富了译者日常所接触的材料类型。

新兴的交际平台还促成了新型的语际互动形式，例如视频通话的近乎实时同步翻译和多语言聊天机器人（Sindoni, 2023）。尽管这些技术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近期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提升了它们的实用性以及融入日常交际工具的整合度。这些创新促使译者和语言专业人士不仅要考虑语言转换，还要关注在各种数字化界面中将翻译整合进用户体验之中，从而使可用性和无障碍性成为翻译过程中的关键考量因素（O’Hagan, 2020）。

此外，商业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电子商务的迅猛扩张，导致对网站、应用程序及营销材料等数字内容的本地化需求急剧增加（Jiménez‑Crespo, 2024）。这一趋势使网站与软件本地化成为语言服务行业中的重要业务板块，要求译者具备技术技能并理解编码约束。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被用于实现本地化各环节的自动化，例如生成多语言内容和个性化用户体验（Lambson & Han, this volume）。涉及本地化的工作比重显著提升，反映出企业有效开拓国际市场的迫切需要。

2.2  变革翻译流程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翻译工作流程中的融合，彻底改变了翻译流程（Moorkens & Guerberof Arenas, 2024）。神经机器翻译（NMT）系统显著提升了机器生成翻译的质量，能够产出更加符合语境且更流畅的译文（Koehn, 2020）。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进一步拓展了这些能力，其生成的译文能够处理更为复杂和精细微妙的语言，尽管在一致性和准确性方面仍面临挑战（Lyu et al., 2023）。

这一进步推动了新型翻译工作流程的涌现，在这些流程中，人类译者与AI系统展开紧密合作。机器翻译输出的译后编辑在翻译行业的许多领域已成为标准实践（Vieira et al., 2019）。这一协作过程包括评估和完善AI生成的译文，以满足特定的质量标准和客户需求。通过这种人机协同获得的效率提升，使得交付周期得以缩短，处理海量内容的能力也大幅增强（Jia & Sun, 2023）。

人工智能技术还实现了多种语境下的即时翻译，从直播字幕翻译到多语言会议中的同声传译（Wang & Yang, 2019）。研究人员正探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提升这些服务的质量和响应能力，尽管即时应用在计算资源和延迟方面提出了巨大挑战。这种即时性在确保即时场景下的准确性与妥帖性方面带来了新挑战，因而必须建立健全稳固的质量保证机制。

此外，人工智能还为术语管理、一致性检查和质量保证提供了先进工具（Kappus, 2024）。这些工具能够检测不一致之处、提出替代措辞建议，并从译者的输入中学习以改进未来的翻译，从而提升翻译流程的整体质量与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基于大规模数据集辅助生成术语表或提出风格指南建议，支持译者在整个项目周期内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然而，人工智能融入翻译流程也引发了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伦理考量的关切（Li & Liu, this volume）。AI工具的使用需要审慎管理，以保护敏感信息并确保符合法律和行业职业规范。

2.3  重塑译者角色

随着人工智能重塑翻译流程，译者的角色正在从单一的语言转换者，演进为能够在AI增强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多元化语言专业人士（Lee, 2023）。如今，人们期望译者不仅能熟练使用AI工具、引导并监督机器翻译输出，还能做出机器无法做出的关键决策。

向译后编辑技能的转向尤为显著。译者必须发展相关专长，以便迅速识别AI生成文本中的错误，理解机器翻译背后的逻辑，并在保持原文原意和风格的同时高效纠正问题（Vardaro et al., 2019）。这不仅需要深厚的语言造诣，还需要深入理解AI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其容易出现的错误类型。

译者正日益承担起语言顾问、文化中介乃至数据策展人的角色。他们通过处理AI系统难以应对的细微语言和文化层面（如成语习语、幽默、语气和特定语境指涉）来创造价值。他们的人类洞察力确保了译文不仅准确，而且在文化上贴切得体，并能引起目标受众的共鸣（Orlando et al., 2024）。此外，译者还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数据和反馈来参与AI系统的训练，从而提升这些模型的性能。

译者所需的技能体系正在超越单纯的语言能力，延伸至技术素养、适应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理解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概念，并紧跟最新技术发展，正变得不可或缺（Pym & Hao, 2025）。这一职业正变得更加具有跨学科性，将语言专业知识与计算工具、数据分析甚至AI应用相关的伦理考量紧密结合。

3  重塑翻译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重塑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术学科也必须随之演变。本节审视四个关键的适应领域：核心概念与理论的重新审视、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译者教育的转型。这些变革对于在AI增强格局中保持该学科的相关性与生命力至关重要。

3.1  重新审视核心概念与理论

传统翻译理论深深植根于人类认知过程和语言能力，强调对等、忠实以及译者作为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能动中介的角色等基石性概念。AI辅助翻译的出现，尤其是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通过向翻译过程中引入非人类认知要素，对这些概念发起了挑战（Koehn, 2020; O’Hagan, 2020）。

作为翻译研究的核心信条，“对等”这一概念在AI生成翻译的语境下变得日益复杂。传统上，对等被理解为在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取得语义和文体上的对应。然而，基于统计模型和大规模数据集运行的AI系统，生成的译文虽然语法正确且通顺流畅，却往往缺乏文化底蕴，或未能捕捉原始信息的语用意图（Sheng & Kong, 2023）。这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当译文由不具备人类阐释性理解的机器生成时，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和评估对等。

同样，传统上被理解为对源语文本及原作者意图忠诚的“忠实”概念，在AI辅助翻译的领域也需要重新审视。AI系统是基于从训练数据模式中提取的算法预测来生成译文的，而非通过阐释性的理解行为（West et al., 2023）。因此，这些译文可能无法完全契合原作者所预设的特定语境、语气或微妙内涵，从而可能导致对源语文本的误读或歪曲。

这些挑战凸显出构建新型理论框架的必要性，以容纳人工智能在翻译中引入的复杂性。研究者必须发展出能够解释当代翻译过程混合特征的理论，这种混合特征通常涉及人类译者与AI技术之间的协同作用。这些框架应当将翻译视为一个日益协同的过程，将人类的创造力、文化胜任力与伦理判断，同机器的效率与一致性有机整合。

例如，译者主体性的概念需要重新评估。在由AI系统生成初稿的格局中，人类译者的角色转向了译后编辑和质量保证（Herbig et al., 2019）。因此，理论必须阐明中介者在完善机器输出、确保文化相关性以及处理诸如偏见和透明度等伦理考量方面的新角色。

3.2  拓展研究对象与范围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到来，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这一技术浪潮迫使该领域在重新构想传统探究领域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疆界。这种拓展反映了技术进步与翻译中经久不衰的人文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架起了理论构想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

最突出的新研究对象之一是人机协同翻译过程。研究者（如邹龙辉等，本卷）目前正致力于调查译者与AI生成内容交互时的认知过程，考察决策模式、错误识别以及针对译后编辑任务发展出的新翻译策略等维度。这项研究揭示了翻译工作性质的演变，突出了译者如何调整自身实践以顺应AI辅助。它还推动了AI翻译工具的持续优化，生动展现了理论洞见如何能够直接指导实践工具的研发。

研究范围已进一步扩展至分析AI系统生成的大规模翻译数据。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呈现出全新的维度，学者们深入探索跨多种语言对和领域的机器翻译模式（例如，Zhu, 2024）。这种大数据研究方法有助于识别翻译实践的发展趋势、评估AI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表现，并为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开发更加精细的质量评估指标。这些研究的成果正日益应用于行业实践中，清晰地架起了学术研究与专业实践之间的桥梁。

在人工智能时代，“译者主体性”（Kaindl & Evdokimov, 2025）已成为一个核心研究对象。学者们正在调查AI工具的融入如何重塑译者的决策过程、创造力与职业认同（Lee, 2023）。这一研究方向将译者自主性与主体性的理论概念同AI辅助翻译工作流程的现实实践联系起来。它不仅为关于译者角色演变的学术话语提供了养分，也为职业培训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强调了培养与AI系统有效协作能力的至关重要性。

研究对象的扩展还反映出学界对跨学科方法日益浓厚的兴趣。翻译研究正越来越多地与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和人机交互等领域交叉融合，以更深入地洞悉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过程（O’Brien, 2020）。这种思想的交融催生了创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能够更好地解释现代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些跨学科合作往往能带来实际应用成果，例如改进的AI算法或更有效的译者培训技术。

看似矛盾的是，人工智能的兴起也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翻译中独特的人类特质的兴趣。随着学者们努力界定和理解人类译者相较于机器依然保持卓越优势的领域，关于翻译中的创造力、文化细微差异的把握以及高度依赖语境的内容翻译等研究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Guan, 2024）。这项研究正直接指导着行业实践，特别是在文学翻译和创译等人类专业技能仍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它彰显了人类判断力、创造力与文化胜任力在产出能够引起目标受众共鸣的高质量译文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在产学研日益密切的合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在设计之初就直接融入了翻译公司和技术开发者的意见，从而确保理论突破具备实际应用价值（Doherty, 2020）。反之，在专业环境中所遭遇的挑战——例如应对AI生成的错误、解决AI应用中的伦理关切，以及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也在反哺学术研究，催生新的研究问题与方法论。这种协同效应增强了翻译研究的现实相关性，促进了惠及学术界与行业的双向创新。

翻译研究中研究对象与范围的这一拓展，加之沟通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努力，反映了该学科强大的适应能力，以及全面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多维本质的坚定承诺。

3.3  创新研究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领域的融入，为翻译研究内部的研究方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尽管翻译研究深植于人文学科，采用阐释性分析和个案研究，但它也日益吸收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该学科已逐步演化出广泛多样的研究路径，涵盖来自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定性与定量方法。人工智能的到来引入了用于数据分析和解释的创新工具，这些工具补充并强化了现有方法，进一步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属性（Karjus, 2023）。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创新是以空前的速度处理和分析海量翻译数据的能力。AI驱动的工具如今使研究人员能够审视大规模语料库，包括平行文本、多语言内容乃至实时翻译数据流。这一能力将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维度，从而能够对跨不同语言和文化语境的翻译现象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者现在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上探讨规律与趋势，有助于得出更加稳健且更具普适性的结论（Tekwa, 2025）。

机器学习算法已成为在翻译实践中识别那些人类研究者难以直接察觉的规律和趋势的重要利器。这些算法能够在大规模数据集中检测出翻译策略的细微演变、文体风格的变异，乃至译者行为的特征。例如，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比以往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广的覆盖面，追踪翻译规范随时间的演进或在不同文本类型间的差异。

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大语言模型应用于定量与定性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定量研究中，大语言模型通过辅助编写用于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的R与Python脚本，彻底变革了数据分析流程。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自动执行诸如数据清洗、编码以及复杂的统计建模等任务。这一进步显著减少了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在翻译研究中开展大规模定量分析的门槛，使研究人员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结果解释与理论蕴意的阐发上。

在定性研究方面，大语言模型在对各类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时展现出巨大优势（Tai et al., 2023）。在处理诸如访谈转录稿、出声思考实验记录、反思日志、日记以及开放式问卷回复等丰富详实的文本数据时，这一点尤为宝贵。大语言模型能够辅助识别主题、对反馈进行归类，甚至在这些多样化的数据源中构建初始编码结构。尽管为了确保语境理解与阐释的准确性，人工监督仍然必不可少，但这种AI辅助能够显著加速通常耗时费力的定性数据分析进程。

该领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翻译质量评估的实践也出现了大幅增长（Sun, 2025）。AI驱动的算法如今能够基于海量文本中的流畅度、充分度和一致性等多种参数来评估译文。这一方法不仅实现了更加客观且可扩展的质量评估，还使研究人员能够揭示出可能与特定语言特征、文本类型或翻译策略相关的翻译质量模式。

人工智能的兴起推动了翻译研究中新型实验范式的发展。研究人员正在设计实验，直接对比人工翻译与AI生成的译文，或是考察各种人机协同翻译情境下的产出结果。这些实验通常涉及精密的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以揭示翻译质量、效率和创造力方面的细微差异。

AI辅助研究方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的融合，有望鼓励更多学者参与实证研究，这有可能在拓宽翻译研究方法论版图的同时，对现有的分析路径形成有力补充。这种向更加以数据驱动和AI辅助的方法论转变，代表了该领域的一次重大演进，为探索和理解数字时代翻译的复杂性提供了崭新路径。

3.4  重新设想翻译教育与培训

为AI增强环境培养未来的译者，必须推动教育与培训的深层变革。仅关注语言能力和翻译理论的传统课程体系已不再足够。教育项目必须整合人工智能与技术培训，使学生具备在现代翻译格局中游刃有余所需的关键技能（Pym & Hao, 2025）。

将人工智能整合进翻译课程，涉及教授学生如何有效使用机器翻译工具、译后编辑软件以及其他技术资源。学生应当获得操作AI系统的实践经验，既理解其强大能力，也明晰其局限所在。这种实用知识确保了毕业生能够在职业环境中与AI技术实现无缝衔接，增强其在行业中的就业竞争力和工作成效。

培养全新能力并不仅限于技术技能。鉴于译者必须在何时以及如何介入AI生成翻译方面做出精细判断，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适应能力正变得愈发重要。伦理素养培训同样必不可少，因为译者需要对数据安全、保密性以及AI系统内置的潜在偏见等问题保持高度敏锐。

教育机构可以通过采取跨学科路径来培养这些综合能力。与计算机科学系、伦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院系的合作，能够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通识与专业教育。计算语言学、数据分析和AI伦理等课程对传统翻译研究形成了有力互补，构建起一个适应现代语言服务行业需求的全面课程体系。

此外，教育工作者应当强调终身学习。技术的迅猛发展意味着专业人员必须不断更新其知识与技能储备。鼓励持续受教育的心态，有助于学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竞争力与专业水准。

4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的未来

人工智能在翻译实践与研究中的融合，开启了翻译研究的一场深刻转型，既带来了迫切的眼前机遇，也伴随着可能重塑学科格局的长期挑战。

4.1  短期内AI驱动的研究繁荣

在不久的将来，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融入的推动下，翻译研究注定将在研究广度与深度上迎来显著扩张。这一极有可能持续未来一至二十年的增长阶段，其特征是研究问题与方法论创新的前所未有的井喷。

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对翻译流程中人机协同的考察、通过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对海量翻译数据进行的分析、人工智能在翻译中的伦理意涵，以及教学法中的技术融合。

这一密集的科研活跃期不仅拓宽了我们的知识库，也重塑了翻译研究的学科身份。该领域传统上植根于人文学科，如今正日益置身于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的交叉路口。这种多学科路径吸引了新一代学者，并促进了突破性的合作，所产出的洞见超越了翻译本身，延伸至语言与交际中人机交互的更广阔领域（O’Hagan, 2020）。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激励着研究者将传统阐释性分析同来自社会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数据驱动方法沟通起来，以多元视角丰富了该学科，并推动了其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发展。

4.2  长期挑战与潜在衰退

尽管面临眼前科研机遇的激增，翻译研究仍面临着严峻的长期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导致该学科显赫地位与独特性的减退。随着AI系统的持续进步——在许多领域接近乃至超越人工翻译水平——该学科在维持其学科关联度与重要性方面可能会举步维艰。

首要的担忧在于翻译就业市场的格局演变。随着AI在处理各种翻译任务方面变得日益精通，人类译者的传统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这一转变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日益强调译后编辑与质量保证角色，而非从事原创初译工作。传统翻译岗位的潜在缩减可能导致攻读翻译专业的学生人数减少，进而冲击招生规模，危及相关学术项目的生存根基。

这一情境与皮姆（Pym, 2024）对该学科未来发人深省的预测不谋而合。他指出，一旦人们普遍认为译者未来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便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学生招生规模缩减、学术教职岗位减少、研究读者群体萎缩，最终可能导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走向边缘化。这种担忧绝非主观臆测，可观察到的实际趋势已为此提供了印证。例如，某所北京高校顶尖的翻译与口译项目通常每年招收120名翻译硕士（MTI）学生，却在2023年遭遇了报考人数骤降三分之一的情况。尽管导致唯一下降的确切原因尚不明确，但这很可能与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问世密切相关，折射出人们对该领域未来前景认知的转变。

人工智能能力的演化也对翻译研究以往核心研究领域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挑战。传统上对翻译过程、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的探讨，可能越来越通过计算和算法途径予以解决。技术驱动型解决方案的异军突起，可能会削弱人们对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论的价值认知。

此外，随着AI系统在处理微妙而依赖语境的翻译时变得越发游刃有余，人类译者所提供的独到洞察可能会被低估。这一转向可能导致聚焦于翻译人文层面的科研资助有所缩减，因为各利益相关方往往优先考虑技术解决方案，而非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因此，强调翻译的文化、伦理和阐释维度的研究领域可能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翻译研究向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或数字人文等更广泛领域的融入，既带来了机遇，也伴随着挑战。尽管跨学科合作丰富了该学科的内涵，但也存在翻译研究丧失其作为独立学术学科地位的风险。沦为这些更大领域下的次级分支，可能会导致专业知识体系的流失，并减少以翻译为核心的研究契机。

4.3  适应与重塑的契机

然而，人工智能时代同样为翻译研究的自我调适与重塑新生提供了重要机遇，以确保其持续的学术关联度与蓬勃生机。

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彰显人类专长的独特价值，是该领域通往未来的关键所在。

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是在翻译研究内部拓展聚焦于人类与AI翻译流程交互界面的全新专业分支。这可涵盖诸如AI辅助翻译工作流程优化、制定翻译中AI应用的伦理规范，以及人机协同翻译中认知过程的研究等领域。通过将自身置于这些新兴领域的前沿，翻译研究能够保持其现实关照，并吸引对语言技术前沿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与科研人员。

该学科也有机会在人类专长依然不可替代的领域深化布局。文学翻译、创译以及高度专业化或敏感度高的翻译（例如外交或法律领域的翻译），依然迫切需要人类的敏锐洞察与独创智慧。在研究与教育中突出这些领域，凸显了在AI主导格局中人类译者历久弥新的独特价值。

另一个适应路径是拓展译者的角色，使其涵盖文化中介与交际专家的职能。随着AI承担了更多常规化的翻译任务，人类译者可以专注于更高层面的职能，例如确保文化妥帖性、统筹多语言传播策略，以及在全球商业与外交活动中针对跨文化问题提供咨询建议。翻译研究教育项目可以与时俱进，通过将跨文化交际、全球商业实践和数字传播策略等要素纳入课程体系，为学生胜任这些拓展后的角色做好充分准备。

在恪守严谨学术规范的同时整合AI工具以改造研究方法，构成了又一个契机。通过开发借助AI的数据分析与模式识别能力的新颖研究方法，翻译研究不仅能够夯实其经验实证基础，还能继续就翻译现象提供细腻入微、兼顾语境的深刻洞见。

最后，促进产学研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有助于该学科实现自我重塑。与科技公司、语言服务提供商（LSPs）以及国际组织展开深度对接，能够确保研究紧跟现实世界的翻译挑战，并使毕业生充分适应语言服务行业不断演变的新需求。

5  全书概览

本卷汇集了探索人工智能对翻译研究变革性影响的前沿研究成果。通过十篇视角各异的章节，本书全面审视了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翻译实践、翻译教学法与研究方法论。

在第1章《变革中的翻译：人工智能的演进及其对语言转换与交际的影响》中，唐纳德·A·德帕尔马（Donald A. DePalma）与阿勒·洛梅尔（Arle Lommel）追溯了从古代书写系统一直到当今AI主导时代的翻译技术演进脉络。他们倡导对翻译进行更广义的理解，将其视作涵盖文本、语音、多媒体与感官数据等多种模态的多维度信息转换过程。两位作者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强调了人类译者角色的演变，并倡导一种“增强型”路径，即由人类专长与AI工具协同配合，以促进全球交际。

在第2章《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专长的重构》中，孙三军与里卡多·穆尼奥斯·马丁（Ricardo Muñoz Martín）对比了2004年一项西班牙调查与2024年一项中国调查的结果，以探讨专业译者不可或缺的关键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的演变历程。他们的分析揭示了人们对翻译专长观念的转变，突显了在将技术融入日常实践的同时，职业素养与身心福祉愈发重要的地位。两位作者确立了12项优先考虑的能力、技能与知识，包括语言能力、领域知识、技术熟练度以及职业软技能。他们强调必须更新翻译课程体系以反映这些变化，并重申了人类译者在AI增强环境中不可动摇的基石作用。

第3章《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由尼克·兰姆森（Nick Lambson）与韩林涛撰写，审视了人工智能对本地化行业的变革性影响。作者分析了机器翻译、质量估计与内容生成领域中由AI驱动的关键技术创新，同时也探讨了“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数据”（LD4AI）和“语言运维”（LangOps）等新兴理念。他们深入探讨了本地化从业者角色的演变以及AI增强型工具的发展，突显了该行业向更加以数据为中心、更加深度融合AI的路径转变。通过对多邻国（Duolingo）和百度（Baidu）的案例研究，本章生动展示了AI在语言服务中的实际应用，并展望了该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许涵与黄钰洁在第4章《人工智能时代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口译研究：创新与挑战》中，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口译研究（CTIS）中的深度融合。他们强调了AI（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如何通过实现数据采集、语料库建设、文本标注以及语言特征提取的自动化，从而革新方法论路径。作者深入讨论了这些技术突破如何化解CTIS传统上面临的困境，如数据获取受限以及高度耗费人工等问题。在肯定AI处理复杂和非标准语言数据潜力的同时，他们也警示了对AI过度依赖的风险，并强调必须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专业能力的平衡融合。

第5章《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教学法：基于ChatGPT的训练与反馈平台设计与应用》由许斯敏、孙艺风、苏彦芳与刘康龙合著，介绍了一个整合ChatGPT用于翻译实训与教学反馈的创新型AI翻译平台。作者详细阐述了该平台的设计架构，重点介绍了其用户界面与管理员界面，并探讨了该平台在翻译教学与学术研究中的潜在应用价值。通过一项先导性实验研究，他们提供了关于学生与ChatGPT生成的反馈进行交互的实证洞见，揭示了人工智能在翻译教学法中的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本章还深刻反思了人工智能融入翻译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伦理考量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

在第6章《专业翻译中的ChatGPT：一把双刃剑——来自中国译者关于能力、顾虑与未来前景的洞察》中，石依宁、许涵、郭浩玲与刘康龙调查了中国职业译者在其翻译实践中使用ChatGPT的认知倾向与亲身体验。他们的研究发现，尽管译者普遍认可ChatGPT在提升工作效率和产能方面的效用，但他们也对信息安全、可靠性、文化细微内容的把握以及潜在的伦理问题表达了顾虑。尽管存在这些担忧，大多数译者对其融入工作流程依然持乐观态度，视其为一种补充而非取代人类译者的得力工具。

第7章《人类专长与AI效率：学生与ChatGPT译后编辑的对比分析》由李梦露与李德超撰写，对比了在旅游文本汉英翻译中学生译后编辑（SPE）与基于ChatGPT的译后编辑（GPTPE）的表现。两位作者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语言学特征以及来自学生反思报告的质性洞见。研究结果表明，GPTPE的输出呈现出更高的词汇丰富度与词汇密度，而SPE的产出则展现出更强的文体意识与文化适配能力。本章突显了AI的高效率与人类专业知识之间的互补优势，强调了翻译教育必须注重培养批判性评估技能、创新思维以及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理念。

陈卓嘉与吴志伟在第8章《人工智能与视听翻译：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与提示词在自动字幕翻译中的作用》中，考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动字幕翻译领域的应用潜力。通过对粉丝字幕制作人员、ChatGPT与谷歌双子座（Google Gemini）的对比个案研究，他们评估了这些主体在应对双关语、多模态幽默及口语化特征等常见字幕翻译难题时的表现。研究表明，尽管生成式AI模型在处理部分字幕难题时展现出良好前景，但在创造性解决问题与文化适配方面依然逊色于人类译者。作者还探讨了不同提示词策略对生成式AI性能的影响，并论述了将生成式AI融入字幕翻译工作流程的实践启示。

第9章《生成式人工智能译后编辑的认知过程：考察学生译员与ChatGPT输出的交互》由邹龙辉、迈克尔·卡尔（Michael Carl）与冯佳合著，深入考察了学生译员在基于GPT的译后编辑任务中的表现与行为模式。该项研究组织了30名参与者，分别利用术语库或网络检索工具，针对GPT-4的翻译输出完成轻度译后编辑与深度译后编辑任务。研究结果显示，与原始机器翻译输出相比，学生能够有效减少错误，但在使用网络检索相较于使用术语库时，其整体表现有所下降。作者强调了在译者教育中培养灵活多样的译后编辑策略、增强错误处理能力以及提高查证调研能力的重要性。

本书在第10章《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教育中的伦理问题》中落下帷幕，该章由李波与刘源撰写。本章批判性地审视了人工智能（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翻译教育所引发的伦理挑战。作者探讨了因获取AI工具的差距而造成的数字鸿沟，并探讨了AI辅助评估中的透明度问题。他们提出了讲授AI相关伦理的策略，包括培养数字反思力、批判性思维与伦理决策能力。本章倡导采用全方位的职业伦理培训路径，融入真实应用场景并强化产学研合作。

本书的编纂过程是一项通力协作的成果，凝结了多轮反馈与反复修订的心血。我们向所有为本书贡献前沿研究核心内容的作者致以由衷的谢意，同时也向匿名同行评审专家表达诚挚敬意，他们富有见地的评审意见极大地提升了各章节的质量。我们尤其要感谢CSA Research的唐纳德·A·德帕尔马（Donald A. DePalma）与阿勒·洛梅尔（Arle Lommel）在第1章中做出的宝贵贡献。他们在市场调研与语言服务领域的深厚造诣，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人工智能在翻译行业中现实影响的理解。还要特别感谢黄立波、贾艳芳、尼克·兰姆森、李忠庆、莫俊茹、钱家骏以及张霄军在审稿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对劳特利奇出版社编辑团队在整个出版历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深表感激。本书凝聚了学术研究人员与行业专业人士的集体智慧与奉献精神，共同见证并应对着人工智能对翻译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变革性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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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翻译

人工智能的演进及其对语言转换与交际的影响

唐纳德·A·德帕尔马 与 阿勒·洛梅尔

1  引言

数千年来，翻译实践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一项纯粹由人类从事的事业演变为日益由技术所增强的活动。本章追溯了翻译技术从最初萌芽到当今人工智能（AI）时代的演进轨迹，全面概述了技术创新如何重塑翻译的实践与行业，并对技术将如何继续推动这一进程作出了预测。

我们从文字系统的演进和早期的机械辅助工具切入，探讨各项技术进步如何拓展了语际交际的可能性。本章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技术里程碑来记录这一演进过程：书面文字的诞生、印刷术的发明、电子计算的问世，以及最新的由AI驱动的语言模型的兴起。

本项探索按照年代顺序展开，首先审视文字系统与印刷术等早期创新，它们为更为系统化的翻译方法奠定了基石。随后，我们步入电子时代，探讨计算机和互联网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后续章节则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兴起，最终落脚于由神经机器翻译与大语言模型所主导的当代技术格局。

在这一历程中，我们考察了每一次技术飞跃不仅提升了语际交际的效率与覆盖范围，而且深刻改变了人类译者的角色与实践。我们思考了这些转变对翻译与语言服务行业的实际启示，包括从工作流程与生产力的变化，到新型工具与平台的涌现。

2  拓展“翻译”的范畴与尺度

许多（甚至可能所有）生物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但诸如符号思维、复杂句法以及传达抽象概念的能力等特征，将人类语言与其他所有物种的交际区别开来。正因为人类依靠语言与他人互动，信息必须以一种能够被接收、处理且可被他人理解的方式传达，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种交际发生在一个由书面、口头和视觉渠道构成的庞大矩阵之中，并以不同方式应用于当前通行的数千种语言或近期消亡的语言之中（参见 Comrie, 2017）。为了确保信息得到准确理解，人类发展出了笔译与口译，以连贯、准确的方式将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或表达为另一种语言。随着词语在不同语言之间、各类设备之间以及从唇齿发音到书面文本来回转移，这种转换可以呈现多种形式。

在本章中，我们将翻译的创新与颠覆划分为三个类别：(1) 手工与机械翻译辅助手段，它们都带来了可衡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2) 电子与数据驱动型辅助工具，它们扩大了不同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规模；以及 (3) 由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翻译革新。尽管前两个类别在各自时代具有颠覆性，但在促成、支持和优化不同语言间的信息转换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随着生成式AI的到来，第三个类别正在引发其特有的震荡。

2.1  将翻译重新审视并定位为诸多转换形态之一

如果我们将“翻译”仅理解为其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语言转换，我们就会将这一实践局限于狭隘的范畴，比如当我们把法文小说传达给阿尔巴尼亚读者时，仅仅是把法文单词机械地替换为阿尔巴尼亚语单词来转移意义（其本身绝非一个简单概念）。

为何这一古老定义具有局限性？不妨思考“translation”一词的语源，它来自拉丁语动词 transferre（意为“运送过去”）的过去分词 translatūs。循着这一词源线索，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拓展为更为系统的“信息转换”概念，即以任何形式在不同语言之间传递信息。这一意义上的微调将翻译实践拓展到了跨越多个转换轴维的广度——也就是说，它将信息中的内容从一种语言传送到另一种语言，跨越全球成千上万种语言对的组合，跨越多种模态，并在这一过程中融合语言线索与本土概念，贯穿诸多交际模式（图 1.1）。

这种更广泛的理解将笔译、口译以及其他改编形式融合成丰富多样的转换形态，每一种形态都适用于特定的人类交际渠道——例如视频的转写与配音，而不仅是

[image: Image]

图 1.1  从翻译到转换的演进

仅是将一部法文小说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同时还将讨论延伸至跨越各种书面语、口语、音频、视频、多媒体、触觉或体感形式（参见 DePalma & Lommel, 2024a）共享语言资产与翻译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随着更多视频和感官数据的出现，甚至涵盖了肢体语言与嗅觉（诸如信息素、通过可穿戴设备传递的鸡皮疙瘩，以及“闻起来像咖喱”的感觉）。

2.2  生成式AI对这一转换的支持与复杂化影响

在这一更为宽泛的讨论中，我们认为，直到ChatGPT和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应用被广泛使用，这种向支持多模态体验的转变才被公众所清晰感知。正如我们在以知识工作者为主导的劳动力行业中所见到的那样，如此海量“触手可及的信息”在展现其体量与内容方面令人振奋。生成式AI正在渗透到各类文本、图像和语音应用与用途中。

然而，它所支持的一项以文本为核心的转换——翻译——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冲击人类劳动的极大担忧。尽管机器翻译已存在数十年，但生成式AI的流畅度、易用性和广泛普及彻底改变了翻译的格局。虽然“人工智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但其根源远早于20世纪中叶该词的提出。

本章将纵览数千年的翻译技术演进，从通常不被视作技术的文字系统和词典等发明谈起。所有在主流文化中诞生的技术都被译者所吸纳，并颠覆和从根本上重塑了当时当刻的翻译实践。在这场跨越时代的历程中我们看到，翻译实践随时代而变迁，不断吸纳并改造主流技术，以精准且兼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满足将日益庞大的信息量转换到其他语言中的需求。

3  论数字化翻译物种的起源

当我们谈及技术时，往往联想到的是计算、太空旅行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高科技创新。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思考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以及它们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或者需要经历怎样的流程或科学跨越式变革才得以问世。就翻译而言，书面文字为使知识成为人类发展中持久且可持续的概念提供了基石——而在五千年后，这引发了人类与机器更好地理解创造和管理该知识过程的努力。一系列颠覆性创新推动了人类语言跨越其诸多形态的演化，这一切都旨在解决交际的永恒性问题。

3.1   溯源之初：文字与印刷术使交际得以持久传承

在此，我们审视五千年来人类语言使用、产出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四大进展。我们从文字系统这一底层技术、由书面资源促成的协作、使原文和译文信息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印刷术的发明，一直谈到人工智能的奠基石。

3.1.1   文字系统促成了知识的传递与翻译

早在文字系统发展之前（文字最早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即当今伊拉克境内），操不同语言且彼此无法互通的人们便通过第三人来翻译他们的交际内容。这位“口译员”以口头方式将信息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通常仅面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的少数人；除非有人恰好将这些交际内容铭记于心并复述出来，否则这种活动本质上是转瞬即逝的，仅局限于面对面的语境中。

书面文字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它使智人能够跨越时间、人群和地理隔阂，异步记录、保存和传播知识、思想与文化。书面语言的持久性促进了经济、宗教、文学与科学的发展——并为城市、国家和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发生交汇，文字增加了对笔译与口译的需求。

文字的发明对于不识字的口译员而言并非福音。我们只能遥想文字对专业口译员群体带来的冲击，当

苏美尔口译员协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发布其公元前2500年年会日程时，演讲主题可能包括诸如“在纸莎草上做记号对就业构成的威胁”、“楔形文字还是象形文字？统一标准的提案”，以及“口译员该去哪里学习这门崭新的黑魔法——又有谁来为此买单？”等话题。

3.1.2   书面资源促进了一致、协作的翻译

古时的典型语言从业者往往形单影只地工作，主要依赖其双语大脑，除了鹅毛笔、纸莎草纸或羊皮纸之外别无其他工具来翻译古代卷轴，或者口译员仅靠一张坐在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小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受益于诸如双向词典和特定领域词汇表等手抄资源，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查阅。

这些手抄的生产力辅助工具不仅帮助了个体从业者，而且记录了可用于教育大众的知识、数据与见解。它们还改善了撰写文档的僧侣或学者团队之间的协作。随着技能最高超的人致力于华丽的字体、艺术家通过图像增添庄严感、而技能较低的僧侣为字母着色填涂，劳动分工应运而生。

宗教、贸易以及不止一位帝王对“时代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的渴望，催生了一卷又一卷的税收与行政法规，其中许多都需要翻译。帝国的账房会计们很可能会抱怨为了支持遥远的殖民举措而翻译这些文件的成本飙升及其必要性，并呼应了关于本地化价值的长期论调——“为何要费事翻译？难道不是人人都在说拉丁语吗？”这些帝国与教会冒险的净收益在于信息共享的增加，以及教会和帝国将行政与宗教信息翻译成其殖民地语言所获得的稳健投资回报。

3.1.3   机械印刷术在减少传播错误的同时扩大了传播范围

15世纪40年代古腾堡印刷机的发展代表了西方传播技术的一场跨越式飞跃，彻底改变了包括翻译在内的文本生产与传播方式。除了能够以更高的一致性在正字法和语言层面批量生产图书之外，其在原文和译文中更为清晰的输出，相比文抄员的手抄副本而言大大减少了传播中的错误。最重要的是，它使各类流派文献的传播走向大众化，包括词汇表、双语词典和风格指南等语言资产。诸如彼得·洛德雷克尔（Peter Loderecker）1605年出版的《七种语言词典》（Dictionarium septem diversarum linguarum）等多语词典，在印刷术早期就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书籍流派。

这些资产有助于教化大众，并传播在各语言内部及跨语言工作的教会、政府、教育工作者和商界的制度性知识。19世纪初打字机的发明进一步拓展了机械印刷的益处。除了能够制作原件和复写副本之外，随着手写让位于键盘敲击，打字机还使翻译文档的制作与审校变得更为迅捷、轻松和准确。

3.1.4  二进制算术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石

1703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其《二进制算术阐释》（Explication de l’Arithmétique Binaire）中描述了零和一如何能够表示数字。五十年后，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设立词条，普及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一个世纪后，乔治·布尔在其对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布尔代数”的描述中，阐明了二进制计算的原理。除了这些概念如何转化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数字化转型之外，剩下的便是 01101000 01101001 01110011 01110100 01101111 01110010 01111001（总而言之，剩下的便是“历史”了）。

尽管“数字编码化”（digitization，即将信息转换并记录为二进制数字的过程）植根于18世纪，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计算的发展，它才成为一种技术上的必然要求——而不再仅仅是学术上的探索好奇。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人电脑将计算普及化，数字化表征成为了内容生成的常态。到20世纪之交，大多数被创造的信息都已实现数字化——以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或十六进制格式存在。在今天，数据皆为数字形态——否则它几乎等同于不存在。

“数字化应用”（digitalization）这一概念建立在二进制数据无所不在的基础之上，旨在推动商业、工程、科学、政府及其他组织转型中的效率与创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管理咨询机构一直在向大型企业和政府推销数字化转型的益处，但这一概念本身可以追溯到香农与韦弗开创性的《交际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参见 Shannon, 1948）。

3.2   电子技术：迈向数字数据处理的重大跨越

快进数百年至20世纪下半叶，翻译技术从手工与机械手段跃升至方兴未艾的电子通信与计算科学，其根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与反情报工作。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商业与科学竞争，推动了信息系统发展的势头。在这一节中，我们概述现代信息系统对笔译和口译的影响——从最简单的基于规则与流程的系统，到更为先进的统计应用，再到人工智能的崭露头角。

3.2.1  铜线工作流程、机器翻译实验与人工智能树立了全新标杆

战后的三起事件将焦点引向了人类语言，每一件都预示着五十多年后的重大技术颠覆。首先，大规模司法口译于1945年末在备受瞩目的纽伦堡战犯审判中首次登场。同盟国法庭并未采用交替传译，而是在这场所谓的“六百万字审判”中选择了IBM Hushaphone Filene-Findlay系统（亦称国际翻译系统）进行同声传译。

该系统依靠电气与声学组件传递人工传译的言辞，其将电子技术、流程规范与人员队伍融为一体，为庭审赋予了现代感：三班轮换的口译员将诉讼过程同时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这一令人瞩目的壮举让法官、律师、被告、证人及其他出席人员得以用各自的语言跟进庭审。Hushaphone系统是同声传译技术发展的第一步，后来也孕育了远程口译技术。

近十年后，乔治城大学的维克多·英格夫（Victor Yngve）团队与IBM开展合作实验，将机器翻译的概念从理论探讨推向了实践现实——即机器翻译（参见 Garvin, 1967）。他们于1954年推出的先进机器翻译软件是一个基于规则的词典编纂系统，它从包含250个俄语单词的语料库中将数十个俄语句子翻译成了英语。尽管穿孔卡片输入输出、词典范围有限以及数据集狭窄稍微冲淡了其科幻色彩，且该实验所做的无非是像俄语一年级新生那样以程序化方式应用俄语形态学规则，但它引起了人们对机器在翻译中潜力的关注。

在机器翻译实验后不久，一群来自学界与业界的学者抛出挑战，提议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一场研讨会以探讨人工智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该术语。他们的目标宏大而过度乐观（参见 McCarthy et al., 1955）：

我们将尝试探索如何使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思维与概念、解决目前专属于人类的各类问题，并自我完善……我们认为，如果一组精心挑选的科学家共同协作一个夏天，便可以在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作者着重强调）

前两起事件本身并未造成颠覆，而是凸显了语言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纽伦堡审判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高光法庭与人权戏剧，而乔治城-IBM实验则凸显了初生的军工复合体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言辞与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时的远见卓识之士必定已经看到了大规模口译与机器 [image: Image]

图 1.2  计算与网络技术推动翻译的进步

翻译在军事、商业、民用及社会场景中的潜在效益。尽管达特茅斯项目在那个夏天并未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但它开启了一场注定将持续数十年的探讨。

3.2.2  光纤、硅与镓为碳基译员赋能加速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早期的语言解决方案被促成信息创建与处理大众化的各类设备所掩盖。在大型分时计算机之外，首先出现了专用的独立文字处理器，随后又出现了配备文本编辑器的个人电脑，使作者、编辑、译者和审校人员能够以日益增多的文字与语言创建文档、按需打印，并以迭代方式剔除文本中的错误。文字处理与桌面翻译的即时性使译者能够更迅速地将工作语境化，而底层支持并连接它们的计算资源日益强大的性能，使他们在生产力、准确性和复用率方面实现了重大飞跃（图 1.2）。

3.2.3   桌面系统降低了高科技译者辅助工具的门槛

尽管文字处理的外语字符支持与文本编辑为提高译者生产力奠定了基础，但真正颠覆传统翻译方式的却是个人电脑（PC）。其相对低廉的成本、生产力工具以及专用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的初次登场，提高了笔译与口译员的生产力、减少了差错、优化了工作流程并提升了质量。

在20世纪80年代，ALPS（自动化语言处理系统）推出了其“重复项处理”（Repetitions Processing）功能，能够查找并复用先前翻译文本的完全匹配项。十年后，Trados推出了一套由数据库驱动的功能，这些功能如今已成为任何CAT工具的标配：翻译记忆、

术语库、共享访问、模糊匹配、利用压缩词表和词干提取实现的术语识别、重复率分析、批量翻译以及对标记文档格式的支持。

这些CAT工具借助主流数据库和检索技术辅助译者，使他们能够调取以往的翻译与特定领域的术语，并促成多人之间近乎实时的协作。它们在提升生产力、持久留存与复用以往工作成果，以及遵从特定领域的术语和风格规范方面具有颠覆性意义。

3.2.4  商业IT需求将翻译推向企业级应用

商业和政府领域的翻译需求需要更大的规模——需要由译者和业务人员组成的团队来翻译和审阅日益增长的信息量。翻译公司及其译者发现，自己管理的项目横跨两个或更多操作系统，源文件分布在多个代码库的不同服务器上，他们在PC上执行翻译任务，并将文件上传到其他国家的服务器上。这意味着需要跨越时区、机器、工期与全球供应链来协调任务。服务与数据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因此跨国网络增加了外包工作的机会——并拉长了供应链。团队仿佛以虚拟化的方式，重现了当年僧侣们围坐在同一实体长桌前工作的场景。

这种对协作与分布式工作方式的需求，催生了21世纪初翻译管理系统（TMS）的发展，用以在集中式存储库中协调内容与翻译资产。这些系统利用连接器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与源内容库实现同步，并为翻译流程提供自动化工作流。为了支持协作，它们还集成了翻译记忆、术语库以及诸如在境审阅和各类检查工具等质量保证功能。

这些系统还支持企业对翻译过程控制、准确性和可重现性的业务需求。最重要的是，TMS逐步满足了企业信息系统对按需可靠、可用与可扩展的要求——同时确保了安全性与数据完整性。融入这一企业级意识，对于翻译及其在全球商业和其他业务关键型在线应用中跨越语言和经济边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图 1.3）。

在这张企业级翻译管理系统的理想化图景中，它们支持市场营销、法务合规团队以及技术出版物所要求的各类用例（由顶部的橙色菱形表示）——以及应对这些应用的团队（底部的红色圆球）。这些系统管理着业务关键型内容的全生命周期——通过连接软件从源端接入TMS，通过层层预处理，再输送至一系列 [image: Image]

图 1.3  21世纪企业级翻译管理的理想化模型

CAT工具，经过质量保证环节，最终发布为各目标语言。因此，它们远比普遍观念所认为的“源语单词从一端输入、目标语单词从另一端输出”复杂得多。

3.3  迈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服务器数据库、数据仓库和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数据量急剧攀升。随着网络使用的激增，数据来源扩展为涵盖网页浏览数据痕迹、社交网络通信以及来自物联网的传感器与监控数据等构成的庞杂混合体。信息专家从这些系统所捕获的数字化数据的体量（volume）、速度（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和真实性（veracity）中看到了价值，并开始应用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帮助知识工作者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贯穿其数据库与应用的数据流。

3.3.1  大数据推动非数值型数据智能的演进

大数据最初侧重于面向商业、科学与制造业应用的数据分析。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结构化数据涌入这些系统，数据分析的先驱们意识到了从所有这些数据、流程及其贯穿的时间线交汇处所能挖掘的价值。强大的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使他们能够在变量之间建立关联，从而获得深刻见解与经济收益。

语言行业——即企业内部本地化团队、语言服务提供商（LSPs）以及日益壮大的翻译技术软件开发商阵容——很早就意识到了海量数字化数据在其自身应用中的价值。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基于相同的机器学习原理掀起了几波人工智能浪潮。其中包括：(1) 数据库驱动的CAT工具（如前所述）；(2) 我们称之为“小型AI”（small AI）的尝试，例如利用项目数据识别并自动处理重复出现或可预测的行为（参见 DePalma, 2020）；(3) 用于将成熟操作自动化的“关灯式”项目管理（lights-out project management，参见 Toon & Pielmeier, 2023a）；以及 (4) 统计机器翻译——进而发展为神经机器翻译（本质上仍属于统计范畴）。

神经机器翻译是翻译行业最具颠覆性的发展，这主要归因于其输出译文被普遍认可的准确性与流畅度。它利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词序列的概率，并根据这些网络中的相关性将其翻译为其他语言。神经机器翻译广泛应用于商业和免费的机器翻译产品中，其“Transformer”架构也是生成式AI基座模型（例如ChatGPT、Gemini和LLaMA等突出范例）的核心技术。

简而言之，神经网络是一种在某些方面模仿人脑结构与功能的机器学习模型（图 1.4）。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LLMs）中所使用的神经网络能够将一种输入类型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输出类型。例如，ChatGPT可以将整部文集浓缩为仅数百字的摘要，或将其翻译为德语。

在不深入繁冗技术细节去描述大语言模型“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不妨审视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做了什么”。首先，大语言模型在海量数据上进行预训练，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其次，Transformer具备一种“注意力”机制，能够发掘输入各部分之间的关联，而非按照先后次序或按句段孤立处理。这一能力赋予了它更广阔的上下文视野，并支持长距离依赖关系，例如在总结某一主题时贯穿始终的指代，或是德语句子中对遥遥置后的动词的搜寻。正是这一特性，支持通过特定数据（例如术语或翻译记忆）覆盖模型的通用训练，从而将大语言模型微调用于特定任务。

3.3.2  大语言模型在转换管理中的吸引力

海量的多语言数字化数据正在推动从更深层面提升数据可用性并提供附加能力的努力。大多数能够访问拍字节（PB，通常甚至更少）数据的人员，都将受益于诸如自动摘要、句法分析、关系抽取和逻辑推理等NLP功能（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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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生成式人工智能Transformer在翻译及常规任务中的工作机制

大语言模型有助于提炼和归类关键元数据，通过自动摘要、情感分析、释义改写、对话智能体以及问答机器人等服务来增强自然语言理解。这些新功能将为企业内部本地化团队、语言服务提供商乃至个体从业者提供拓展新服务类型的契机。大语言模型将极大地促进交际的基本诉求——即以各地人们所需的语言和渠道提供信息。

遗憾的是，许多语言并不具备英语及少数欧洲语言那样的数字化“足迹”，因此对于用于训练的数字资源匮乏的语言而言，生成式AI的输出以及图 1.5 所列的操作往往流畅度较低、准确性较差且实用性大打折扣。

3.3.3   考虑采用大语言模型替代的常见翻译用例

这些由生成式AI驱动的功能在何处以及如何呈现，将因机构而异：(1) 语言服务提供商（LSPs）与语言技术独立软件开发商（ISVs）正在将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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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AI驱动的转换功能

功能集成到生产与管理软件中，以提高输出流畅度、简化操作、实现重复流程的自动化，并通过一系列NLP功能进行创新；(2) 企业本地化团队也将利用自研及商业产品与供应商采取同样举措；而 (3) 部分企业则计划摈弃传统本地化模式，转而利用生成式AI在各目标语言中直接从头生成内容（de novo），而不再依赖TMS工作流程翻译为多种语言。

任何使用过ChatGPT或其衍生产品的人都知道，它们能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从语言翻译、文本摘要、图像生成，到几乎任何你能在提示词中描述的内容。正是这种通用性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并催生了一种它将取代内容生成和多语言运作的普遍印象。

话虽如此，我们仍力促保持审慎。在评估将生成式AI用于此类任务时，请务必牢记它无法自主行动，且大多数大语言模型可能无法达到我们在下一节中讨论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的数据质量标准。如果您打算替换诸如TMS之类的技术，这并非一对一的简单置换。您必须寻找、重新构建或变通解决当前TMS的诸多功能与集成机制。

与其将生成式AI视作现有语言技术的直接替代品，不如先通过实验来补充和拓展其能力。几个已知的重大缺陷包括产生幻觉的倾向（即提供荒谬或非预期的输出）、对许多语言的支持有限、按需响应应用的处理速度较慢，以及相较于神经机器翻译等许多专用技术而言相对高昂的成本。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接受我们访谈或调查的企业和政府表示，他们计划在各种用例中尝试生成式AI，包括聊天及其他对话式交互、多媒体和视频本地化、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以及面向听障和视障人群提供更多信息的无障碍工具，此外还有不断扩充的各类选项清单。

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我们预见到各类机构将聚焦于笔译、口译以及广义转换的四大场景：内容创作、机器翻译、翻译管理以及语音处理。其中某些场景具备在（某些）应用中取代（部分）人工译者的潜力，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更有可能提供目前在规模化部署中过于宽泛且成本高昂的能力。生成式AI为他们提供了实验的契机。

首先，企业规划者设想利用生成式AI支持针对其处理的每一种语言的所有内容类型（文本、图像、语音、结构化数据）生成广泛的NLP功能。任务从对话式问答起步，并迅速拓展至：(1) 命名实体与对象识别；(2) 智能内容功能（信息抽取、分类、聚类、自动摘要、内容编辑与重写）；以及 (3) 对风格、情感、性别及更高维度的敏锐感知，以促进客户互动（参见 Lommel & DePalma, 2018）。

其次，大语言模型无需额外投入即可提供机器翻译能力。许多规划者热衷于使用生成式AI来替代或补充其现有的自动翻译方案，以支持：(1) 从原始机器翻译到定制机器翻译的全谱系方案；(2) 与术语、翻译记忆库及语法纠错等语言资产的集成与增强；以及 (3) 与单语生成式AI共享的内容服务，例如管理文体风格偏好、改善源语质量、“平滑润色”输出使其在语境中更自然恰当、切换尊称与通称形式（例如德语中的Du与Sie）、使用包容性语言以及消除内容中的性别偏见。

第三，在TMS存在的二十余年中，它们通过连接器或自主软件开发，将各类独立的CAT工具吸纳进其协作工作流程中。这使它们得以通过翻译记忆、术语库和各类检查工具等辅助技术减轻翻译产出的负担并缓解译者的认知负荷。然而，一些用户正在探索利用结合生成式AI功能与轻量级自动化的“后TMS”（post-TMS）解决方案来取代传统TMS的可能性。为了保持竞争力，当前的TMS提供商必须将其产品演进为融入引人瞩目的生成式AI特性与自适应工作流程的后TMS系统。

第四，各类机构计划利用这些大语言模型提供任意语言的文本转语音处理，以实现：(1) 生成更逼真的人声，从而在语音转文本中提供更好的识别效果；(2) 通过发布转写文本增强搜索引擎优化（SEO）；(3) 通过说明字幕（captions）与翻译字幕（subtitles）提升无障碍体验；以及 (4) 翻译口语音频内容。Alexa和Siri——以及通用的聊天机器人——将随着对话内容的充实而变得更为聪明，语调更为人性化，并能捕捉情感线索。服务提供商将利用生成式AI技术消除噪音、提高清晰度并修复不连贯的音频和视频片段，从而改善交际效果（参见 Toon & Pielmeier, 2023b）。

4  演化数字化数据以获取更优成效

包括翻译在内的大多数数字化转型类型，都要应对种类繁多的数据与内容存储库、数据类型、语言和领域。它们依赖于源文档中的内部数据字典以及TMS和CAT工具中的风格指南、词汇表、术语和翻译记忆等外部资源的结合。将大语言模型引入这一体系，意味着要纳入由Common Crawl抓取的巨量数据、针对特定用例收集的专业内容、用于填补模型缺陷的合成数据，以及设计团队认为能够改善大语言模型输出的任何其他资产。

在TMS、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的设计中，常常缺失的是人类译者、项目经理以及其他精通本地化的人士的持续参与。在传统的翻译项目中，这些人员是翻译记忆库、术语库以及对内容和流程进行中期微调的关键贡献者。然而，在神经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的演进过程中，他们却被边缘化，或沦落为清理错误输出的角色——这被委婉地称为“人在回路”（human in the loop），但更多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对机器翻译或大语言模型输出进行繁琐的“保洁工作”。

展望未来，针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及其所依托的数据的快速演进，我们建议采取两种应对路径。首先，立足实际，积极尝试新工具。企业内部翻译团队和外部供应商应当采用这些创新的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将它们整合到现有系统中，引入下一代AI功能，并从容应对通往未来的坎坷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应当运用自身对系统、数据和实际用例的深厚知识，确保在向这些新系统的过渡中不丢失任何核心价值。

其次，各类机构是时候在其全球交际战略中采取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了。大多数企业IT、数据库、内容及相关团队在可靠且安全地管理数值数据方面相当娴熟，但他们通常无法提升作为翻译源头的文本数据的质量与利用率。在近期内，我们建议与数据生成及IT团队密切合作，解决一系列长期被忽视的数据质量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们建议通过对技术与流程的投资，开展一项使内容更具智能性的战略性举措。规划者必须认识到，支持各种形式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提高与人类交流并传递给人类的输出内容的可用性。满足这一要求将涉及重新定义翻译专家的角色，承认他们在优化跨语言人类交际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4.1  数据质量：大语言模型无法满足企业级标准

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各大规模生成式AI供应商广泛发行的产品中所用训练数据质量存在的六大常见问题（表 1.1）。它们源于不加甄别的数据收集、隐性偏见、数据量不足，以及训练数据在区域语言（locale）和其他支持伦理实践的关键属性上的不均衡分布（参见 DePalma & Lommel, 2023a, 2023b）。这些问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大语言模型发布者和应用开发者纷纷转向诸如检索增强生成（RAG，以补充更可靠的语境化数据）以及低秩自适应（LoRA，以优先建立关联）等技术。

注：表 1.1 所述问题并非生成式AI理论所固有。相反，它们主要是早期生成式AI的不成熟、当前应用场景，以及即便在RAG增强模型中也过度依赖商业化通用解决方案所导致的结果。随着软件更趋成熟、训练数据质量提升以及集成更趋智能化，预计某些缺陷将会逐步消除。

表 1.1  当今的大语言模型无法满足企业级数据要求

数据质量维度 典型质量问题——以及特定于您具体应用的关切点

数据延迟（Data latency） • 由于处理海量数据与关联关系的成本高昂，模型训练更新频率较低，可能导致内容过时。 相关性（Relevance） • 对于大多数用例而言，涵盖语言、领域、垂直行业、文化、政治、经济和商业实践的数据均处于资源匮乏状态。 • 抓取训练数据的常规做法缺乏用于收集和管理诸如翻译记忆库与术语库等语言资产的系统化且针对特定应用的方法论。 副渔获数据（Bycatch data，非目标捕获数据） • 训练数据来源中包含充斥偏见并对大多数语言和文化持有片面视角的非预期及可疑数据。 •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模型提供商不太可能披露有关其训练数据和方法论的细节。 数据匮乏（Data deficits） • 资源匮乏的语言可能无法产生满足质量预期的内容生成或翻译功能。 • 同样的警示也适用于摘要、压缩、个性化等NLP功能，以及诸如性、数等语法问题。 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 • 贵机构的数据可能会被吸纳进模型并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提供。 • 提供商可能尚未建立健全的数据存储、安全、隐私、留存策略，或规范其如何与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第三方共享数据。 • 输出内容可能反映来自竞争对手的数据、术语与视角。 • Common Crawl抓取的随机性可能会带来其他风险。 持久稳定性（Permanence） • 提供商可能会自行更改底层数据、关联关系与算法，从而降低大语言模型作为权威参考依据的适用性。 集成（Integration）

能力（capabilities）

• 将大语言模型与您的现有技术栈进行集成可能颇具难度或缺乏完备文档，尽管随着提供商提供更为全面的API，这种顾虑将会减轻。

来源：CS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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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许多语言面临训练数据匮乏的问题

按语言划分的数据匮乏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关于生成式AI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与算法和训练数据密切相关的不平等现象——并且与主要在英语内容上训练的大语言模型的稀疏性密切相关（图 1.6）。许多统计机器翻译和神经机器翻译引擎的底层也存在着同样存在缺陷的数据，与之配合使用的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很可能也是如此。随着生成式AI与自动翻译的普及，任何从事稀缺语言（LLD）工作的人都将面临表 1.1 所示的更多数据缺口，从而发现自己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边缘地带。

4.2  战略性数据举措：使内容更具智能性与敏捷性

国际数据公司（IDC）的《全球数据圈》（Global DataSphere）报告估算，全球每天捕获的数据达33.65艾字节（EB，参见 Rydning, 2023）。其中大量数据转瞬即逝、受限于特定应用，或只是毫无明确目标地散落到世界中，因此大多数机构对其数据源、结构和格式缺乏清晰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数据集按应用各自为政，往往在不同项目中重复存在，且缺乏妥善治理。由于其中绝大部分为文本、音频或视觉数据，这种非结构化数据中只有不到一半得到了与数值数据同等程度的分析——甚至完全未被分析（参见 DePalma & Lommel, 2024b）。

这种分析上的悬殊差距对于企业掌控其数据资产的努力而言并非吉兆，但它应当为处理诸如产品规格、文档和支持等具有全球价值的数据的团队提供指引，指明他们应当在何处着力。

负责国际及国内多元文化市场的人员必须与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团队的同行协作，借助某种分类体系来梳理和记录日益增长的数据量。这种基础分类是迈向使内容更具智能性的第一步——并进而使翻译流程更加智能。

有两种方法展现出良好前景，但都需要投资。第一种方法是构建知识图谱，以突显数据集中实体之间的关系。知识图谱是一个存储实体（如人物、地点和事物）及其关系的数据库。例如，它可以将本手册的书名与其主编和作者的姓名、出版日期及其ISBN编号关联起来。在电子商务应用中，它可以帮助买家确定某种特定类型和尺寸的雨刷器是否适用于其特定车型和年份的汽车。

这种元数据——即有关数据的、可供计算机处理的信息——能够帮助从负责训练语言模型的人员到处理复杂结构的译者在内的所有人理解实体之间的关系（图 1.7，参见 Dillinger & Lommel, 2024）。这些资源在搜索、电子商务和工业领域已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对于那些仅仅称得上庞大而非巨无霸的企业来说，尚未成为主流工具。

译者和本地化团队将通过数据标注为这一举措做出贡献——也就是说，记录下他们掌握的有关翻译记忆库、术语库以及其他全球内容与本地化资产的知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他们将从自己添加的元数据中获得更大的复用效能与生产力——并因此能够专注于更高维度的文化与领域适配。而有些人则会消极地将这项任务视为将其自身价值让渡给机器。

第二种方法可以独立于知识图谱运作，也可以与知识图谱协同发挥作用——译者可以在翻译工作流程中遇到数据时为其添加元数据，这种技术被称为自动化内容增强（ACE）。基于ACE的流程解析源语和目标语文本，并创建指向相关外部资源（如术语库、维基及其他专业存储库）的链接。这些来源提供诸如术语、概念、日期或产品等附加信息（即元数据）——这些信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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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知识图谱汇聚数据与可执行表征

源文档与译文档案的永久属性（参见 Lommel, Pielmeier, & DePalma, 2018）。响应式机器翻译将帮助消除文本歧义，并基于ACE组件提供的额外语境给出更为智能的建议（参见 Lommel & DePalma, 2021）。

实现该流程的自动化需要利用网络本体语言（OWL）和资源描述框架（RDF），以便ACE能够在这些信息存储库中找到相关内容。这使得它能够在内容生产管线的各个阶段，向创作、翻译和发布流程中的工具提供语义丰富的信息。

4.3  驾驭人工智能的增强型“译者”

2016年，CSA Research探讨了人工智能将如何整合各项技术来增强语言专家的能力，提高他们的效率并帮助他们产出更优异的成果。值得庆幸的是，增强翻译的演进并不需要植入生化机械假体才得以实现。

下一波翻译技术将通过增强人类译者的能力、接管繁琐枯燥的职能，并使他们所翻译的信息更加智能，从而提升人类译者的表现。这一努力要求内容本身具有更强的主体能动性（agentive）——从而能够半自主乃至完全自主地与人工译者和机器翻译进行交互。例如，设想一份能够自主提供上下文信息、推荐特定领域术语、甚至调整自身结构以促进更高效翻译的文档。实现这一愿景，取决于对使内容更具智能性的长期迫切投资。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数字化内容相结合，提升了笔译和口译员的生产力、减少了差错、优化了工作流程并提升了质量。这种由AI赋能、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涉及多种技术的紧密结合，有望使语言专家更具效率并提升其工作质量。这种方法并不要求他们去清理机器输出。相反，它提供建议以协助他们进行翻译创作（参见 Lommel, 2017）。CSA Research选择将此称为“以人为核心”（human at the core），以强调专家将对AI资产及其使用行使掌控权，而不仅仅是在机器后面收拾烂摊子，正如在“人在回路”应用中常见的那样（图 1.8）。

增强型译者将能够使用这些较新的AI工具和知识图谱，以及语言软件供应商承诺提供的、由数据和元数据增强的一套广泛使用的翻译软件。一些厂商已经在其CAT工具中推出了由AI驱动的微小但意义重大的调整——例如利用生成式AI针对每位客户的文风和实时现状微调翻译输出，或者使用从翻译管理系统中收集全面信息的数据聚合器来帮助实现项目状态可视化、促进项目中期内容调整并实现实时工作流重构。

一旦完成了这些容易的改动，他们的下一步将是添加重大功能。可以预见，翻译记忆将超越句段范畴，扩展到整个段落、小节、章节或整篇文档。利用内置在Transformer中的同种注意力机制，翻译记忆将贯穿整篇文档，并扩展为与具体用途细节紧密相关的语境记忆。术语软件将自动搜索特定领域的元数据并生成知识图谱。翻译记忆将演变为全文记忆，不仅包含完整的文本，还包含其历史沿革以及与其他文本的关系。

翻译管理系统的改造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许多用户认为当今主流的TMS已显陈旧老态，落后于时代多年，因为其开发人员不敢打破现有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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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从“人在回路”向“以人为核心”的转变

系统的现状。这种“既有装机用户惯性”（installed base momentum）或遗留惰性将被利用现代技术且明显更为卓越的软件竞争所打破。

可以预见，这一全新的“后TMS”（Post-TMS）类别将无缝连接AI、自动化、工作流设计、流程管理与数据分析，以满足企业级翻译管理系统所需的各类应用、数据、内容、参与者和设备的需求。它们还将增加对其他翻译模态和无障碍关切的支持——包括语音、多媒体、视频和体感触觉——以确保对所有语言资产和本地化资产采取统一的管理方式。

5  提升人类交际成效

译者一直是我们本章所讨论的各类基础和先进技术的最早采纳者之一，这是因为以多种语言准确、系统且按照人们偏好的语言与人交流至关重要。笔译员、口译员以及其他转换主导者都深知，在每条交际管线的末端，都有一位信息消费者。

由于数字化与数字化转型所引发的深远影响，笔译与口译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新布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市场受益于指导业务流程的商业数据的交汇、内容在信息用途与机器学习方面日益提升的复用价值、GPU的强大处理能力，以及用于处理这一切的数据工厂。

这种推动从离散服务转向跨数据源、跨模态和跨应用的集成服务的转变，正是迈向“后本地化”（post-localization）转变的核心所在（参见 Lommel & DePalma, 2023）。因此，后本地化时代建立在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之上，能够以从最低限度到全自动化的各级自动化水平执行诸多与语言相关的及支撑性功能（图 1.9）。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后本地化即是语言行业的全面数字化，数字数据的透明性孕育了巨大的机遇——正如莱布尼茨本人在1703年惊叹的那样：“所有这些运算都是如此简便，以至于永远无需猜测或尝试任何事情。”交际的方式有千百种，但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人类自身的能力永远是不够用的。数字化数据对于翻译本身以及生成式AI中任何转换的可替代性与互通性，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语言学家的能力边界，并缓解了其雇主必须为此支付的有限预算（DePalma & Pielmeier, 2020）。

语言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应对这一转变。他们的角色将从文字操纵工、流程放牧者以及机器翻译保洁员，转变为更高价值的职能——确保以任何语言、任何形式展开的交际都能满足交际链路另一端人类信息消费者的需求。当语言行业与企业内部本地化团队审视自身选择时，他们将在冠以诸如 [image: Image]

图 1.9  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驱动后本地化时代

“社会-”、“文化-”、“无障碍-”、“包容性-”等限定词的更广泛语言学领域中看到机遇，并以音频、视觉和文本等模式，通过日益丰富的个性化形式提供服务。

这些转变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展现，且由于深受珍视的工作方式让位于新方式，以及一些人失去工作而另一些人获得新工作，某些颠覆将是痛苦的。归根结底，在上述所有渠道中跨越语言边界对呈指数级增长的内容进行交际的需求，将为那些能够洞察并把握机遇的人创造巨大的新机遇。

6  结语

正如本章所探讨的那样，翻译技术的演进揭示了古往今来人类在进行语际与跨文化交际方式上的深刻变革。从最早期的文字系统到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每一次技术进步不仅提升了翻译的效率与传播范围，而且从根本上重塑了译者工作的本质以及翻译概念本身。

这一历史视角阐明了贯穿我们讨论始终的几个核心主题。由印刷术以及近期的电子与数据驱动辅助技术所推动的知识大众化，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获取多语言信息的途径。正如我们在审视机械印刷和桌面系统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进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破了语言障碍，使翻译内容能够面向更广泛的受众。

我们见证了翻译范畴的不断拓展，它从纯粹的语言学活动转变为多维度的信息转换过程。这种拓展与我们早先关于将翻译重新定位为诸多转换形态之一的讨论高度契合，它不仅涵盖文本，还涵盖语音、多媒体乃至感官数据，正如我们在考察从翻译到转换的演进时所强调的那样。

翻译技术的演进始终在增强人类译者的能力。从早期的CAT工具到现代AI辅助翻译，正如我们在关于桌面系统和企业翻译管理各节中所讨论的那样，每一步都提升了生产力与准确性。我们在迈向大数据与AI一节中所探讨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问世，开启了以数据为中心的翻译新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海量的多语言数据语料库为日益精密复杂的翻译算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数据为中心的神经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为主导的翻译技术现状，既代表了数十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也标志着一个全新范式的开端。正如我们在考察生成式AI和大语言模型时所讨论的那样，这些技术正在为跨各类内容类型和语言的翻译创造新的可能性。然而，正如我们对大语言模型局限性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巨大的挑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世界上许多语言的数据质量、相关性和覆盖面方面。

翻译技术的演进反映了人类克服语言障碍、促进全球交际的不懈追求。这段从古代抄写员到AI驱动系统的历程，彰显了翻译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展望未来，翻译实践必须持续演进，在技术创新与长期以来作为优秀人类译者标志的细腻且富于文化底蕴的专业知识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在本章中所追溯的这些技术对翻译的变革性影响，注定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重塑全球交际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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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数字革命从根本上重塑了专业笔译与口译的面貌。文字处理软件、互联网资源、神经机器翻译系统以及基于云端的协同工具等技术已变得不可或缺，使得许多前数字时代的作业方法逐渐被淘汰。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与大语言模型（LLMs）的突飞猛进正在引领语言服务行业经历又一场范式转换。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基于自然语言的人机交互、文本生成以及翻译任务中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能力，对译者的工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loundou等（2023）指出，笔译与口译是极易受到大语言模型冲击的职业之一，其在GPT模型下的暴露率达76.5%，在集成GPT的软件下的暴露率更是高达82.4%。然而，尽管面临这些技术演进以及人类译者即将被淘汰的屡屡预言，该领域的就业人数却持续攀升。这种显而易见的悖论，可归因于各领域对多语言内容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译者角色的多元化分化。如今，这一职业已涵盖本地化人员、编译人员、创译人员、实时字幕译员等相关岗位。人类译者依然不可或缺，尽管其职业画像日益技术化，因为他们能够带来批判性判断、文化敏感度、专业领域知识以及语境契合度——而这些正是当前AI系统所匮乏的。

鉴于这些变革，重新审视翻译培养项目的目标与内容，对于确保译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持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在这一新语境下，不同翻译情境中各利益相关者所看重的翻译专长关键要素及其相对重要性。我们对两套数据集——2004年西班牙调查与2024年中国调查——进行了对比，以分析翻译专长在过去二十年间以及在不同文化与经济环境中的演变历程。

2004年的西班牙调查由西班牙国家质量评估与认证局（ANECA）主导开展，通过汇总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为西班牙本科笔译与口译专业培养方案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方针，呈现了当时被认为必不可少的翻译技能全貌。二十年后，我们在2024年开展的中国调查则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下提供了关于翻译技能的当代视角。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翻译产业与教育项目经历了迅猛扩展。2007年设立的翻译硕士（MTI）专业学位便是这一增长的典型例证，培养单位从2008年的15所激增至2023年的316所。这种扩张反映出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中国对熟练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为我们考察翻译技能体系如何随着技术进步与市场需求变化而演进提供了契机。

为探究译者岗位画像与市场预期的潜在转变，我们收集了来自中国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和职业译员的数据。通过整合受试者的反馈，我们提炼出12项优先发展的译者培养目标，从而洞察了一个主要的非西方市场对专业翻译技能需求的现状。我们深入探讨了他们对这些技能在不同翻译情境下重要性的认知，并调研了他们认为亟须加强的领域。

本研究依托翻译专长研究的理论框架，采用比较性混合方法来考察翻译专长的演进。通过同时分析定量问卷数据与来自受试者的定性见解，我们力求全面呈现翻译专长如何适应技术变革。本研究的发现旨在为该领域提供一个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更新版翻译专长模型，并为课程设置与职业发展提供实践启示。接下来的章节将回顾相关文献、详述研究方法、呈现并讨论研究结果，最后总结其对翻译教育与翻译实践的启示。

2  理论背景与历史语境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领域一直在努力界定和理解翻译专长。本节系统梳理了围绕这一概念的核心理论取向，重点阐述“能力”（competence）与“专长”（expertise）的区别，以及客位（etic）与主位（emic）视角的差异。此外，本节回顾了作为基准参照的2004年西班牙研究，为考察人工智能时代在多语变体中介交际中追求卓越所必需的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提供了必要的语境。“能力”（abilities）指执行任务的发展能力；“技能”（skills）指通过练习习得的具体熟练度；而“知识”（knowledge）则涵盖对某一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理解。

2.1  翻译专长的概念化

2.1.1  翻译研究中的能力与专长之辨

在认知翻译与口译研究（CTIS）中，“能力”与“专长”已成为理解翻译资质的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能力”根植于生成语言学，是一个演绎性概念，旨在构建完成语言任务所需的最低标准之理想化模型（Matthews, 1979）。传统上，这一取向一直用于确立翻译教学目标并指导译员培养项目的课程开发。

翻译能力的概念化主要流行两种取向：极简主义取向（如 Pym, 2003）与多元成分模型取向（如 Hurtado, 2017）。皮姆的极简主义观点将翻译能力界定为生成多个可行的目标语文本并选出最恰当文本的能力。相比之下，多元成分模型——例如PACTE研究组的模型（PACTE, 2003）——则勾勒出若干相互关联的子能力，即双语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工具子能力、翻译知识子能力以及起核心作用的策略子能力。

采纳能力模型促成了研究重心的转移：从单纯罗列理想特征，转向构建使多语变体中介交际成为可能的一组假定底层认知结构。这一转变对于将职业译员与外行人士及未经训练的双语者区分开来，以及开发专业培训方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能力模型也存在局限性。它们往往过于理想化，且通常缺乏关于学习过程的完善理论（Waddington, 2000；另见 Pietrzak, 2022）。矛盾的是，多元成分能力模型背负着关于何为翻译以及翻译应如何教学的诸多假设预设（Pym, 2003, 第487页）。这些模型往往带有规定性色彩，尽管口头传译与书面笔译在认知特征上具有显著共通性，它们却在无意间将自身应用局限于口头或书面模式之一（Muñoz & Tiselius, 2024）。此外，正如皮姆（Pym, 2003, 第495页）所指出的，这些模型大多难以充分应对该领域涌现的新兴关键议题，例如协同工作、翻译记忆系统以及在线资源的利用。

另一方面，“专长”则是一个归纳性的研究构念，由 Shreve（2002）以及 Sirén 与 Hakkarainen（2002）等学者从认知心理学（Ericsson, 2000）引入认知翻译与口译研究。与基于演绎界定的能力不同，专长对其本质或内部结构不作先验预设，而是直接从观察数据中浮现。它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用于梳理翻译任务中观察到的行为与心智过程之间的关系，而无需预先断定任何物理或心理实体的客观存在（Muñoz, 2014, 第7–10页）。

翻译专长可被描述为多维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及个人特质的整合运作，使译者能够持续稳定地（尽管并非毫无例外）产出高质量的译文，且通常体现于特定领域或文本类型之中。这一概念借鉴了跨学科领域中探索各行各业高技能人才特征、发展及表现的研究成果（如 Ericsson et al., 2006; Ward et al., 2020）。在认知翻译与口译研究中，专长研究聚焦于译者如何习得并运用各类ASKs以实现专业卓越，特别是在复杂的现实工作场景中。

尽管埃里克森强调熟练记忆与问题解决中有意练习的专长理论（Ericsson, Krampe, & Tesch‑Römer, 1993）在认知翻译与口译研究中影响深远，但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专长发展的认知。学者们指出了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工作记忆与高级问题解决能力（Gobet & Campitelli, 2007）、先天禀赋（Macnamara, Hambrick, & Oswald, 2014）、动机与毅力（Duckworth et al., 2007）、早期接触与资源获取（Campitelli & Gobet, 2011），以及导师指导和文化背景等社会文化影响因素（Ericsson & Lehmann, 1996）。这种多元视角为理解翻译研究中专长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阐释（Muñoz & Olalla, 2022）。

尽管翻译能力与翻译专长看似有所重叠，但两者的目标与范畴却大相径庭。能力主要应用于教学法层面，通过演绎法系统绘制译者所需的各项ASKs，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石；而专长则归纳自实证研究，聚焦于高水平表现及其背后的深层过程（Shreve, 2002）。这两个概念各有其局限性：能力模型在结构上可能模糊且具随意性，而专长研究则往往狭隘地局限于问题解决维度（Shreve, Angelone, & Lacruz, 2018）。此外，能力的范畴有时被泛化至包罗学员必须掌握以及教师需要讲授的一切内容，宛如一份囊括所有的翻译培养课程指南（Pym, 2003, 第487页）。尽管存在这些不足，能力模型在确立翻译教育的基准标准方面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鉴于本研究旨在理解并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专长，聚焦于专长框架无疑提供了更为恰切的研究透镜。专长所具备的复杂性、个体化和具境化特征，能够更好地捕捉在AI辅助翻译这一飞速发展的格局中所必需的自适应ASKs。该框架有助于细致洞察译者在真实情境中如何发展并运用其ASKs，尤其是在与AI工具交互以及应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等挑战时。同时，认识到能力模型的互补作用，亦有助于确立教育目标和构建促进专长发展的课程体系。

随着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不断深入，翻译专长的概念化也在持续演变。在日益技术化以及全面融合人工智能的格局中，能力模型与专长模型之间的互动对于塑造我们对专业翻译的理解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持续重新评估翻译专长的界定、研究与培养方式，以确保译者能够在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中蓬勃发展。

2.1.2  翻译专长的客位与主位视角

翻译专长各维度的重要性往往因具体语境而异（Neubert, 2000）。这凸显了采用具境化研究路径的必要性，即充分考量个体ASKs与情境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翻译专长研究可同时受益于客位视角（etic，局外人/研究者视角）与主位视角（emic，局内人/译者视角）（Pike, 1967）。客位研究取向采用观察法或实验分析，借助标准化工具提炼跨语境的普遍法则，追求普适性与客观性，例如PACTE模型（PACTE, 2003）以及欧洲翻译硕士网络（EMT）框架（EMT, 2017），它们提供了适用于多种环境的结构化模型。相反，主位研究取向则侧重于在具体环境中理解专长，运用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旨在深入、具境地理解特定环境下独有的主观体验与实践。

主位研究为揭示从业人员如何看待专长提供了深厚洞见。例如，Angelone 与 Marín García（2017）发现，译者与项目经理往往更看重守时和生产率等实际工作指标，而非自动化程度和元认知调节等经典指标。他们强调了适应能力的重要性，指出译者频繁参与超出其专业领域的多元业务活动。Risku 与 Schlager（2022）运用民族志方法开发了针对工作场所研究的定性路径，所揭示的见解有时甚至挑战了客位研究的结论。更早之前，Albl‑Mikasa（2013）与 Tiselius（2013）针对口译员的研究也与客位研究形成了互补，有时甚至产生分歧。此外，Kuznik 与 Hurtado（2015）结合访谈、直接观察以及实习生报告，对翻译公司中的能力进行了考察，提供了多元维度的局内人视角。

近年来的主位研究也广泛运用问卷调查来收集不同群体的见解。钱春洁、许钧与胡健（Qian, Xu, & Hu, 2015）对400名受试者进行了调查，提炼出专长的五个维度：认知能力、适应能力、职业胜任力、语言能力与操作能力。Esfandiari等（2019）发现，在Proz.com上的职业译员心目中，语言能力、主题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占据最高优先级。吴迪、张林军与魏利（Wu, Zhang, & Wei, 2019）揭示了中国高校对双语能力和翻译知识能力的重视；而郝玉与皮姆（Hao & Pym, 2021）则报告称，澳大利亚翻译专业硕士毕业生对L2技能与跨文化知识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L1技能与职业道德的评价相对较低。

客位视角与主位视角之间的张力，反映了翻译研究中关于翻译专长概念化与实证研究的更广泛学术争鸣。随着我们进一步迈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两种取向之间的互动将继续深化我们对该领域的理解。客位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宏观总体框架，而主位研究则提供了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翻译行业颠覆性影响所必需的细粒度、具境化洞见。通过融合客位与主位视角，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能够更全面地把握该领域的复杂性，并有效回应在日益技术化的格局中对译者提出的不断演进的要求。

2.2  2004年西班牙研究：翻译专长的基准参照

2004年，伴随着西班牙融入欧盟后经济的强劲增长，西班牙国家质量评估与认证局（ANECA）发布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该研究深刻塑造了该国翻译教育的未来走向。这项题为《翻译与口译学士学位课程方案设计研究》的系统性工作，由西班牙翻译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协同完成，本章作者之一亦位列其中。这种亲历参与为审视该研究的深远影响及其对翻译培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局内人视角。

该研究开展之际，西班牙的翻译专业项目在短短十年间从3个激增至19个。其首要目标是为西班牙全境的本科笔译与口译项目制定全面的指导方针，确保课程体系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保持高质量标准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基本可比性。这项广泛的协同合作涵盖了18所西班牙翻译院校，汇聚了包括314名翻译专业毕业生、134名专业教师和50家用人单位在内的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见解。开放式问卷广泛收集了各方对职业译员所应具备的ASKs的多元观点。

调查结果提炼出了译员培养的15项核心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之层级体系（见表2.1）。L2/L3以及L1的语言熟练度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包含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与本地化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受试者在强调翻译专门技能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通识文化知识、自主学习能力以及项目管理能力等宏观素养。

该框架对西班牙本土及其他地区的课程开发与行业标准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提供结构化模型，它确保了毕业生能够形成与行业需求紧密接轨的全面ASKs素养，进而推动了翻译专长的养成。该研究的影响力超越了学术界，塑造了行业的职业期望，并促进了欧洲翻译界对翻译专长的标准化认定。ANECA研究的历久弥新之处在于其整体性路径，架起了学院派培养与职业要求之间的桥梁。通过兼纳语言与非语言技能，它前瞻性地预见了在瞬息万变的产业中译员角色的日益复杂化。当我们将这一基准研究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语境下的当代翻译专长视角进行比照时，ANECA研究为评估该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坐标。

表 2.1  西班牙本科笔译与口译培养白皮书中的能力、技能与知识（按重要性降序排列）

1  L2 与 L3 熟练度
  2  L1 熟练度
  3  计算机操作能力（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本地化与桌面排版）
  4  通识文化与文明知识
  5  独立学习能力
  6  项目管理与工作组织能力
  7  审校严谨度与质量控制能力
  8  分析与综合能力
  9  经营、行政管理与市场认知
10   职业交际与关系建立能力
11   语言重构能力
12   信息检索与管理能力
13   领域知识
14   团队协作能力
15   专业文本翻译能力

来源：改编自 ANECA (2004, 第90页)。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研究着重探讨以下三个核心研究问题：

1    自2004年西班牙研究以来，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蓬勃发展的语境下，翻译专长的核心构成要素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2  翻译专业学生与职业译员当前对不同翻译情境下各项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相对重要性的认知如何？ 3  这些认知与2004年西班牙研究中确认的要素存在怎样的契合与差异？

这些问题指引着我们对翻译专长演化特质的探索，并奠定了我们的研究方法路径。

3.2  受试者背景画像

本研究涵盖了两组提供不同翻译专长视角的受试群体：

1    就读于中国某高校的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N = 121；男12人，女109人）参与了调查。他们的见解反映了当前的教育教学环境以及译员培养项目的关注重点。 2   拥有全职专业翻译从业经验的职业译员（N = 159；男50人，女109人），平均从业年限为6.74年（标准差 SD = 5.85）。受试者来自中国各地的广泛机构，包括语言服务提供商、政府部门（如外事办公室）、国有企业、汽车与医疗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出版社、教育机构以及自由职业译员。他们多元的从业背景为本研究提供了关于行业核心胜任力的广泛且扎实的专业洞见。

3.3  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将定量问卷调查与定性深度访谈相结合，以从学生与职业译员中采集全面详实的数据。

针对学生群体，研究采用嵌入在微软Excel文件中的问卷，以兼顾其灵活性与易用性。问卷要求受试者针对四种翻译情境列出并排序他们认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有效翻译所不可或缺的ASKs：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情境下的英译汉和汉译英。为协助学生清晰表述其见解，问卷提供了常议翻译ASKs的参考清单，包括汉语能力、英语能力、领域知识、翻译技术熟练度、策略能力、职业技能以及项目管理技能等。

问卷为每种情境均提供了100至200词的样例文本摘录以创设具体语境。这些样例文本经过精心遴选，具有典型的语言与篇章特征，便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情境并作出回答。针对职业译员，研究团队实施了半结构化访谈，聚焦四个核心领域：(1)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专长维度；(2)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翻译ASKs的重要性排序；(3) 语言服务行业的就业前景；(4) 对当下在读翻译专业学生的建议。访谈录音被逐字转写成文，以便对从业人员的见解进行细致分析。问卷与访谈提问均使用中文进行。

3.4  数据分析技术

由于受试者在描述翻译专长各维度时对“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的表述方式多种多样，数据分析工作颇具挑战性。为此，我们对术语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简化了数据，以识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受试者对翻译ASKs重要性认知中的核心模式与趋势。我们的分析结合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定量数据分析遵循以下步骤：

1    数据预处理：编写专用的Python脚本对来自Excel文件的数据进行标准化与汇总，确保受试者回答的一致性。 2     术语映射：构建双语词典，将受试者提出的990个各异的翻译ASKs中文标签映射到标准化的英文术语上，以促进跨语言分析。例如：

汉语能力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L1 proficiency
英语能力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L2 proficiency
ChatGPT提示词能力 [ChatGPT Prompt Engineering]: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tool proficiency
翻译技能 [Translation ability]: Cross‑language reformulation ability

3    ASK排序：根据受试者的反馈赋予各项ASK相应的数值排位，并计算各项ASK在不同翻译情境下的平均排名。 4   频数分析：统计各项ASK的提及频次（频数），以确定其在受试者反馈中的普遍程度。 5   重要性得分计算：将提及频数除以平均排名，得出最终的重要性得分，为评估各项ASK的显著性提供统一的量化指标。

定性分析涉及对受试者围绕语言服务行业就业前景以及向翻译学生推荐的ASKs展开的讨论进行细致考察。定性分析分阶段推进，以确保研究过程的系统性与严谨性：

a    主题分析：对职业译员的访谈内容进行严密的主题分析，初期借助GPT-4辅助识别核心主题。这一路径顺应了当前利用AI辅助定性数据分析的学术前沿趋势（Turobov, Coyle, & Harding, 2024）。 b     编码方案构建：构建类似XML的编码方案并应用于文本数据，辅以人工校验以确保编码的精准度与语境敏感性。例如：

 熟练操作机辅软件，提高翻译速度与质量 [Master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software to improve translation speed and quality] 

c    主题频数分析：运用定制Python脚本对编码主题进行频数统计，实现定性数据的量化呈现。

d    主题综合：审视主题汇编材料，综合提炼职业译员对所识别各个主题的观点，从而对翻译专长形成兼具深度与语境感的理解。

该研究方法将来自学生与从业者的主位视角同严谨的定量分析融为一体，为深入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专长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将我们的发现与2004年西班牙研究（ANECA, 2004）进行三角互证，我们力求揭示过去二十年间翻译专长演变的深层启示，及其对未来译员培养与实践的长远意义。

4  结果与讨论

4.1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专长的核心构成要素

通过对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提炼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至关重要的12项翻译专长核心构成要素。这些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构成了一个综合框架，用于理解职业翻译专长不断演化的特质，兼顾了该领域经久不衰的恒定准则与新兴实践需求。具体提炼出的各项ASKs如下：

• L1熟练度：精通第一语言（母语），熟悉其社会、文化及语用规范。
• L2熟练度：精通第二语言，深刻理解其社会、文化及语用维度。
• 领域知识：深入理解所译文本专属的专业主题与专门术语，把握其细微的语境差异。
• 跨语言重构能力：实现有效翻译的策略与技巧，如用目标语精准传意能力、扎实的写作与表达功底，以及构建逻辑连贯且符合语法规范文本的能力。
• 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任务中尤为关键的综合能力。
• 项目管理技能：涵盖项目从立项到交付的全流程，包括计划排期、资源分配、质量控制、沟通协调、风险管理、成本预算及客户关系维护。
• 职业素养（能力、技能与知识）：赋能译者高效且合乎伦理地应对复杂工作环境的人际交往技能、个人特质与职业操守。涵盖有效沟通、团队协作、冲突化解、抗压韧性、适应力、主动性、细节专注度，以及严格恪守保密协议和合理定价等职业伦理规范。
• 学习能力：持续获取、更新并精进自身语言与领域知识的能力，以及迅速掌握新工具、驾驭不同学科与体裁文本的自学适应力。
• 信息检索与研究技能：利用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和专业数据库等资源，高效查找、获取并批判性评估与翻译项目密切相关的信息。
• 翻译技术与工具熟练度：娴熟运用支持并增强翻译流程的数字化工具与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机器翻译（MT）引擎、术语管理软件，以及在大模型文本生成、语境理解和语言分析方面提供先进支撑的大语言模型（LLMs）。
• 跨文化敏感度：在目标语文本中充分且准确地阐释并再现源语文本的文化语境。
• 身心健康：保持良好的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以确保在执行翻译任务时维持最佳水准。

这12项ASKs各具特色，但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交迭，凸显了它们在翻译专长内部相互关联的本质。例如，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往往与信息检索与研究技能交织在一起：当遭遇翻译难题时，译者经常需要检索并评估信息以高效解决问题。同样，项目管理技能与职业素养紧密相连，因为高效的项目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良好的人际沟通技能、适应力与抗压韧性。另一个显著的重合点存在于跨文化敏感度与L2熟练度之间：对源语文本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对于在译文中准确再现细微意蕴至关重要。这些例证充分说明了各项ASKs如何相互补充、协同增强，共同构成了翻译专长的全方位整合系统。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受试者的身份背景，重点分析不同群体的认知差异。

4.2  职业译员视角下的能力、技能与知识重要性排序

表2.2展示了在专业翻译不断演变的格局中历练深厚的资深从业者的综合见解。这一综合评估为高等院校与语言服务行业根据最受看重的核心能力重新校准人才培养与职业发展举措提供了宝贵指导。

受试者在表述中常将双语熟练度、L1熟练度与L2熟练度互换使用。在这一语境下，双语熟练度应被理解为L1与L2熟练度的综合体。工作语言的熟练掌握被公认为译者首要的立足先决条件。

紧随其后的是领域知识以及对翻译技术与工具的熟练掌握，两者均获得了受试者的高度评价。职业素养同样备受推崇，这彰显了有效沟通、协同合作与遵守职业伦理等软性技能的重要性——而在更侧重问题解决等认知特质的理论模型中，这些领域有时往往被忽视。

表 2.2  职业译员对能力、技能与知识的排序

排名
能力、技能与知识（ASK）
频数
平均排名
得分

1
双语熟练度
  70
1.57
44.55
  2
领域知识
100
3.24
30.86
  3
翻译技术与工具熟练度
112
3.68
30.45
  4
职业素养
103
3.57
28.83
  5
L2 熟练度
  58
2.14
27.13
  6
L1 熟练度
  60
2.70
22.22
  7
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
  75
4.16
18.03
  8
跨语言重构技能
  40
2.75
14.55
  9
项目管理
  68
4.88
13.93
10
学习能力
  40
2.88
13.91
11
信息检索与研究
  39
3.15
12.37
12
跨文化敏感度
  20
3.75
  5.33
13
身心健康
    5
4.00
  1.25

耐人寻味的是，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仅获得中游得分，这暗示了从业人员关注的重心与某些学院派理论模型所强调的重点之间可能存在分歧。

信息检索与研究技能虽受肯定，但相对而言并未受到特别强调。这可能是因为在数字时代获取信息变得极其便捷，从而使得这类技能在感知上不如以往那般至关重要。同样，跨文化敏感度的排名也相对偏低，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理解常被直接纳入语言熟练度之中，亦或是文化全球化削弱了人们所感知到的文化壁垒。

尽管身心健康在总体上受到的关注最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从业人员将其置于自身排序的首位。这突显出业界对自我关怀与身心健康对于维持专业工作表现的重要作用萌生了前沿意识，与该领域近期的学术讨论形成了共鸣（如 Hubscher‑Davidson, 2021）。

4.3  翻译专业学生视角下的能力、技能与知识排序

在分析学生的视角时，我们聚焦于四种翻译情境：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分别结合顺译（L2→L1）与逆译（L1→L2）。表2.3呈现了文学翻译顺译（L2→L1）情境下的数据，详细列出了各项能力、技能与知识（ASK）的提及频次（频数）、平均排名，以及结合排位与提及频次得出的最终综合得分。右侧各列以文学顺译（L2→L1）情境为基准，展示了所有情境下的排位情况，各列间的排位差异以粗体突出显示。

表 2.3  翻译专业学生在四种情境下对能力、技能与知识的排序

能力、技能与知识（ASK）
排名

文学 L2→L1
文学
非文学

频数
平均得分
L2→L1
L1→L2
L2→L1
L1→L2

110
4.48
24.54
  3
  3
  4
  4

L2 熟练度
  99
1.63
60.88
  1
  1
  1
  1
L1 熟练度
100
2.00
50.00
  2
  2
  3
  3
翻译技术与工具熟练度

领域知识
104
4.64
22.39
  4
  4
  2
  2
职业技能
105
5.62
18.69
  5
  6
  5
  5
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
  86
4.64
18.54
  6
  5
  6
  6

双语熟练度
  22
1.27
17.29
  ‑
  ‑
  ‑
  ‑
项目管理
  94
6.44
14.60
  7
  7
  8
  8
跨文化敏感度
  31
2.68
11.58
  8
  8
10
  9

信息检索与研究
  49
4.61
10.62
  9
  9
  7
  7

跨语言重构技能
  22
3.55
  6.21
10
10
11
11

学习能力
  22
6.00
  3.67
11
11
  9
10
身心健康
    2
6.50
  0.31
12
12
12
12

在所有情境中，语言熟练度始终稳居首要地位，其中L2熟练度高居第一。这很可能反映出学生们将掌握第二语言视为自身面临的核心挑战。另一个共通特征是对身心健康极少强调，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年龄段，健康问题通常尚未成为主要担忧。

将各项ASKs均分为三组时（剔除已被L1和L2熟练度所涵盖的双语熟练度），显著的差异浮现出来，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处于顶层组别的核心ASKs保持稳定；但在非文学翻译中，领域知识跃升至第二高位，彰显了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性。信息检索与研究技能晋升至中层组别，而项目管理与跨文化敏感度则退居底层组别，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重心的转移。

4.4  职业译员与学生对学生发展需求的评估对比

表2.4对比了学生自认的ASK发展需求与职业译员提出的ASK发展建议之间的排序，揭示了双方在翻译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价值认知上兼具启发性的分歧与契合。首先，职业技能被从业人员视为核心ASKs，但在学生心目中仅位列中游。这表明从业人员高度看重软性技能，如有效沟通、团队协作、冲突化解、抗压韧性、适应力、主动性、细节专注度以及恪守职业伦理等。有趣的是，L2熟练度并未成为从业者极其强烈的推荐项，但这仅仅是因为从业人员对两种语言赋予了同等重要性，双语熟练度的高排位便佐证了这一点。

其次，跨语言重构技能与学习能力在职业译员的排序中位次更高，这表明译者深知经验积累、持续获取新知识以及不断精进技能对长期职业生涯成功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学生群体对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项目管理以及信息检索与研究等ASKs赋予了更高的重要性。这可能反映出学生敏锐地意识到了自身经验的欠缺，因而迫切需要强化这些能力与技能，以缩小与专业从业水准之间的差距。

在访谈中，159位翻译从业人员围绕若干关键就业领域为在读学生提供了建议。首要建议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写作与深度沉浸，扎实精通源语与目标语——这是铸就翻译专长的先决条件。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的冲击成为了从业人员最为关切的核心议题。在充分肯定技术红利（如提高常规任务的处理效率与速度）的同时，他们也对译者可能面临的替代风险表达了担忧。多数从业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辅助工具，并极力强调“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的人机协同模式，即由人类主动引导并监督AI系统的使用，以确保翻译质量并实现生产率的最优化。

表 2.4  学生自认的发展需求与职业译员的建议对比

能力、技能与知识（ASKs）
学生的需求排序
译员的建议排序

L2 熟练度
  1
  5
翻译技术与工具熟练度
  2
  3
领域知识
  3
  2
L1 熟练度
  4
  ‑
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
  5
  6
双语熟练度
  ‑
  1
项目管理
  6
  8
职业技能
  7
  4
信息检索与研究
  8
10
跨文化敏感度
  9
11
跨语言重构技能
10
  7
学习能力
11
身心健康

从业人员普遍认为当前市场正日益走向两极分化：低端市场主要由机器翻译主导，而高端市场则高度依赖人类专长。这种市场分层带来了明显的分野，具备专长的专家型人才如鱼得水，而从事通用型翻译的人员则面临愈发激烈的竞争。因此，从业人员强烈鼓励学生在市场中寻找并深耕自身的专业细分领域——如法律、医疗或科技领域——以提升自我实现感、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成功率。

除专业化之外，受试者还强调应将精力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无法驾驭的复杂、精微且兼具高度文化敏感性的翻译任务。从业人员亦建议积极探索腰部市场的机遇（如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并通过拓展本地化、项目管理与语言技术等领域的互补性角色来实现技能组合的多元化。他们特别指出，软性技能、领域知识与行业人脉网络是核心翻译ASKs的重要补充。

持续学习与自适应能力同样是核心主题。在飞速发展的翻译格局中，紧跟行业动态、技术前沿与最佳实践，是保持个人竞争力的立身之本。从业人员一致建议学生积极参与真实的翻译实战项目与专业实习。这种实战经历对于磨砺各项ASKs、打造作品集以及精准把握行业需求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4.5  纵向历时对比：2004年西班牙调查与2024年中国调查

2004年西班牙调查与本次2024年中国调查的对比，揭示了人们对翻译专长与翻译能力认知上的重大转变。尽管部分差异可归因于研究目标、受试者画像以及市场环境的不同，但翻译职业本身的演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过去二十年间一个引人瞩目的趋势是人们对软性技能——我们在本次研究中将其统称为“职业素养”（professional ASKs）——认可度的显著提升。在本次调查中，这些技能被整合为一个综合类别；而在2004年的西班牙调查中，它们被划分为独立的ASKs：(a) 审校严谨度与质量控制能力；(b) 经营、行政管理与市场认知；(c) 职业交际与关系建立能力；以及 (d) 团队协作能力。

尽管将所有这些ASKs统统归类为软性（职业）技能可能显得有些一概而论——例如，审校严谨度与质量控制能力同样与项目管理和工作组织密切相关——但我们在此关注的重点并非为专长模型界定ASKs之间模糊的边界，而是在更新翻译能力观念的过程中明确培养目标。软性职业技能在翻译培养项目的各类课程中常作为贯穿性内容出现。在2004年的调查中，这些技能被细分为在多语变体中介交际中培养专业人才所必需的四个关键领域。它们在2024年调查中的缺席，应当为我们敲响警钟，警惕这一重大疏漏。

表 2.5  二十年后能力、技能与知识及其排序的变化

2024年中国调查
2004年西班牙调查

1
L2 熟练度
1
L2 与 L3 熟练度
  2
L1 熟练度
2
L1 熟练度
  3
领域知识
10
计算机操作能力（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本地化与桌面排版）
  4
跨语言重构能力
11
通识文化与文明知识
  5
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08
独立学习能力
  6
项目管理技能
06
项目管理与工作组织能力
  7
职业素养
07a
审校严谨度与质量控制能力
  8
学习能力
05
分析与综合能力
  9
信息检索与研究技能
07b
经营、行政管理与市场认知
10
翻译技术与工具熟练度
07c
职业交际与关系建立能力
11
跨文化敏感度
04
语言重构能力
12
身心健康
09
信息检索与管理能力
03a
领域知识
07d
团队协作能力
03b
专业文本翻译能力

此外，市场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按欧洲标准来看，西班牙市场规模庞大，且部分辐射拉丁美洲；然而与中国市场相比却相形见绌，在中国，专业译员（目前仍）能够仅凭单一门L2立足发展。欧洲人的双语能力未必比印度或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更高，但由于紧密的经济纽带、语言谱系的相近性以及教育系统对语言学习的重视，双语现象在欧洲更为直观显见。另一方面，在2004年调查中领域知识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即便加上专业文本翻译能力亦是如此），这很可能源于该研究聚焦于本科层次的学位培养，而本科学制往往难以深入覆盖具体专业文本的专深要求。

总体而言，2024年调查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翻译技术与工具熟练度以及跨文化敏感度排名的相对下降，以及身心健康这一全新“能力、技能与知识”（ASK）维度的引入。Z世代（1996年以后出生）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固然需要技术与数字化指导，但在成长过程中，互联网和数字便利设施早已成为他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特别强调此类培训需求，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每个人都需要掌握这些技能。得益于自幼便利用数字技术与全球各地的人群和文化建立连接，Z世代在文化上也比前几代人更具国际化视野。此外，Z世代对除了经济报酬之外的工作条件寄予了极高的重视，包括工作与生活平衡、工作灵活性以及低压力环境（Deloitte, 2024a, 2024b）。据我们所知，我们领域的现有课程体系尚未体现这一诉求。

5  结语

这项探索性研究旨在对当前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职业翻译专长演进特质（即当今何以造就优秀译者）以及翻译能力必要革新（即课程设置重点）的学术对话作出贡献。通过采用基于职业译员半结构化访谈与翻译专业学生问卷调查的主位研究路径，我们确认了翻译专长的核心维度，并构建了由12项关键要素组成的综合框架。

本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引入了职业能力、技能与知识（职业素养），在过去二十年中，尽管软性技能的重要性已备受关注，但这类职业素养却令人不解地受到了轻视。这涵盖了在职场环境中立身处世所需的人际交往技能、个人特质与职业操守。此外，将身心健康纳为核心构成要素，凸显了对译者整体福祉予以更多关照的迫切需要，特别是考虑到翻译工作的高强度属性以及腕管综合征等潜在职业健康隐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技术支持下的翻译任务往往更具密集性，对认知负荷的要求也更高。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发现是，受试者将跨语言重构能力与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了明确区分。一方面，这种区分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使其超越了单纯的问题解决范畴；另一方面，这也使这些能力能够跨任务灵活应用，例如在愈发普及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实践中，恰恰需要一套独特的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技能。

从业人员高度强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对语言服务行业的深远冲击。出乎意料的是，相比二十年前，技术在当下的优先级反而有所下降，这纯粹是因为技术早已深度融入所有工作与生活各方面的日常惯例之中。然而，低端机器主导任务与高端专业人工翻译之间愈发加剧的两极分化，凸显了持续学习、专业化深耕与自适应能力的必要性。译者绝不会走向消亡；相反，唯有那些墨守成规、不愿与时俱进者才可能步履维艰。随着行业的演进，从业人员必须实现知识与技能的专精化，持续提升自身专长，以驾驭那些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无法企及的复杂且精微的翻译任务。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样本代表性的潜在局限、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中国译者群体，以及对自我报告数据的依赖。我们尽最大努力将开放式回答归入宽泛稳妥的标签体系，并允许类别间的适度重叠以最大限度减少偏差，但绝对的客观性在实证研究中终究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

本研究还展现了在开展实证研究中借助先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的巨大潜力，为未来研究在减轻人工数据分析负荷的同时充分运用AI赋能翻译研究开辟了道路。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通过开展更大规模、样本更多元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并优化本研究所提出的策略，深入探究翻译专长随时间的历时发展轨迹，并就术语管理、交互式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质量保证、自适应工作流程设计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领域的有效“人在回路”协同策略展开深入探究。

随着翻译版图的持续演进，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与行业从业者必须展开持续不断的深度对话，以确保翻译职业始终保有韧性与自适应力，并具备充分的素养来应对语言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全面勾勒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专长的多维特质，旨在为课程体系革新提供坚实依据。通过厘清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核心能力、技能与知识，并阐明技术的关键地位，本研究力图回击技术将淘汰人类译者的片面论调，进而彰显在技术化世界中人类专长不可替代且历久弥新的恒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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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兰姆森 与 韩林涛

1  引言

人工智能（AI）融入快速演进的翻译与本地化行业格局，标志着一场关键性的转型。这种转变不仅是渐进式的变化，更是颠覆范式的发展，正在重塑我们处理语言服务和全球交际的根本基石。

处于这场变革前沿的是数项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神经机器翻译（NMT）日益成熟精细，在某些情况下所提供的翻译质量足以媲美人工输出。质量估计（QE）和自动译后编辑（APE）正在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显著提高了翻译工作流的效率与准确性。此外，人工智能还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型多模态能力，使文本、音频和视觉内容在本地化流程中得以无缝融合。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甚至完全规避了传统本地化流程，实现了从零直接生成多语言内容。这种能力对长期以来关于翻译与本地化本质的预设立场提出了挑战，有可能重新定义该行业的核心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重塑整个行业格局，行业内部的专业角色正在不断演变，旨在满足新型需求的新工具也层出不穷。“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数据”（LD4AI）、“语言运维”（LangOps）、“全球内容服务”以及“后本地化时代”等术语的广泛涌现，表明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展开。这些概念反映了业界在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中探索并界定语言服务全新现实的种种努力。

翻译与本地化行业处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最前沿，具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技术威力的独特优势。尽管神经机器翻译早已深深扎根于行业实践之中（Slator, 2024a），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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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LLM）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正在开辟全新的前沿阵地。本地化行业对新技术的快速适应历史及其对语言本身的深刻熟稔，使其占得先机，能够充分发挥大语言模型的潜力，并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铺平道路（CSA Research, 2024）。正因如此，本地化团队正将自身置于技术转型的最前沿（Custom.MT, 2023）。

2  本地化的基本原理

本地化是指根据国外市场对产品进行调整适应的过程，既包含翻译，也涵盖文化和技术层面的调整。这一商业驱动的途径要求快速上市与成本效益，往往需要充分借助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然而，它同样需要语言层面的精准度、文化相关性以及市场影响力。在平衡这些必要诉求的过程中，本地化正是语言、技术与商业碰撞交汇的关键所在。

这一充满活力的领域年产值达数百亿美元，将广受喜爱的产品、硬件设备、应用程序、软件、游戏、网站和视频推向多种语言世界。它是一个工具与策略不断演进的实验性枢纽。鉴于本地化的商业本质，本章的文献参考不仅局限于学术界，还延伸至行业本身——这是一个技术与人才荟萃的舞台，最优方案在此接受高利害、市场驱动的“同行评审”。

本地化流程涉及各领域的专业人员。虽然译者依然是核心，但该领域还需要转写、配音、字幕制作、动态图形、网页与平面设计、技术传播、桌面出版（DTP）、质量保证（QA）测试、文化验证以及软件开发等方面的专家。本地化的跨学科性质不断拓展，融入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专长，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典型的本地化工作流程包括三个关键阶段：

1    评估与准备：本地化专业人员评估产品所需的语言、文化和技术层面的调整。他们提取可翻译内容并准备翻译，通常使用翻译管理系统（TMS）。 2     翻译与审校：内容经历翻译过程，传统上由专业人工译者完成，但越来越多地得到技术的支持。该阶段通常包括审校，必要时还包括学科领域专家的复核。样式指南、术语表和翻译记忆库（TM）的使用提高了翻译的一致性与效率。 3    集成与质量保证：翻译后的内容重新集成到原始产品中。本地化专家执行严格的质量保证，以确保产品符合技术、语言和文化标准。目标国本地测试人员通常对产品的市场就绪度提供最终验证。

全球化

国际化

国际化

本地化

本地化

图3.1  本地化、国际化与全球化

为了提高效率，本地化工作之前通常会先进行国际化——即对产品进行设计以使其易于适应各种语言和区域的过程。本地化和国际化相辅相成，作为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支撑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总体战略（见图3.1）。

随着市场对本地化内容的需求在体量、速度和多样性上持续增长，本地化行业不断探索提高效率、扩大运营规模和维持质量的途径。这种对持续改进的追求推动了流程、工具和技术的创新，塑造着本地化实践不断演变的格局。

3  流程创新

人工智能与本地化的融合，促进了从最初创建到最终用户消费的整个内容流水线发生前所未有的创新。本节探讨人工智能如何不仅增强现有流程，而且促成全新的本地化途径。我们将探讨人工智能在源语内容优化、内容分类方面的驱动性进展，以及机器翻译的演性格局，对比神经机器翻译（NMT）与大语言模型（LLM）。讨论还将涵盖自动译后编辑（APE）和质量估计（QE），它们是确保翻译准确性与效率的关键组成部分。此外，我们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内容本身，开辟诸如多模态本地化和多语言内容生成等新途径。

3.1  源语文本分析与内容分类

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翻译流程的前期准备阶段，尤其是在源语文本分析与内容分类方面。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65

通过在实际翻译开始前提供关键洞察，显著提高了翻译质量与工作效率。

在源语文本分析方面，大语言模型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大语言模型可以分析源语文本并生成一份全面的风格报告（Qian & Kong, 2024）。将该风格报告整合进翻译提示词后，能显著提升目标语文本的文体保真度。研究表明，使用 GPT-4 结合语篇层面的分析来增强翻译指令，显示出超越传统机器翻译方法性能的潜力（Qian & Kong, 2024）。这种方法代表了在翻译中保持源语文本细微差别和文体要素方面的重大进展。

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分类同样改变了翻译工作流程。通过自动提取文档所属的领域，人工智能系统现在可以为特定任务确定最合适的翻译引擎或人工译者。这种优化至关重要，因为内容类型对翻译质量有着显著影响。领先的本地化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 Phrase 解释道，一个擅长翻译产品描述的引擎在处理更专业的内容（如医疗报告）时可能会遇到困难。其商业化的人工智能内容分类实现通过自动选择功能应对了这一挑战，该功能能够根据领域和语言对将翻译任务与最佳引擎进行匹配（Phrase, 2024a）。

3.2  机器翻译译前编辑与国际化

人工智能能够自动进行译前编辑以实现最优的翻译质量。译前编辑涉及修改源语文本以改善机器翻译结果，这在翻译为多种目标语言时尤为有利，因为源语中的一个错误会在各种译文中成倍放大。大语言模型能够高效处理解决歧义、规范术语和简化句法等语言学任务。安杰洛·帕萨拉夸（Angelo Passalacqua）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 Gaby-T，通过提供“消除歧义”、“简化语言”和“包容性语言”等预设提示词，展现了大语言模型在译前编辑方面的潜力。因此，人工智能驱动的译前编辑提高了文本对机器翻译的就绪度（Multilingual, 2023b）。

虽然译前编辑侧重于语言层面的改进，但国际化涉及通过优化编码、语言标签、字体、无障碍辅助、日期、货币等来调整代码以供全球使用。在海量代码数据集上训练的大语言模型在分析和推荐国际化步骤方面表现出色。例如，像 GitHub Copilot 或 Cursor 这样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编程工具可以审查代码仓库，并提出国际化改进建议，例如使用 gettext 将字符串外部化，或者实现将硬编码的日期和时间替换为动态值的框架。

3.3  神经机器翻译与大语言模型的翻译对比

尽管大语言模型拥有令人瞩目的翻译能力，但截至2024年年中，神经机器翻译仍保持着更为稳固的地位。Translated 的约翰·廷斯利（John Tin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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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angeanic 的曼努埃尔·埃兰斯（Manuel Herranz）等行业领袖指出，虽然大语言模型擅长英语翻译并能较好地处理多语言内容，但在集成到速度至关重要的企业工作流中时却面临困难（TAUS, 2024; Slator, 2024a）。从性能的角度来看，大语言模型落后于神经机器翻译（TAUS, 2024）。正因如此，对于许多注重速度和可扩展性的企业而言，神经机器翻译是更为可行的选择。Intento 2024年的报告测算，大语言模型“比传统机器翻译慢50至1000倍”。约翰·廷斯利强调，企业级解决方案需要与现有工作流良好集成并有效扩展（Slator, 2024a）。

尽管大语言模型的速度落后于神经机器翻译，但在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按字符计算的价格比传统机器翻译引擎低10到100倍。这使得它们在不需要实时处理的人工译后编辑场景中颇具吸引力。截至2024年年中，谷歌云翻译（Google Cloud Translation）处理100万字符的费用为20美元，而 GPT-4o 处理相同数量字符的费用低于10美元（Intento, 2024）。

在多语言环境中衡量大语言模型的性能是将人工智能融入本地化流程的关键一环。由阿胡贾等人（Ahuja et al.）提出的 MEGA 和 MEGAVERSE 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语言评估基准。MEGAVERSE 的评估表明，虽然像 GPT-4 这样的大型商用模型在广泛的语言范围内表现良好，但小型模型却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低资源的口语语言方面。性能上的差异凸显了模型设计和训练数据的重要性（Ahuja et al., 2023, 2024）。正如 Lilt 首席执行官斯潘塞·格林（Spence Green）所解释的，由于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互联网以英语为中心的内容分布，因此模型表现出对英语的偏向（TAUS, 2024）。虽然翻译成英语的表现与传统机器翻译引擎相当，令人称道（Intento, 2023），但对于网络上代表性较低的语言，其熟练度会急剧下降。克里斯·梅尼尔（Chris Menier）解释道，尽管大型语言模型展现出多语言能力，但它们“可以说是偶然地、默认地具备了多语言能力。它们并非刻意去做到多语言。在某些情况下，非英语数据实际上被当作噪声过滤掉了”（CSA Research, 2024）。

尽管小模型在低资源语言上表现欠佳，但谷歌的 Gemini 1.5 Pro 表明，只要有足够的结构化训练材料，大语言模型就能在低资源环境中取得成功。杰夫·迪恩（Jeff Dean）重点介绍了 Gemini 1.5 Pro 仅凭一本语法书和一份仅有25万词元的词典即可学习新语言的能力（Gemini Team, Google, 2024）。这表明，在掌握适当资源的情况下，大语言模型的翻译能力可以大幅拓展至主流语言之外。

行业领袖当前的讨论表明，尽管大语言模型通过提示和检索增强生成（RAG）在翻译中带来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在实践中，神经机器翻译仍然是更为可靠且首选的方法。CSA Research 资深分析师阿勒·洛梅尔（Arle Lommel）在2023年明确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成为主流可行的翻译选择，尽管它在其他应用中具备潜力。呼应这一观点，基蒂·瓦希（Kirti Vashee，2023b）强调，关注的焦点不应是大语言模型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67

与神经机器翻译的对立，而应是如何在大规模应用中以兼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协同整合这些技术。曼努埃尔·埃兰斯（Manuel Herranz）进一步强调了神经机器翻译的优势，指出了其在翻译任务中无可匹敌的有效性，并提到大语言模型输出具有难以预测的挑战性，以及为了达到与神经机器翻译相当的结果所需付出的巨大努力：“目前在翻译任务中，神经机器翻译是无可匹敌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更愿意选择神经机器翻译引擎而非大语言模型”（TAUS, 2024）。截至2024年年中，翻译行业在承认大语言模型所带来的创新潜力的同时，普遍倾向于神经机器翻译。然而，随着大语言模型质量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在不需要瞬时处理的翻译场景中，它们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3.4  质量估计

质量估计（QE）已成为机器翻译（MT）与人工智能驱动语言服务发展格局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与诸如 BLEU评分 等基于参考译文的传统指标不同，质量估计系统在没有人工生成参考译文的情况下评估翻译质量，为质量评估提供了更具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方法（Zhao et al., 2024）。

质量估计的最新进展受到大语言模型和语境理解整合的推动。GEMBA-MQM 指标（Kocmi & Federmann, 2023）利用 GPT-4 检测翻译错误，相较于 COMET评价指标 和 BLEURT-20 等既有指标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这一方法标志着向更精细、与具体语言无关的质量评估迈出了重要一步。

顺应这一趋势，阿格拉瓦尔等人（Agrawal et al., 2024）提出了 Context-MQM，将双语语境融入质量估计过程。通过考虑上下文句子和领域特定范例，Context-MQM 实现了与人类判断更高的一致性，在评估对话翻译质量方面尤为突出。这一发展凸显了语境理解在翻译评估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本地化企业正以富有洞察力的方式采纳这些先进成果。例如，TAUS 的 DeMT 系统将质量估计应用于高吞吐量、实时的对话翻译环境中，展现了该技术在即时交际场景中进行风险管理的潜力。同样，Unbabel 于2024年推出的质量估计 API，将定量评分与基于多维度质量模型（MQM）框架的定性错误分类相结合，为翻译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全面的质量评估工具。

质量估计的这些发展正在重塑翻译工作流程。通过实现翻译质量评估的自动化，质量估计系统减少了对高质量机器翻译输出进行人工译后编辑的需求，精简了翻译流程，并有望降低成本。此外，质量估计使机器翻译流水线中更精细的内容路由成为可能，允许根据内容类型和语言对选择最佳机器翻译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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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自动译后编辑

自动译后编辑（APE）代表了机器翻译（MT）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旨在自动润色改进机器翻译输出以提升其质量。在商业环境中，自动译后编辑有两个主要目的：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增加可直接发布机器翻译内容的体量，以及减少人工对机器翻译文本进行译后编辑所需付出的精力（Do Carmo et al., 2020）。在过去十年中，该领域的研究既遇到了挑战，也取得了令人期待的成果，深化了我们对自动译后编辑潜能与局限性的理解。

自动译后编辑系统的有效性在不同语境下存在显著差异。在语言学复杂环境、训练数据有限的场景以及初始机器翻译输出质量已然很高的情况下，系统通常表现不佳（Do Carmo et al., 2020）。尽管自动译后编辑系统擅长纠正语法错误和语义增补，但面对语义遗漏和实体相关错误时仍面临挑战（Zhang & Wan, 2022）。这种性能上的差异性凸显了在部署自动译后编辑系统时仔细考虑具体应用场景和语言对的重要性。

开发稳健自动译后编辑系统的一个长期挑战是高质量训练数据的匮乏。理想的自动译后编辑训练需要由源语文本、机器翻译和人工译后编辑译文组成的三元组。至关重要的是，译后编辑的译文应当反映对原始机器翻译输出所做的实际编辑，而非独立的参考译文。这种方法使系统能够学习有意义的编辑模式（Do Carmo et al., 2020）。为了解决数据局限性，研究人员探索了创新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译后编辑文本的回译生成合成数据，以及利用大语言模型来扩充训练数据集。

自动译后编辑的效果与机器翻译的初始质量密切相关。虽然自动译后编辑能够显著提升质量较低的翻译，但其对高质量机器翻译输出的影响往往微乎其微，有时甚至会因过度编辑而产生不利影响（Do Carmo et al., 2020）。这种过度校正的现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使是性能最佳的自动译后编辑系统，在它们修改的句段中也至少有20%导致了翻译编辑率（TER）得分恶化（Do Carmo et al., 2020）。张和万（Zhang & Wan, 2022）观察到，对于句子 BLEU评分 超过80的翻译，自动译后编辑模型往往会通过篡改已经正确翻译的文本而降低译文质量。

该领域的最新进展为这些挑战提供了富有前景的解决方案。2023年机器翻译峰会（WMT）专题研讨会强调了将质量估计与自动译后编辑系统相结合的潜力（Bhattacharyya et al., 2023）。通过利用质量估计识别达到特定阈值的高质量翻译，系统可以避免不必要且可能带来损害的编辑，从而降低过度校正的风险。

先进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自动译后编辑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劳纳克等人（Raunak et al., 2023）报告称，在自动译后编辑任务中使用 GPT-4 取得了显著的性能提升，特别是在诸如英语—中文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69

和德语—英语等高资源语言对中。GPT-4 卓越的多语言理解能力以及将细致、针对特定文化的洞见应用于翻译的能力，带来了与人类判断高度吻合的高质量编辑结果。这些发现表明大语言模型在自动译后编辑应用中具有广阔前景。

3.6  多模态本地化

多模态人工智能能力的涌现正在革新本地化格局，将内容适配的范围从传统的基于文本的方法拓展至涵盖图像、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媒体形式。这项技术进步有望应对 CSA Research 所称即将到来的“内容浩劫”——即需要本地化的多语言、多模态内容在体量与多样性方面前所未有的激增（DePalma, 2023; Lommel & DePalma, 2023）。正如 Translated 行业领袖约翰·廷斯利（John Tinsley）指出的那样，虽然多模态内容的本地化目前在行业收入中占比尚小，但正在经历快速增长（Slator, 2024a）。

多模态人工智能与本地化流程的结合，正在推动语言服务提供商（LSP）和企业在内容适配方式上发生重大变化。Transifex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梅尼尔（Chris Menier）重点谈到了本地化枢纽的演进，以支持跨各种组织职能的广泛内容类型。这些先进的枢纽集成了第三方工具和自动化工作流，旨在简化多种内容格式的本地化流程，提高效率与灵活性，以满足各个部门的多样化需求（CSA Research, 2024）。

多模态人工智能在本地化中潜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是为英国铁路网络开发的 Signapse（2024）应用程序。正如 CSA Research 的艾莉森·图恩（Alison Toon）详细介绍的那样，这一创新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将文本和音频公告实时翻译为手语，极大地增强了听障群体的无障碍出行体验（Toon, 2023）。该应用生动展示了多模态本地化如何跨越传统的语言障碍，促进公共场所的包容性，并有可能在多样的社会语境中彻底变革交际方式。

多模态人工智能的影响超越了传统的内容形式，人工智能本身正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内容载体。消费者通过语音助手与大语言模型的互动日益频繁，凸显了向更具交互性、更能感知语境的内容交付系统的转变。这一趋势在常规内容交付手段不切实际或存在不足的场景中尤为明显。

这种转变的一个典型范例是车载信息系统的演进，正如华为的孙和温在 tcworld China 2023 大会上所介绍的那样。从纸质手册向基于产品技术文档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转变，代表了用户与技术信息交互方式的范式变革。这些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不仅提供信息，还能够实现车辆的功能控制，标志着用户交互与内容交付方面的重大飞跃（Sun & We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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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不断重塑消费者交互，语言服务提供商的角色正在经历深刻转变。除了翻译产品的传统功能外，语言服务提供商日益成为开发和优化驱动人工智能系统的语言数据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这种转变迫使语言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进行战略性重新调整，以便与现代消费者互动中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实现无缝对接。

3.7  多语言内容生成

复杂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从根本上对将本地化视为内容从源语言向一种或多种目标语言翻译过程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转变代表了我们在多语言内容创建与传播方式上面临的潜在范式转变。正如约翰·廷斯利发人深省的质问：“为什么非要先创建内容，然后再安排一个单独的步骤来翻译它？为什么不直接用我们想要的各种语言来创建它呢？”（Slator, 2024a）。这一问题切中了本地化行业长期持有假设的核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多语言语境下内容创作的本质。

虽然源语到目标语的本地化仍然是主流标准，但人们对多语言内容生成需求的增长抱有日益强烈的预期。Linguaserve 首席执行官佩德罗·L·迪耶斯·奥尔萨斯（Pedro L. Díez Orzas）承认，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人工监督下能够产生高质量的多语言内容，但从源语言出发的传统翻译在保持“交际控制力、成本效益与效率”方面依然更为有效（CSA Research, 2024）。克里斯·梅尼尔看到了多语言内容生成的巨大潜力，但他也指出了该技术在较少受支持语言上的局限性（CSA Research, 2024）。保罗·卡尔（Paul Carr）预测，虽然某些内容将继续采用传统方式进行翻译，但其他类型的内容将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直接以多种语言生成，这很可能导致内容体量的急剧增加（CSA Research, 2023a）。

4  不断演变的职业角色与新兴工具

人工智能融入本地化行业并不仅仅是改变流程，它还在根本上重塑专业人士的角色，并对其所使用的工具掀起革新。本节探讨本地化工作的演性格局，重点阐述人工智能如何融入不同角色的日常工作，以及为应对这些变化而涌现的创新工具。

4.1  译者

RWS 和 Phrase 等主流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提供商正在增强其工具的人工智能能力。RWS 的 Evolve 通过融合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来重构译者角色，从而彻底革新翻译流程（RWS,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71

2024）。Evolve 将 RWS 广泛的语言服务与其 Trados Enterprise 翻译管理系统、Language Weaver 神经机器翻译技术以及微调的私有大语言模型相结合。人类专长与人工智能的这种融合实现了近乎即时、媲美人类水平的翻译。与此同时，Phrase 推出的 Language AI 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翻译记忆库的利用率，并生成仅由人工智能完成的翻译输出以供译后编辑。Phrase（2024b）QPS 为译文提供实时质量估计评分。此外，Phrase TMS 现已与 Intento 集成，在本地化工作流程中解锁了对40多个机器翻译引擎和大语言模型的访问权限（Slator, 2024b）。

4.2  项目经理

在更高效地规划和执行项目方面，人工智能正成为项目经理不可多得的得力伙伴。质量估计允许项目经理预先对内容进行分流处理，视情况将其分派给纯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或人工翻译（RWS, 2022）。诸如任务分配和问题跟踪等行政管理任务的自动化，使项目经理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在与客户和语言专家的互动沟通上，确保满足预期目标。此外，微软 Project 等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分析和报告工具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管理能力。

微软 Project 现在通过第三方插件与 ChatGPT 合作集成了人工智能能力（Project Plan 365, 2024）。这种集成使项目经理能够使用自然语言创建项目计划。通过向 ChatGPT 描述项目需求或任务，人工智能可以生成详细的项目计划，包括任务层级、持续时间和依赖关系，这些内容会根据输入的提示信息自动完成结构化构建。这一由人工智能赋能的特性显著加快了初始规划阶段的进程，减少了设立新项目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4.3  本地化工程师

本地化工程师处于本地化流水线中人工智能整合的最前沿，利用人工智能来应对可扩展性挑战并实现关键技术流程的自动化。

人工智能模型正被用于实现内容切分的自动化，在保留上下文和格式的同时创建逻辑合理的可翻译文本块。像 SRX playground 这样的工具正助力工程师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建分割规则（Crowdin, 2023），凸显了人工智能在基础性本地化任务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在整个本地化流水线中集成大语言模型 API 调用以进行质量保证，代表了一项重大进展。与具有静态标准的传统质量保证工具不同，大语言模型提供了灵活且能感知语境的校验能力。LanguageX 推出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质量保证”系统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该系统利用大语言模型提示词来进行质量检查（LanguageX, 2023）。

采用诸如 GitHub Copilot 等人工智能辅助编程工具正在提高工程师的生产力，提供上下文感知的代码建议，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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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然语言注释直接转化为代码。这一发展正在模糊编程与自然语言交互之间的界限。

为了缓解大语言模型输出的随机性，工程师们正在实施防护栏框架，将大语言模型的输出限制为 JSON 或 XML 等预定义的数据类型。这种涉及对大语言模型输出进行自动迭代校验的方法，使工程师能够将非确定性的大语言模型集成到已经在生产环境中运行的结构化、确定性软件架构中。

用于配置复杂语言任务的 LangChain（LangChain, 2024）和用于人工智能驱动工作流编排的 aiXplain Bel Esprit（aiXplain, 2024）等工具的出现，表明本地化流水线正朝着更加精密且高度集成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这些进展凸显了本地化工程师在人工智能系统设计、提示工程和工作流优化方面发展专业技能的必要性。

4.4  本地化领域的新兴人工智能工具

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技术正在迅速成为现代本地化的核心。Blackbird.io 正是这一趋势的典范，它通过简化各异的 CMS、TMS、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工具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语言技术编排方面进行创新（Multilingual, 2023a）。其平台将语言资产解耦并将其整合到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工作流中，标志着语言资源管理方面的重大进步。

像 Custom.MT 和 Intento 这样的机器翻译聚合平台进一步说明了向灵活的人工智能驱动型解决方案的转变。这些平台提供对众多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提供商的 API 访问权限，允许企业开发和部署针对其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的定制化机器翻译模型。这种向可定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发展的趋势表明，未来的本地化团队将越来越依赖专用的人工智能工具来增强自身能力。

4.5  人工智能赋能的本地化商业管理

人工智能的影响超越了技术流程，正在深刻重塑语言服务提供商内部的商业实践。在销售和客户关系管理方面，人工智能促成了更加数据驱动、高效和个性化的运作方式。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分析正在彻底革新商机识别与挖掘。用于潜客评分和商机预测的机器学习算法，使销售团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锁定高潜力潜客。对历史项目进行的人工智能分析能够挖掘业务趋势并生成前瞻性的服务建议，从而使语言服务提供商能够更有效地预测客户需求。

将人工智能整合到 Salesforce 和 HubSpot 等 CRM 平台中，正在进一步转变客户互动方式。基于人工智能的导向式销售工具能够根据客户信号在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73

实时优化销售策略，从而实现大规模的高度个性化客户体验（Salesforce, 2024; HubSpot, 2024）。

4.6  人类专业专长与人工智能的共生

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本地化行业，人机协同的新范式正在形成。人工智能并非取代人类，而是充当了力量倍增器的角色，增强人类的能力并使其能够专注于更高价值的战略性活动。

通过实现重复性任务的自动化、提供预测性洞见以及提供细致入微的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将专业人士解放出来，使其能够专注于需要人类创造力、文化敏感度和战略思维的任务。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生产力和质量，还将本地化工作提升到了更高的认知层面。

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常规任务委托给人工智能，人类的角色也在发生演变。本地化专家正在成为人机协同的编排者，设计能够最佳结合两者优势的工作流。这一演进需要掌握人工智能素养、提示工程以及对人工智能生成洞见的解读等新技能，同时也强化了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际等人类独有的技能。

5  本地化的新范式

人工智能融入本地化行业，促使语言服务的概念构想、交付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这种转变超越了单纯的技术采纳，推动了对本地化本身的根本性反思。行业领袖和研究人员提出了数种新的框架和术语来捕捉这一范式转变，包括“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数据”（LD4AI）、“语言运维”（LangOps）、“全球内容服务”以及“后本地化时代”的设想。虽然这些概念为不断变化的行业格局提供了宝贵洞见，但它们也引发了关于行业未来方向以及在日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环境中人类专业专长角色的关键疑问。

5.1  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数据

“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数据”（LD4AI）作为语言服务行业内一个独特细分领域的出现，凸显了一个关键焦点的转变：从将翻译作为首要服务，转向为机器学习应用提供和管理高质量语言数据。这一由 TAUS 在 ChatGPT 出现之前就识别出的趋势，凸显了语言数据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战略资产日益受到认可（TAU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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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205名受访者的调查，TAUS 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近期收到了与数据相关的项目需求，包括数据收集、标注和验证。这一统计数据不仅说明了对语言数据服务迅速增长的需求，也标志着语言服务提供商收入来源的重大多元化。报告观察到“规模较大的语言服务提供商在五年多前就锁定了这一市场”，这表明行业领军企业在预测和适应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服务格局转变方面采取了前瞻积极的姿态。

TAUS 报告中的两项关键洞见尤其值得关注：“语言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以及“以数据为先的范式转变”。首先，语言被公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组成部分，用于增强说话和理解等基本人类技能。这种视角将语言专业人员和语言服务提供商定位为更广泛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关键贡献者，有望提升其在组织内部的战略重要性。其次，重心正从“雇佣译者”转向为翻译任务“收集相关语言数据并预加载模型”。这种转变成为了语言服务概念构想与交付方式的根本变革，对行业的人员结构和技能要求具有潜在深远的影响。

TAUS 提出的“人与数据之间的良性循环”（人在回路）概念，勾勒出了有望定义行业未来的人机协同愿景。该模式提出了一种共生关系：人类的专业专长不断微调和改进人工智能系统，而人工智能系统反过来又增强人类的能力。

亚普·范德米尔（Jaap van der Meer）对语言专业人员提出的“理解并处理你自己的数据”这一建议（Vostokova, 2024），强调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管理和数据策展的战略重要性。这一指导意味着语言专业人员需要发展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新能力，并可能重塑该领域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路径。

5.2  语言运维：语言服务的全局性方法

自2021年以来，“语言运维”（LangOps，见 Unbabel, 2021）概念的出现，代表了在更广泛、更具战略性的语境下重构本地化的尝试。借鉴 DevOps 和 CloudOps 等已确立的运维范式，语言运维提出了一种全局性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方法，用于管理整个企业范围内的语言服务（Unbabel, 2024a）。

Unbabel 将语言运维描述为本地化的“超级英雄”版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企业跨市场和语言进行业务扩展，这一描述凝聚了该概念背后的宏伟愿景。语言运维方法旨在解决本地化行业长期存在的挑战，特别是语言服务在企业组织内部往往陷于孤岛状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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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语言运维宣言

了解所有客户 评估AI质量 构建不受语言限制的系统 支持所有面向客户的

重视人类贡献 促进跨学科

职能部门

知识 拥抱以数据为中心的AI 追求透明度、可控性

充分利用现有数据

与可扩展性

与技术 优先尝试AI 实时处理数据 走在时代前沿

在 Unbabel 里斯本办公室举行的2022年 LangOps Universe 大会上正式确立的《语言运维宣言》（Unbabel, 2022），概述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本地化挑战的十二项核心原则（见表3.1）。

与行业人工智能转型尤为相关的三项原则是：

1    AI优先：正如“移动优先”（Mobile First）范式彻底革新了软件开发一样（Wroblewski, 2011），Unbabel 首席执行官瓦斯科·佩德罗（Vasco Pedro）所倡导的“优先尝试AI”途径代表了一种类似的思维方式转变（Unbabel, 2022）。通过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置于优先地位并将其作为流程设计的起点，组织有可能实现更高的效率与可扩展性（Kranz, 2024）。一个以AI为先的本地化系统很可能会整合机器翻译、质量估计、自动译后编辑、大语言模型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同时维持人在回路的方式，并通过数据反馈促进持续改进。 2   以数据为中心：语言运维对数据作为关键资产的强调与 LD4AI 概念不谋而合。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认识到，算法只能将人工智能模型推进到一定程度。“为了打造性能更高的人工智能系统，研究人员需要关注数据”（Miller, 2022）。数据的质量和管理对于语言服务中人工智能模型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一原则鼓励企业将其语言资产（例如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视为可以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加以利用的战略资源。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数据的收集、清洗、标注和分析如今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语言服务的基石。 3     集中化：语言运维通过将人工智能作为将本地化更深层次融入核心业务运营的关键，解决了组织内部语言服务分散碎片化的长期挑战。尽管集中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本地化经理难以企及的目标，但斯潘塞·格林（Spence Green）评论了这次的不同之处：“我们现在在企业中看到的是工具和供应商走向集中化的趋势。由于模型在能够访问企业数据时最有价值，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加速集中化。因此，在战略上，跨工具和供应商的企业数据碎片化是不可取的”（Green, 2024a）。随着企业在人工智能引领下不断演进，拥抱语言运维方法可能是将本地化从零散的次要考虑转变为核心基石的关键所在。

A：分布式本地化模型 B：集中式本地化模型

内容管理系统

内容管理系统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

质量估计高于阈值

优先尝试AI

传统翻译管理系统

机器翻译/大语言模型

质量估计低于阈值

AI驱动的翻译管理系统（人在回路）

语言服务提供商1 语言服务提供商2 语言服务提供商3

无头功能

（脚本与API）

数据反馈闭环

自由译者使用

在战略上，集中语言职能优于外包。

各自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图3.2  分布式本地化模型（A）与集中式本地化

模型（B）的对比

如图3.2所示，集中式方法（B）与传统的分布式本地化模型（A）形成对比，具有实现更精简且更具战略协同性的语言运营的潜力。

尽管语言运维概念为语言服务的未来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愿景，但它也遭到了行业资深人士的质疑。像雷纳托·贝尼纳托（Renato Beninatto）这样的批评者认为，集中管理语言运营的梦想并不新鲜，并且由于复杂的组织结构、多样化的内容类型以及不断发展的技术而面临持续挑战（Beninatto, 2022）。基蒂·瓦希（Kirti Vashee, 2023a）和纳塔莉·凯利（Nataly Kelly, 2023）表达了担忧，认为语言运维可能更多是一个营销流行词，而非具有实质内容的运营范式，甚至可能模糊本地化对决策者的真正价值。

CSA Research 的唐纳德·德帕尔马（Donald DePalma, 2023）反驳了关于语言运维卖不出去的疑虑：“以我们的经验来看，一项被称为‘本地化’的内容策略远不如‘语言运维’好卖。”他告诫道：“然而，语言运维需要心态上的转变，将语言融入所有事务之中。如果它仅仅是取代了关注点和眼界狭隘的‘本地化’一词，那它就只会沦为另一个毫无意义的行话噱头”（DePalma, 2024）。语言运维的倡导者需要清晰阐明其具体效益和实施策略。语言运维作为一种范式能否取得成功，很可能取决于其在组织内部显著提升语言服务效率、质量和战略协同性方面的表现。

5.3  后本地化时代

CSA Research（Lommel & DePalma, 2023）提出的“后本地化时代”概念，或许代表了对该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77

行业最为彻底的重新构想。这一概念表明，传统的本地化实践正在达到顶峰，并将被以全球内容服务为主导的新范式所取代。

CSA Research（2023b）将2023年确定为“本地化顶峰”之年，其依据是观察到尽管对语言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语言服务提供商的收入却在下降。这一悖论归因于机器翻译和其他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技术质量的提高以及极具竞争力的定价。向“全球内容服务”的转变意味着该行业业务范围的拓宽，超越了传统的翻译和本地化任务。

唐纳德·德帕尔马（Donald DePalma, 2024）将后本地化时代定性为“语言行业的数字化”，突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该行业中的核心作用。对“数字数据透明度带来的巨大机遇”的强调，表明在未来的语言服务中，数据驱动的洞见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将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力。

5.4  后TMS：超越传统工具的演进

为了应对语言服务不断变化的格局，企业正从传统的翻译管理系统向创新的人工智能驱动型解决方案转型。“后TMS”系统的概念正在形成，其特点是非线性工作流、实时人工智能反馈闭环，以及不受特定厂商束缚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

斯潘塞·格林（Spence Green, 2024b）观察到老牌企业放弃传统翻译管理系统，转而选择企业系统与人机方案之间的直接通信，这凸显了对更灵活、深度整合人工智能的语言服务管理途径日益增长的需求。

ESTeam（2023）提出的“语言工厂”概念进一步强调了将语言服务视为高度自动化、数据驱动的生产过程的转变。这种观点与其它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更广泛趋势相一致，在这些行业中，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重塑传统工作流程和商业模式。

Blackbird.io（2024）概述了其设想的后TMS系统的特性。该系统将是“无头化”的，通过 API 和脚本而非传统用户界面进行操作，并可与遗留系统互操作。它将管理解耦的语言资产（如翻译记忆库和术语表），并结合服务在回路（service-in-the-loop）功能以实现动态内容路由。该系统将提供包括大语言模型在内的内部系统白盒可配置性，保持开源，并支持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创造新价值的 B2B2B 模式。

“后TMS”和“语言工厂”等这些新兴概念凸显了行业格局正向非线性工作流、实时人工智能集成以及人机无缝编排演进，标志着本地化新时代的到来（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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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6  案例研究

以语言为核心的企业对人工智能的整合，为本地化与翻译的未来提供了宝贵洞见。本节探讨两个典型案例：语言学习平台多邻国（Duolingo）与中国科技巨头百度（Baidu）。这些案例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重塑语言服务，并凸显了与本地化行业相关的关键趋势。

6.1  多邻国：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学习

多邻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采用，展现了人工智能在语言相关领域的变革潜力。该公司的实践与本文前面讨论的若干核心主题高度契合，包括AI优先策略、以数据为中心的开发，以及在人机集成工作流中人类专业专长不断演变的角色。

多邻国在其整个语言学习生态系统中运用人工智能，涵盖从内容创建到个性化学习体验的各个环节。多邻国人工智能转型的一个早期步骤是开发了一种名为半衰期回归（HLR）的机器学习模型来预测记忆留存率，其表现优于皮姆斯勒法（Pimsleur method）和莱特纳系统（Leitner system）等传统算法（Settles, 2016）。随后，多邻国开发了 Birdbrain 机器学习模型，用于观察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并推荐难度适宜的练习（Bicknell & Brust, 2020）。

最近，人工智能在课程内容创建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多邻国工程师编写大语言模型提示词模板，针对特定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地化  79

主题生成课程内容以教授某些语法规则。例如，GPT-4 可以使用“怀旧记忆”这一主题生成十道练习题，用以教授简单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语法规则（Henry, 2023）。多邻国还利用人工智能生成音频——为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提供多种语言的配音（Pajak & Bicknell, 2022）。

人工智能在多邻国练习评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GPT-4 有助于生成一系列可接受的翻译，使学习者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正确回答一道练习题。多邻国还使用人工智能对口语练习的发音进行评分（Pajak & Bicknell, 2022）。借助多邻国的新人工智能功能“解释我的答案”（Explain My Answer），学习者可以进入对话界面，了解其答案正确或错误的原因，并要求举例或进一步阐释。“角色扮演”（Roleplay）功能允许学习者与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角色进行真实的对话练习，并就其回答的准确性和复杂性获得反馈（Duolingo, 2023）。

多邻国融入了“人在回路的流程，使［学习设计师］能够以更高效、更具创造力的方式开展工作”（Wodzak, 2022）。在编写用于内容创建的提示词以及审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准确性方面，人类依然发挥着突出作用（Duolingo, 2023）。该公司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学习者通常会同时参与多项实验，从而为哪些方法行之有效、哪些方法行不通提供宝贵的数据支持（Reuveni & Leet, 2022）。

尽管因弃用合同工转向人工智能而受到批评，但多邻国的业务指标依然保持强劲。2023年，其日活跃用户增长了65%，总收入增长了45%。该公司计划“继续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新，使我们的课程更加个性化和引人入胜”（Duolingo, 2024）。归根结底，多邻国的使命驱动着其对人工智能的采纳：“我们坚信人工智能与教育是天作之合……我们让全球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教育的使命，正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现实”（Duolingo, 2023）。

6.2  百度：人工智能驱动的翻译服务

中国科技企业百度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将人工智能融入其翻译服务中。通过利用大语言模型，百度的人工智能驱动翻译系统能够生成更加准确自然的翻译。

百度开发了将人工智能与人类专家无缝集成的协作界面。该流程始于由神经机器翻译或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初译，随后系统会自动将其切分为较小的单元，并分配给最合适的人工译者。

该系统通过人在回路流程的反馈不断自我改进。当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的翻译进行修改时，系统会从这些修改中学习，并将用户的编辑保留在个人知识库中。这种个性化设置确保了人工智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每个用户偏好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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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术语习惯。该个人知识库针对每位用户单独隔离，不会共享，也不会用于改进更广泛的通用翻译模型。

百度的人工智能翻译系统还提供术语验证与管理功能，从私有文档和互联网资源中提取术语。人工智能能够从上传的文档中自动学习并提取术语，确保领域特定术语的正确翻译。这些翻译的来源会被清晰标注，以便用户追溯至原始参考文献。

此外，百度的系统还具有人工智能助手功能，允许用户查询来自本地文档和人工智能知识库的内容。该系统在生成翻译之前，会首先对文档进行分析以了解其主题内容。人工智能助手能够解释其翻译建议，并提供审校和润色建议，从而提升翻译内容的整体质量。

百度的人工智能翻译系统体现了本地化中的“AI优先”理念。通过利用大语言模型、人在回路反馈，以及将人工智能无缝集成到用户界面中，百度的系统使翻译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且易于获取（Baidu, 2024）。

多邻国和百度的这些案例研究阐明了人工智能在语言系统中的实际应用。它们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被集成到复杂的语言任务中、如何重塑工作流程，并为个性化和效率开辟新的可能性。对于本地化行业而言，这些案例为潜在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宝贵见解，强调了人机协同、以数据为中心的开发的重要性，以及对自适应、语境感知型人工智能系统的迫切需求。

7  结语

人工智能融入本地化流程预示着该行业的范式转变，对传统实践发出了挑战，并开辟了新的前沿。本章考察了人工智能对本地化的多方面影响，从神经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到质量估计与自动译后编辑。“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数据”（LD4AI）、“语言运维”（LangOps）等概念的涌现以及“后本地化时代”的提法，反映了该行业努力应对这场转型的探索。

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人工智能在效率和可扩展性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它也引发了关于人类专业专长在本地化中未来角色的关键疑问。多邻国和百度的案例研究说明了人工智能在语言服务中的实际应用，展示了人工智能集成的潜力与挑战。

不断发展的行业格局要求对本地化行业内的技能与策略进行重新校准。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拓展，语言服务提供商的价值主张必须与时俱进，重点强调人类创造力、文化细微洞察、数据驱动见解、人工智能专业知识，以及面向人机协作工作流的战略愿景。

展望未来，有几个关键领域值得进一步研究：神经机器翻译与大语言模型的相对效能、人工智能在处理低资源语言方面的潜力、多模态人工智能应对口语和书面语内容融合的能力，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生成所带来的伦理意蕴。此外，该行业必须应对对于驱动人工智能系统的高质量、多样化语言数据的紧迫需求。

本地化的核心使命始终未变：面向全球市场交付产品、信息和服务。在行业转型变革的浪潮中，服务客户的承诺必须坚定不移。通过将人工智能打造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本地化专业人员能够在技术驱动的效率与目标市场影响力之间达成平衡，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全球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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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几十年来，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对当代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Lin, 2023; Zappavigna, 2023）。“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最初于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指代一个致力于开发能够模拟人类智能并执行学习、判断与决策等任务的计算机系统的领域。在短短约70年的时间跨度内，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诸如2016年AlphaGo战胜围棋冠军李世石与柯洁等辉煌成就震惊了世界。人工智能的演进体现在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硬件研发以及计算机视觉等诸多领域（Zhang & Lu, 2021）。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为各行各业带来了便利和巨大效益，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数据利用的行业。

近期，OpenAI于2022年11月发布的ChatGPT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增长，并在学术界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Cotton et al., 2024）。ChatGPT是一种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PT）模型。它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一种，能够生成类似于人类产出的文本、图像、音频或视频等内容（Brynjolfsson et al., 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植根于底层的机器学习技术，该技术训练模型从既有训练数据中学习并识别模式与规律（Mondal et al., 2023）。随后，模型利用统计学与概率生成精巧复杂的新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是无监督或部分监督的机器学习过程。鉴于人工智能具备模拟人类认知的能力（Shneiderman, 2020），它可以促进转写、语料库构建、语言特征提取、文本分析及可视化等预测系统与自动化流程的开发（Curry et al., 2024; Zappavigna, 2023）。尽管人工智能在提升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质量与效率方面蕴含着巨大潜能，但将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借助语料库语言学路径研究各类语言现象的工作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

本章探讨了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口译研究（CTIS）的方法论创新。CTIS是翻译与口译研究（TIS）的一个分支领域，采用数据驱动、语料库赋能的路径来考察书面笔译或口译话语等翻译语言。除了一些探讨人工智能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以及宏观TIS领域可能应用的最新成果外，鲜有研究探讨CTIS研究者如何具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细节。本章首先对CTIS及其研究议程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回顾两条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与TIS中潜在应用的新兴研究脉络。此外，本章将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CTIS的潜在路径，并审视其局限性与挑战。最后，对本章的主要发现进行总结。

2  背景：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口译研究

2.1  主要研究议程与方法论

事实证明，语料库语言学路径是考察翻译语言的独特特征及其形成的底层机制与语境因素的极具价值的方法论范式（Baker et al., 2020; De Sutter & Lefer, 2020）。在这一研究脉络中，一项核心的研究议程是识别能够将翻译语言与其他语言变体区分开来的复现性语言模式或规律。这些语言模式通常被称为翻译共性（Baker, 2018）。目前已识别的语言模式包括简化（Bernardini et al., 2016; Xu & Liu, 2023a, 2023b; Liu et al., 2022）、源语干扰（Dayter, 2018; Ma & Cheung, 2020; Xiao, 2015）以及规范化（Lapshinova‑Koltunski, 2022）。在方法论上，此类研究往往依赖于单个或一组词汇语法、句法、语义或语篇特征，进而在翻译语言与其他语言变体（如原生非翻译文本和二语文本）之间比较其频次或分布模式（Xu & Liu, 2024; Liu et al., 2022）。这些语言特征可以通过各类语料库工具进行人工或自动提取。通过以单语对比为主的研究手段，此类研究旨在判定目标语文本中的特定模式或语言使用是否为翻译语言所特有。

例如，Xiao（2015）基于一项涵盖广泛语域的英汉双向翻译语料库研究发现，在英语源语的影响下，翻译汉语呈现出词长增加、前缀、后缀、代词和词块使用更为频繁的趋势，表现出强烈的源语干扰效应。同样，Dayter（2018）探讨了简化现象在口译话语中的表现形式；简化是指笔译员与口译员在其译作中倾向于使用更为简化的语言（Bernardini et al., 2016; Liu et al., 2023; Xu & Liu, 2023b）。Dayter（2018）从一个由俄语和英语原生话语及同声传译话语构成的对齐双向平行语料库中提取数据，发现当口译员向其母语（即从英语译入俄语）工作时，口译产出的俄语话语词汇密度与多样性均较低，呈现出明显的简化现象。而在逆向口译中则不存在简化现象，表明翻译方向性在口译过程中简化的显现上可能发挥着调节作用。

此外，笔译与口译是深具社会参与性的活动，这意味着翻译与口译产出的形成时刻受到社会文化语境与机构规范的塑造（Gu, 2024）。从这一视角出发，一些学者尝试将观察到的语言模式与译员的风格、策略和主体能动性相关联，结合社会认知语境反思译员的角色（Liu & Afzaal, 2021; Wu & Li, 2022; Li et al., 2011）。例如，在前述Xiao（2015）的研究中，除了将观察到的现象归因于源语影响外，还指出某些因干扰引起的变化可能也与译者的翻译策略有关。例如，较长的词长源于译者对冗长英文名称的直译，而词块的过度表征可能与译者力求译文流畅的努力有关。

此外，部分研究者还探索了利用CTIS解决TIS中的实际问题，例如质量评估和翻译培训的影响（De Sutter et al., 2017; Loock, 2016）。例如，De Sutter等（2017）通过对比专业非翻译文本，衡量学生翻译与专业翻译之间的语言差异来评估翻译质量。结果表明，学生译文在可接受度层面的得分往往较低，表现出显著偏离目标语规范与惯用表达的行为。同样，Loock（2016）观察到学生译员在英德翻译中存在过度使用源语语言特征（如派生副词的使用）的倾向，这可能对他们译文的整体质量具有预测价值。

2.2  传统CTIS路径中的挑战与局限

尽管CTIS在深化对翻译语言特征的理解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De Sutter与Lefer（2020）指出了若干在很大程度上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语用和认知机制如何影响翻译，这些机制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与在其他形式的单语和双语书面语言产出中发现的类似相互作用有何不同。该领域研究的推进受到了方法论层面的掣肘，如数据获取途径有限、语料库构建困难，以及标注和编码的高度劳动密集性。因此，亟须鼓励进一步的方法论创新，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推动CTIS的纵深发展。

3  翻译与口译研究中的技术演进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TIS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与变革。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方法论路径的一个显著发展是人工智能的融入（Asscher, 2022）。在应用于TIS的人工智能技术中，机器学习已成为增强统计分析严密性的重要工具（Volansky et al., 2015; Ilisei et al., 2010; Baroni & Bernardini, 2006）。机器学习——尤其是其分类功能——通过基于特定词汇、句法或语篇特征预测或聚类语言现象，有助于考察能够将翻译语言与其他语言变体区分开来的特征（Baroni & Bernardini, 2006; Lapshinova‑Koltunski, 2022）。例如，Baroni与Bernardini（2006）采用支持向量机（SVM）分析了翻译与非翻译的意大利语地缘政治文章。通过考察虚词的n元语法分布及形态句法范畴，SVM在检测“翻译腔”时取得了78.3%的平均准确率、72.7%的精确率以及82.1%的召回率。值得注意的是，SVM的表现超越了五位翻译专家以及五位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士。基于这些结果，Baroni与Bernardini（2006）指出，机器学习不应再仅仅被视作人类译员兼具成本效益与时间效率的替代方案，而应被看作一种能够促进语言模式发现的宝贵工具。

同样，Ustaszewski（2021）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类方法考察了间接翻译的特征。间接翻译（又称接力翻译）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源语干扰，这可由其与直接翻译相比所呈现出的独特语言特征和模式予以印证。通过利用SVM和主成分分析，Ustaszewski（2021）揭示了这两种受限语言变体之间各异的句子结构和词汇密度。在较近期的一项研究中，Wang及其同事（2024）拓展了机器学习技术，对翻译与非翻译的企业年度报告进行分类，探究翻译文本是否能达到与非翻译文本同等的效果。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共采用了八种备选算法来评估它们在区分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方面的表现。该分类基于13项句法复杂度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六个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UnderRoc）值高于96%，进一步证实了机器学习在文本分类中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此外，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激发了学者对机器翻译的研究兴趣（Hu & Li, 2023; Fan & Chunlei, 2023）。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机器翻译技术基于规则或概率机器学习方法将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Stahlberg, 2020）。该脉络的研究阐明了机器翻译的准确性与译后编辑的生产率。例如，Hu与Li（2023）考察了公众广泛使用的神经机器翻译技术之一DeepL在翻译莎士比亚两部代表作中的表现。通过在准确性、流畅度以及翻译方法的使用方面，对比中国著名翻译家梁实秋的译本与DeepL生成的译本，该研究证实了DeepL在文学翻译中具有值得称道的质量，其准确率与流畅率达到了80%。有趣的是，他们的研究表明，DeepL在运用阐释、转换以及视角转换等翻译方法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创造力，为展示人工智能模拟人类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至于需要人类译者与机器进行有效互动的译后编辑，学界已达成共识，即成功的译后编辑取决于机器翻译的质量（例如 Guerberof, 2009; Thicke, 2013）。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确实能让翻译工作更具时间效率，而低劣的机器翻译则可能给译后编辑人员带来额外的挑战与困难。为了探索机器翻译对译后编辑的影响，Yamada（2019）考察了学生译者的译后编辑产出，以及他们识别谷歌统计机器翻译（SMT）原生输出与更为先进的谷歌神经机器翻译（NMT）原生输出中错误的能力。研究发现，NMT与译后编辑的结合能产出更为准确的翻译。然而与此同时，学生在针对NMT开展译后编辑时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其中的错误更为隐蔽、更难发现。

既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与TIS的融合为探索翻译现象和理解其底层过程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遇。通过借助人工智能的能力，研究者能够对翻译文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从而对翻译语言的独特特征与模式获得深刻洞见。

4  人工智能在语料库语言学中的应用

在深入探讨人工智能融入现有CTIS的可能途径之前，有必要先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因为该学科深刻影响着CTIS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中，语料库语言学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获益匪浅（Łukasik, 2023; Pace‑Sigge, 2018; Zappavigna, 2023）。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过程中诸多步骤的自动化，例如转写、标注与提取。这使得研究者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分析复杂的语言现象。过去几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飞跃，为研究实际使用中的语言提供了创新的方法论。尽管目前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基于语料库的探究仍局限于少数研究者，但其有效性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证实。既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能够处理那些传统语料库语言学工具视作“棘手”的数据，如非标准字符和低资源语言（Łukasik, 2023; Zappavigna, 2023）。此外，人工智能有助于确保分析过程的透明度，促进合成语言数据的生成，并能够模拟多样的语言情境（Curry et al., 2024; Lin, 2023）。这些优势彰显了人工智能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变革性影响，以及重塑该领域未来发展轨迹的潜力。

Zappavigna（2023）是最早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杂乱复杂数据的学者之一，她使用ChatGPT对社交媒体评论进行了分析。这些评论通常包含表情符号、话题标签和多字符序列等非标准字符，传统语境共现工具往往难以处理。Zappavigna发现，ChatGPT在处理这些非标准字符的多项任务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有效性，如数据清洗与过滤、提供抽样策略建议以及提取特征等。此外，Zappavigna指出，ChatGPT允许用户就其内部运行逻辑进行提问，以了解某些计算选项是如何作出的。这些内部运行机制在往往仅向用户提供最终结果的语料库分析软件或某些统计分析工具中通常是不透明的。相反，ChatGPT为用户提供了在工作过程中发现潜在问题并加以纠正的机会。同样，Lin（2023）探讨了ChatGPT如何充当语境共现工具并供语言学习者使用。Lin指出，ChatGPT能够生成例句以说明词形、词元或词性在语境中的用法，这有助于学习者观察语言使用并将其与自身经验联系起来。此外，与传统语境共现检索工具相比，ChatGPT具备无与伦比的易用性与可及性，免去了订阅费用以及在多个工具之间频繁切换的需求。它无需用户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操作即可生成语境共现行和词频列表，这使其成为那些可能已经将ChatGPT用于其他目的的语言学习者的宝贵资源。

在肯定人工智能处理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数据的高效率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例如，Łukasik（2023）探讨了利用GPT‑4从属于低资源语言的卡舒比语网页文本中自动提取术语，并将其有效性与传统语料库工具Sketch Engine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GPT‑4模型在语料库自动构建方面优于Sketch Engine，能够产出更多语料数据并呈现出更优的展示格式。此外，GPT‑4耗时大幅减少，并允许研究者通过提示工程来优化输出结果。然而，GPT‑4也存在其不足之处：首先，所获取的术语多为泛用术语，在生物学领域的专业度不够高；其次，该工具未对网站进行深度抓取以发掘新术语；第三，存在请求超时和输出字符限制等局限，对于较长列表需要重复输入提示词。在另一项研究中，Curry等（2024）尝试考察人工智能在开展定性内容分析中的效能。他们探讨了应用ChatGPT支持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路径。结果表明，虽然ChatGPT能够成功根据关键词的语义内容进行归类，但这种分类较为宽泛概括，可能无法完全体现某一特定语料库所特有的专门体裁或语境。此外，ChatGPT也无法有效执行语境共现检索任务，亦不能准确识别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疑问句，这引发了对其在自动化定性分析中可靠性的担忧。

考察人工智能融入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现象研究的新兴文献表明，它在提升研究效率与效能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尽管如此，目前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翻译语言的语料库探究的文献仍十分匮乏。

5  将人工智能融入CTIS：机遇与创新

鉴于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及其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的成功应用，本节探讨人工智能可用于支持CTIS研究的潜在途径。传统上，CTIS严重依赖AntConc、Sketch Engine、TreeTagger和CLAWS等各类语料库工具来辅助机读语料库的构建、特征提取与分析。这些工具提供了词性标注、分词/形符化、语境共现检索、频次分析及搭配识别等内置功能。通过实现构建与分析流程的自动化，这些工具极大地协助了研究者识别给定语料库内的模式与规律。然而，在由这些语料库工具进行分析之前，通常需要对语料库进行预处理并保持格式统一，这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此外，某些功能对于低资源语言或非标准文本可能无法使用（Łukasik, 2023; Zappavigna, 2023）。近期，Python和R等编程语言因其更强的灵活性和可定制性在CTIS学者中日益受到青睐。这些语言能够实现数据处理、分析与可视化，尽管这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至于人工智能，其在CTIS中的应用可包括以下几个领域。

5.1  人工智能辅助的数据采集

制约CTIS发展的挑战之一在于数据采集的困难（Russo et al., 2018）。研究者通常需要从网站和数字档案馆手动下载译文及其源语文本的电子版本，或针对口译产出及其原生话语对口语数据进行人工转写。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借助其诸多功能（如聊天机器人、网络爬虫和语音转文本技术），CTIS中的数据采集工作得以显著强化。

大多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都配备了聊天机器人，研究者可以通过向其提问来寻找翻译与口译数据的潜在来源。底层的机器学习技术将分析既有的在线资源，以识别与具体研究问题相关的平行文本或口译转写文本。研究者始终可以通过设计聊天机器人和优化提示词来构建一个受控环境，从而有助于精准锁定最相关的数据源。

Łukasik（2023）的研究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网站中自动采集专门术语。同样，通过指定检索条件，研究者可以利用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获取海量相关的翻译与口译产出。例如，ChatGPT可以自动抓取并处理社交媒体内容，如评论、帖子以及用户生成翻译（UGT）。这将有助于构建多语言社交媒体语料库，基于该语料库可以探索诸多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例如用户生成翻译如何影响语言变异与演变、社交媒体环境如何塑造翻译文本的传播与接受，以及翻译规范的运用如何在不同语言社群之间呈现差异。人工智能从社交媒体平台高效收集大规模多元数据集的能力，展现出其为数字时代翻译语言使用的动态本质提供新颖洞见的巨大潜能。

在口译研究中，将口头话语转写为书面文本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费时费力的过程（Russo et al., 2018; Setton, 2011）。许多人工智能工具可以通过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协助将口译产出的录音转写为机读文本。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研究者可以定制转写流程，纳入特定的转写体例以标记语篇特征，例如停顿、自我修正、虚假开端和重复等。该功能对于通过考察口译话语的副语言特征以揭示译员表现水平、工作方式以及各类口译活动特征的研究者而言尤为实用。

5.2  人工智能辅助的语料库构建与标注

语料库构建是CTIS中的关键环节，因为结构系统的语料库便于研究者在后续阶段执行标注、特征提取和检索查询等多项任务（McEnery, 2019）。在收集完所有所需文本后，需要对这些文本进行规范化与清洗，以确保格式一致并纳入元数据。人工智能工具可以通过根据语言变体、体裁、领域、模式、语对或任何其他特定标准自动组织所收集的文本，从而实现语料库创建流程的自动化。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中包含的任何可能干扰分析的噪声、错误或无关信息都需要被剔除。人工智能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等多种技术，通过检测、编辑和消除重复文本、拼写错误以及非文本元素等不良特征和实体，实现语料库的自动“清洗”。这种自动化的清洗流程提升了语料库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为研究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相关的元数据（如作者、文本体裁和出版日期）可以从所收集的文本或外部资源中提取，进而补充至语料库中。

语料库标注是指在原始语料库文本中添加特定元素以呈现某些语言学信息的过程（Kennedy, 2014）。理想情况下，标注应具有可提取的形式，以便于在语料库之外开展进一步的分析（如统计分析）（Barth & Schnell, 2021）。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自动为文本分配词性标注、进行句法剖析、语义标注或命名实体识别来辅助标注工作。随后，语料库得以组织并建立索引，能够生成词表、语境共现行以及词频信息，从而实现高效的检索与查询。基于标注结果，研究者可以深入探究翻译语言的典型语言现象。此外，人工智能工具还可以协助对齐平行文本或可比文本，这对于涉及翻译或对比分析的研究至关重要。

5.3  语言特征提取与分析

CTIS中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是考察翻译语言的独特属性（Baker et al., 2020）。许多被提出的属性（如简化、显化、规范化和源语干扰）通常通过在不同语言变体之间对一组语言特征的分布模式进行建模来予以检验。例如，简化现象通常在词汇层面进行操作化，研究者将翻译文本的若干复杂度指标与其他语言变体进行对比（Laviosa, 1998）。这些指标包括词汇密度、形符-类符比（TTR）、词表首部以及核心词汇覆盖率。虽然词汇密度和TTR可以使用传统语料库工具自动计算，但词表首部和核心词汇的计算则不够直接。它需要参考外部语料库并经历多个计算阶段，因而依赖于人工操作（参见 Xu & Liu, 2023b）。随着人工智能的问世，研究者无需经历一系列繁复计算即可自动提取所需的语言特征。人工智能能够从海量数据集中学习并自动生成代码——而这些代码以往必须由研究者手动编写——以执行语言特征提取任务（Zappavigna, 2023）。因此，在简化现象的研究中，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自动提取一组词汇和句法特征，以考察其在各个语言层面的表现形式。此外，人工智能还能提出所观察到的潜在模式，供研究者验证其与简化现象的关联。

6  人工智能在CTIS中的挑战与局限

尽管人工智能在提升CTIS的效率与一致性方面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仍有若干挑战与局限需要考量。虽然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众化人工智能工具便捷易用，普通公众几乎可以免费或以极低成本使用，但在科研项目中处理海量数据时却存在局限。由于字数限制，研究者往往难以将整个语料库的数据一次性载入，这阻碍了他们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Zappavigna, 2023）。与处理海量数据相关的高昂计算成本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限制。从这一角度来看，处理语料库数据的潜在开销构成了人工智能在CTIS中广泛应用的一大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尽管人工智能驱动的文本处理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一些学者对其准确性与可靠性提出了担忧（Johnson et al., 2023）。这种担忧的一个典型例证体现在标注任务中，该任务涉及对文本的语法、词汇和句法层面进行分析。词性标注器和句法剖析器等计算系统在主流语言的标注中取得了相当高的准确率，使得学者能够通过对翻译语言与其他语言变体的词汇和句法特征进行建模来考察翻译共性（Hovy & Lavid, 2010; Baker, 2019; Saldanha, 2011）。然而，人工智能的输出并非始终可靠，必须保持足够的审慎。例如，在语料库分析任务中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代码时，务必核查其准确性并进行相应调整，以契合数据集的具体要求和分析目标。Zappavigna（2023）指出，语料库语言学家需要对照其研究目标核验并验证人工智能生成的输出，通过涉及人类判断和领域专长的人机交互迭代过程作出必要调整。此外，基于人工智能的在语义、语用和语篇层面的语言定性语境分析仍不够成熟（Archer & Davies, 2008; Curry et al., 2024）。这给高度依赖语境因素的非语言学标注（如隐喻与言内言外行为标注、质量评估、话语分析以及翻译转换）的自动化带来了巨大挑战。

除标注之外，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区分翻译语言与其他语言变体的学者在使用随机分类器时也对其分类准确率表达了担忧（Ustaszewski, 2021; Wang et al., 2024）。为了获得高于50%随机分类基准的准确率，通常需要大规模的监督训练数据集来微调分类器。然而，获取高质量的人工编码训练数据极为耗时，且可能面临数据偏差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些不利后果，Wang及其同事（2024）采用了一种集成模型，应用共计八种机器学习方法来评估分类性能。他们的研究发现，当采用不同算法时准确率差异显著，凸显了根据数据集特征审慎选择机器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同样，在聚焦于基于词典的情感分析并将其应用于历时维度考察翻译的新兴研究热点中，两项开创性成果（Li et al., 2024; Liu, 2023）指出了在翻译研究中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的局限性。他们发现，分析结果对用于判定分析文本情感极性的词典的丰富度与主题高度敏感。例如，Li等（2024）的研究旨在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大卫·科波菲尔》五部中文译本中的情绪与情感。然而，所使用的词典未能涵盖从古代到现代的汉语词汇，忽视了情感流动随时间演变的全貌，从而对整体准确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样，Liu（2023）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基于词典的情感分析初始阶段发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为了提高准确率，作者转而微调了BERT-base模型，该模型非常适合用于分析儿童文学作品。

在标注和分类中观察到的不准确与不可靠现象，主要归因于人工智能工具固有的缺陷。这些工具往往依赖融合了通用数据集的全局模型，但在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境或特定概念时可能力不从心。需要专业领域的数据来重新训练模型并对这些特殊概念进行充分表征，从而产出更为可靠的结果。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并非像通常设想的那样客观。人工智能从数据中学习，并可能在无意中继承这些数据中存在的偏差（Varona & Suárez, 2022）。为了防止刻板印象的固化或任何语言与文化的边缘化，对人工智能输出的偏差进行人工监控并在训练过程中作出必要调整至关重要。这种持续的监控与调整过程对于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不传播有害偏见并保持公平性与包容性是必不可少的（Osoba et al., 2017）。

7  结语

本章探讨了人工智能为CTIS带来方法论改进的潜在途径，并讨论了相关的挑战与局限。De Sutter与Lefer（2020）曾指出，翻译本质上是一项由社会文化、技术和认知因素共同塑造的多维语言活动。人工智能技术在CTIS中的融入开辟了创新的研究领域与方法论，促进了对翻译及其与其他形式受限交际之间关系的更深入理解。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在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的同时，研究者应秉持开放的态度，批判性地反思人机互动的模式。Zappavigna（2023）提出，在确定特定语境中有用且相关的内容时，人类的投入与专业知识依然至关重要。因此，应当通过汲取人类与人工智能各自的长处，同时弥补彼此的短板，以维持一种精妙的平衡。通过促进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协作与协同增效，CTIS能够持续演进，最终提升TIS及其翻译实践的质量与效能。正是借助这种协作路径，我们才能规避夸大人类或技术能力的潜在风险，最大化释放两者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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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融入翻译研究，在语言教育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其中ChatGPT已成为提升翻译教学法的强有力工具。ChatGPT由OpenAI（2022）开发，是一种精密复杂的大语言模型，能够以惊人的人类水准胜任写作、摘要、翻译及问答等复杂任务。

尽管ChatGPT在语言教育中的潜力已得到广泛探索，尤其是在二语写作（L2 writing）领域（Barrot, 2023; Guo & Wang, 2023; Lu et al., 2024; Cai et al., 2023; Su et al., 2023），但其在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仍未得到充分研究。近期研究表明，ChatGPT在翻译实践中具有切实的应用价值，且在学生群体中日益普及（Sahari et al., 2023, 2024; Abu‑Rayyash, 2024）；然而，在如何将该技术有效融入翻译教学法方面，仍存在显著的研究空白。

为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开发了一个创新的AI赋能翻译平台，该平台独特地将翻译、写作润色与翻译评估融为一体。这一多功能系统服务于三大主要目标：推动翻译研究的实证探索、为翻译和二语写作练习提供综合学习环境，以及辅助翻译质量评估并提供反馈。通过融合这些功能，我们的平台不仅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同时致力于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本章探讨了我们开发的这一AI赋能翻译平台，重点阐述其设计、实现以及对翻译教学法和翻译研究的潜在影响。我们首先提供理论背景，将本研究置于翻译与语言学习领域的当前人工智能格局中。随后，本章介绍该平台的设计与核心功能：翻译、编辑与评估。我们结合一项关于学生与ChatGPT生成反馈交互的试点研究，探讨其在翻译教学法研究中的应用。最后，我们批判性地审视人工智能融入翻译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伦理考量及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本项探究，我们旨在为有关人工智能在翻译研究中角色的持续对话贡献见解，并为在翻译教学法中利用ChatGPT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框架。

2  理论背景

本节探讨支撑我们AI赋能翻译平台的两个关键维度：ChatGPT在翻译与写作中的能力，以及反馈在翻译教育中的作用。理解ChatGPT跨语言处理文本的潜力，为其在翻译和二语写作中的适用性提供了依据；审视反馈在翻译教学法中的作用，则为我们平台的评估功能设计指明了方向。这些理论支柱构成了我们开展AI辅助翻译训练的核心框架，使既有的教学原则与前沿技术得以深度融合。

2.1  ChatGPT在翻译与写作中的能力

ChatGPT在翻译与写作中的能力代表了人工智能在语言处理应用领域的重大飞跃。这一精密复杂的AI语言模型在处理复杂语言任务时展现出了卓越的多功能性。

在翻译方面，ChatGPT展现出了广阔的前景。Gao等（2023）的研究证明，ChatGPT能够理解特定领域的关键词并生成得体的译文，这表明融入准确的领域信息能够显著提升翻译质量。他们的研究还证明，ChatGPT的表现可与主流商业翻译工具相媲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胜一筹，尤其是在高资源语言方面。ChatGPT在处理多种语言组合方面的通用性，使其成为满足多元翻译需求的潜在强大工具（Sahari et al., 2024）。

在写作方面，Hitsuwari等（2023）、Pawlicka等（2024）以及Herbold等（2023）的研究均表明，ChatGPT具备提升写作质量的能力。Su等（2023）、Bašić等（2023）和Barrot（2023）强调了其作为教学工具的潜力。Zou和Huang（2023）证实了ChatGPT在提高学术写作质量和辅助修改方面的效用。它允许用户根据具体需求定制提示词的灵活性，使其在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方面展现出强大潜能。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令人鼓舞，但在理解学生如何在真实学习环境中与ChatGPT进行互动方面仍存在空白。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将ChatGPT融入翻译和写作任务的AI赋能平台，适用于各种学习场景。该平台旨在成为适用于非正式学习与正式教育等多元学习情境的综合性工具。

2.2  反馈在翻译教育中的作用

反馈在翻译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并促进其专业发展。根据Hattie和Timperley（2007）的观点，反馈是提高学业成绩最具影响力的调节变量，这一点在翻译学习中尤为适用。这一过程使学习者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当前的水平并找到改进的契机（Ferris, 2004）。Li和Ke（2022）的研究表明，同伴反馈能够改善学生的翻译表现并增强学习投入动机。Washbourne（2014）强调了纠错性反馈在培养反思性实践方面的价值，这对于专业译者而言至关重要。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对学生作业提供反馈通常是教师的职责；然而，这种模式耗时费力且给教师带来沉重负担（Shen et al., 2023）。自动反馈系统应运而生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但也因在提供文体风格反馈方面的局限性（Li et al., 2015）以及受众适用面狭窄（Ding & Zou, 2024）而饱受诟病。ChatGPT的出现标志着重大进步，它在评估人工撰写文本（Guo & Wang, 2023）和提供个性化反馈方面展现出更强的能力。它在提升学生自我反思能力方面蕴含潜力（AlGhamdi, 2024），并能与教师提供的反馈形成有效互补（Cao & Zhong, 2023）。在我们开发AI赋能翻译平台的过程中，整合ChatGPT的反馈能力是一项核心创新。通过将ChatGPT生成的反馈与同伴及教师反馈相结合，我们旨在构建一个能够满足翻译专业学生多元需求的综合学习环境，在提高反馈质量与效率的同时，为AI辅助翻译学习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3  AI赋能翻译平台：设计与功能

3.1  平台概述与设计初衷

我们的AI赋能翻译平台旨在支持翻译研究与二语写作的教学与研究目标。它满足学生、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多元需求，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实践与评估途径。该平台的主要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磨砺翻译和写作技能的稳健环境，同时为教师提供高效的翻译评估与评分工具。对研究人员而言，它则是开展翻译及AI辅助语言学习领域实证研究的宝贵资源。该平台的设计植根于前文探讨的理论框架，在充分发挥ChatGPT翻译与写作能力的同时，契合了反馈在翻译教育中的关键作用。平台分为两大主要界面：供学生使用的用户界面，以及供教师和研究人员使用的独立管理员界面。这一双界面设计确保了平台在不损害用户体验或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有效实现其多重目的。

3.2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是学生进行交互的主要窗口，在设计上兼顾了用户友好性与功能性。它提供三大核心功能：英汉互译、编辑润色以及翻译评估。如图5.1所示，主页提供了便捷的功能入口，为用户带来直观明晰的导航体验。

3.2.1  翻译功能

翻译功能是平台的核心基石，旨在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翻译体验。为说明其功能运作，我们以Hanson（2024）的一篇旅游文章为例。进入翻译界面后（图5.2），用户可以输入源语文本，并立即对比由三种不同机器翻译工具生成的译文：谷歌翻译、有道翻译和ChatGPT。这种对比方法使用户能够批判性地评估不同的翻译输出，从而加深对机器翻译能力及其局限性的理解。

在选定满意的译文后，用户可以进行译后编辑与回译（图5.3）。该功能尤为宝贵，因为它有助于学习者发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促进对翻译过程更为细致入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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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AI赋能翻译平台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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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显示谷歌翻译、有道翻译和ChatGPT输出结果的翻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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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译后编辑与回译界面

平台整合ChatGPT进行译后编辑（图5.4），代表了翻译实践中的一项重大创新。借鉴Ekin（2023）的指导原则，我们设计了一组ChatGPT提示词，用户可根据其具体的译后编辑需求进行自定义。这些提示词分为三类：“设定目标”、“选择文本类型”和“语言”，允许用户定制编辑流程，聚焦于特定语言要素、文本体裁或翻译方向。

“设定目标”选项涵盖基础语言维度，如语法、衔接与连贯、词语搭配、正式度以及交际意图。“选择文本类型”部分涵盖多种常见文本体裁，包括商务、法律、新闻、学术和电子邮件，确保编辑过程契合不同体裁的具体要求。“语言”部分允许用户指定偏好的翻译方向，从而避免ChatGPT误用源语再输出原文的潜在问题。

我们平台的一大特色在于，用户除了选择预设选项外，还可以输入补充提示词，从而增强与ChatGPT的互动性，实现更具个性化的编辑体验。此外，回译功能（图5.5）允许用户将编辑后的译文与源语文本进行对照，为准确性核查提供了额外的质量保障。

3.2.2  编辑功能

编辑功能专为精炼二语写作而设计（图5.6）。该功能允许用户上传初始写作草稿，并利用类似于翻译功能中的内置提示词进行润色。用户还可以选择输入文本的语言，使该功能兼具翻译润色与原创写作任务的通用性。

3.2.3  反馈与评估功能

反馈功能是平台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为翻译提供全方位的评估与建设性反馈。借鉴Niu等（2021）、Tian和Zhou（2020）以及Ruegg（2015）的研究成果，我们构建了一个融合多元反馈类型的多维反馈系统，以提供整体性的评估体验。

用户可通过“测试”界面（图5.7）上传源语文本与翻译初稿，随后通过“反馈”界面（图5.8）查看反馈。该界面允许学生审阅来自多个渠道的反馈：教师、同伴、机器以及ChatGPT。这使学生能够从不同视角全面了解自身的翻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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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具备可定制ChatGPT提示词的翻译润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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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显示ChatGPT润色译文及其回译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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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用于二语写作任务的写作润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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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用于上传源语文本与译文初稿的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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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显示多元反馈来源的反馈界面

ChatGPT反馈功能（图5.9）采用了基于Hurtado Albir（2015）评估量规的内置提示词。提示词内容如下：

现在你是一名翻译专业的教师。这里有一份由3个维度组成的翻译评估量规：原文意义的表达占40%，包括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清晰度以及相同的语域。目标语成文表达占40%，包括遵循书面语规范（正确的正字法与排版）、词汇（恰当性与丰富度）、形态句法（动词时态与语式的恰当运用、介词等）、衔接（连接词与指代成分的恰当运用）以及连贯（观点组织良好且表述清晰）。目标语文本的交际水平占20%，包括目标语文本的整体质量、体裁规范的契合度，以及与翻译目的和目标受众的契合度。请根据上述量规，对以下译文进行点评、提出修改建议并给出百分制评分（包括各维度得分及总分）：[译文]。源语文本为：[源语文本]。

该量规从三大关键维度对翻译进行评估：原文意义的表达、目标语成文表达，以及目标语文本的整体交际水平。

反馈功能的另一大特色是允许学生担任同伴评估员。根据Lee（2015）的研究，为同伴写作撰写评语的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换位思考与视角转换能力。与写作过程类似，翻译过程同样涉及对源语文本的客观理解。因此，在翻译学习中扮演评估者角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评判能力。

通过翻译、编辑与反馈这些相辅相成的互联功能，我们的AI赋能平台为翻译实践、学习与评估提供了全方位的环境。通过充分借助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的强大能力，同时融合人工反馈与同伴评估，该平台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教育与研究向前发展的独特而强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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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ChatGPT反馈界面

3.3  管理员界面

管理员界面是监控学生进度、分析数据并促进语言教学过程中开展有效互动的集约化枢纽（图5.10）。

管理员界面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管理学生的练习记录。学生使用翻译和编辑功能后，管理员可以查阅关于学生如何利用ChatGPT提升翻译与写作的详细信息。如图5.11所示，这些练习记录由五大核心要素构成：(1) 源语文本，包括初始写作草稿或未翻译文本；(2) 需求提问（demand ask），即提交给ChatGPT的提示词；(3) 目标语文本，展示润色或修改后的文本；(4) 分析数据，涵盖聚焦于词汇与句法特征的机器评估；以及 (5) 操作日志，按时间顺序记录学生的操作行为及在每个页面上的停留时间。

练习记录中的词汇分析涵盖字数统计、词汇复杂度以及拼写错误；句法分析则包括句子数量和平均句长。这一细粒度的数据使管理员能够深入洞察语言熟练度及有待提高的薄弱环节。

管理员界面的另一项重要功能是测试记录功能。该功能呈现学生通过测试功能提交的翻译初稿，并附带四种类型的反馈：机器翻译反馈、教师反馈、同伴反馈以及ChatGPT反馈。这一多维反馈系统兼顾多元视角与评估标准，实现了对每位学生学业成果的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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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用于管理学生数据与互动的管理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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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管理员界面中的练习记录展示

机器翻译反馈基于词汇特征、句法特征以及与机器生成译文的相似度来评估翻译。为进一步辅助评估过程，系统提供了由谷歌翻译自动生成的参考译文与回译文本。这便于在学生译文与机器生成版本之间开展对比分析。

管理员界面的一大关键优势在于其管理反馈可见性的灵活性。管理员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每位学生显示或隐藏特定反馈，从而打造定制化的学习体验，聚焦于翻译技能的具体维度。教师通过根据教学需求或任务要求灵活调整反馈可见性，可确保学生通过反馈功能查阅最相关的评语（图5.12）。

3.4  特色与优势

我们的AI赋能翻译平台展现出若干独特功能与优势，使其在翻译教育与研究领域脱颖而出。首先，将ChatGPT融入翻译与编辑流程，为学生提供了前沿的AI辅助支持，提升了其学习体验，并使其得以接触先进的语言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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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显示多种反馈类型及管理选项的测试记录界面

平台的多元反馈系统整合了机器翻译、ChatGPT、同伴以及教师反馈，提供了一种在传统翻译教育环境中无可比拟的综合评估途径。这一多元反馈生态使学生能够获益于多重视角，促进对翻译质量及改进方向形成更为整体全面的理解。

另一显著特色是平台能够同时促进人机协同（human–AI）与人机交互（human–machine）。这不仅使学生为AI工具日益普及的专业翻译前沿格局做好准备，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在真实教学情境中深入理解此类互动的环境。

平台的用户界面设计直观明晰，配备可定制提示词，实现了学习过程的高度个性化。学生可以根据个体学习需求与偏好，定制其与ChatGPT的交互，聚焦于特定语言要素或体裁。

从研究视角来看，平台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为翻译教学法及AI辅助学习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详尽的练习与测试记录，结合追踪学生与AI工具交互轨迹的能力，为研究人员洞察学习过程以及人工智能对翻译能力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深刻见解。

此外，该平台兼顾处理翻译与二语写作任务的多功能性，使其成为能够支持广泛语言学习目标的综合工具。这种在单一平台内的整合，对于同时发展这两方面技能的学生而言尤为有益。

最后，管理员界面具备管理反馈与定制学生体验的功能，赋予了在多样化教育环境中至关重要的教学灵活性。该功能有助于教育工作者针对不同教学法与学生熟练度水平调整平台的使用策略。

总而言之，我们的AI赋能翻译平台不仅满足了当前翻译教育的迫切需求，更为该领域的未来创新奠定了基石。它是人工智能融入语言教学法巨大潜力的有力证明，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培训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实用工具。

4  潜在应用与效益

我们开发的AI赋能翻译平台在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两方面均展现出显著的潜在应用价值与效益。本节探讨该平台如何提升翻译教学法并促进翻译研究领域的创新探索。

4.1  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将ChatGPT等AI工具融入翻译教育，代表了对传统教学方法的重大革新。我们的AI赋能平台立足于以往利用语料库（Liu, 2020; Liu, Su, & Li, 2023; Liu, Su, & Liu, 2023）、机器翻译（Doherty & Kenny, 2014; Liu et al., 2022）以及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Rodríguez‑Castro, 2018）的教学取向，构建了更为全面且具互动性的学习环境。

正如Koponen（2016）所证明的，平台的译后编辑功能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生产力与翻译质量。通过将自身译文与AI生成的译文进行比对，学习者能够明确有待改进之处，深化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并培养批判性评估技能。

整合了机器翻译、ChatGPT、同伴及教师反馈的多元反馈系统，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翻译评估方法。正如Guo和Wang（2023）所指出的，这种整合允许用户充分发挥每种反馈来源的独特优势。提供同伴反馈的过程能够加深学生对评估指标的理解，其收效往往甚于单纯接受反馈（Li & Ke, 2022）。

在二语写作教学方面，ChatGPT处理多样化写作体裁的能力（Kohnke et al., 2023）使学生能够跨越不同写作风格开展自主学习。

通过培育互动式学习共同体，我们的平台致力于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环境，激发学习动机，缓解焦虑情绪，并培养对目标语的积极态度（Samimy & Rardin, 1994）。

4.2  对翻译研究的效益

该AI赋能平台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尤其是在考察学习者投入度与人机协同方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应用技术接受模型（TAM）（Davis, 1993）来理解影响采纳AI辅助翻译工具的诸要素。研究人员可在不同教育层次评估ChatGPT辅助教学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该平台促进了对语言教学中技术接受度的研究，包括教师的视角。Stockless等（2018）以及Hoareau和Tazouti（2023）强调了理解教育工作者视角的重要性，特别是鉴于ChatGPT融入不同学科所引发的褒贬不一的评价（Lo, 2023; Barrot, 2023; Tlili et al., 2023）。反馈功能通过支持不同类型反馈（机器、ChatGPT、同伴和教师）之间的比较，为填补ChatGPT反馈机制的认知空白提供了研究契机（Zheng et al., 2020; Li et al., 2023; Wang, 2023）。研究人员可在Boud和Molloy（2013）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学习者在认知、行为和情感层面如何与反馈产生互动。

我们的AI赋能翻译平台丰富了翻译教学方法体系，并为创新研究提供了适宜环境，弥合了AI技术与翻译教学法之间的鸿沟。

5  实证洞见：关于ChatGPT反馈的试点研究

为了针对我们AI赋能翻译平台的有效性与用户体验提供实证洞见，我们开展了一项聚焦于ChatGPT反馈功能的试点研究。本研究旨在展示学生在修改译文过程中如何利用ChatGPT反馈，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其有效性。本研究的发现为人工智能在翻译教育中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宝贵洞见，并指明了进一步研发的方向。

5.1  研究设计与方法

我们的试点研究招募了就读于香港某大学翻译专业硕士（MTI）课程的两名受试者。受试者的基本情况如表5.1所示，展现了他们多元的背景以及对ChatGPT不同程度的熟悉度。

研究设计包含以下几个核心步骤：

1    翻译任务：受试者被要求在70分钟内，利用我们平台的“测试”界面翻译一篇173字的中文旅游短文（参见附录）。

表 5.1  试点研究受试者概况

姓名
年龄
性别
国家
母语
对ChatGPT的了解
翻译培训经历

学生A
22
男
中国
普通话
初学
1年以下

学生B
23
女
中国
普通话
中等
1–3年

2    审阅反馈：完成初译一天后，受试者登录“反馈”界面，审阅基于内置提示词由ChatGPT生成的反馈。
3    修改过程：受试者根据ChatGPT的反馈修改其初稿。该过程使用录屏软件全程记录，以捕捉他们与反馈的交互轨迹。
4    任务后访谈：修改完成后，受试者接受了一项包含两个问题的访谈：(a) 你觉得ChatGPT在哪些方面为你提供了帮助？ (b) 如果未来将ChatGPT反馈应用于翻译教学，你对此持何种态度？

访谈采用中文进行，随后译成英文以供分析。数据收集涵盖初始翻译草稿、ChatGPT反馈、修改后译文、修改过程录屏以及访谈回答。这一全面的数据集为透彻分析学生的修改行为与主观感知提供了充分支持。

5.2  学生与ChatGPT反馈交互情况的研究发现

我们对学生如何利用ChatGPT反馈的分析揭示了若干核心发现，具体通过学生A和学生B的实际经历体现。提供给每位学生的具体反馈如下所示：

学生A：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西南93公里、邛崃市西南18公里处。它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白沫江穿镇而过，沿河两岸分布着许多农家乐和茶馆，是古镇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夏季，许多年轻人在河边玩耍嬉戏，坐在岸边的凉亭下喝茶。茶船经常停泊在河中，收费每小时50元，提供四杯茶。坐在船上品茶，看着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可以慢慢体验古镇的悠闲氛围。走进邛崃，你总能感受到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评语：– 总体而言，译文准确且抓住了原文意义。– 原文意义表达清晰，传达了与源语文本相同的信息。语域符合书面文本要求。– 目标语成文表达总体良好。书面语规范（如正字法与排版）正确。用词恰当且丰富，形态句法运用得当，动词时态与语式、介词等使用规范。连接词与指代成分运用得当，衔接良好。观点组织良好且表述清晰，保持了连贯性。– 目标语文本的交际水平较高。译文整体质量良好，遵循体裁规范。译文亦契合其目的与目标受众。评分：原文意义表达：38/40；目标语成文表达：38/40；目标语文本交际水平：19/20；总分：95/100。

学生B：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西南93公里、邛崃市西南18公里处。它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白龙江穿镇而过，沿河两岸分布着许多农家乐和茶馆，是古镇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夏季，许多年轻人在河边玩耍嬉水，坐在岸边阴凉的凉棚下品茶，十分惬意。茶船时常停泊在河中，收费每小时50元，提供四杯茶。坐在船上饮茶，看着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可以慢慢体会古镇的闲适。走进邛崃，人们总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优良的生态环境和蓬勃的发展势头。评语：– 译文准确传达了原文意义。– 表达清晰，保持了与源语文本相同的语域。– 目标语成文表达良好，正字法与排版正确。– 所用词汇恰当且丰富。– 形态句法规范，动词时态、介词等运用得当。– 衔接良好，恰当运用了连接词与指代成分。– 连贯性保持良好，观点组织严谨且表述清晰。– 目标语文本的交际水平较高，整体质量良好，遵循恰当的体裁规范，契合翻译目的与目标受众。评分：原文意义表达：35/40；目标语成文表达：38/40；目标语文本交际水平：18/20；总分：91/100。

5.2.1  反馈结构与利用情况

ChatGPT稳定生成结构化格式的反馈，包含参考译文与总体评语。根据Tian和Zhou（2020）的分类标准，这些反馈要点被划分为表层反馈与意义层面反馈。

学生A共收到32个反馈点（20个来自参考译文，12个来自总体评语），表层要点与意义层面要点各占一半。耐人寻味的是，他仅采纳了10个要点，且全部来自参考译文。当被问及这种选择性采纳方式时，学生A解释道：

关于评语部分，我完全能看懂，但我发现很难据此进行修改，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我觉得自己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具体指导；比如，我需要反馈能够直接标出哪些具体地方需要改进。

这一回答印证了Su等（2023）的观察，即ChatGPT有时生成的建议过于宽泛，需要进一步予以澄清。

5.2.2  批判性评估与自我反思

学生A表现出对ChatGPT建议进行批判性评估的倾向。例如，在翻译“农家乐”时，他最初使用了“agritainment sites”，而ChatGPT建议使用“farmhouse restaurants”。录屏记录显示，他在决定采纳ChatGPT的建议前，在网上对这两个术语均进行了检索比对。这种行为表明，ChatGPT反馈能够激发批判性思维与自我反思，而这正是翻译能力中不可或缺的素养（Liu et al., 2022）。

5.2.3  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学生B对反馈的利用方式则截然不同。她共收到24个反馈点（16个来自参考译文，8个来自总体评语），其中意义层面要点多于表层要点。她根据反馈进行了13处修改，全部源自参考译文。与学生A不同的是，她既未查阅网络资源进行交叉核对，也未在反馈之外做任何修改。她解释道：

我选择采纳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建议，因为我相信ChatGPT经过了海量数据的训练，能够胜任包括旅游文章在内的大多数体裁的翻译。

这种鲜明对比的应对方式表明，在运用AI生成的反馈时，个体差异起到了重要作用。

5.2.4  聚焦表层反馈

两名学生都倾向于关注表层反馈，尤其是在改善句子结构方面。例如，他们都修改了“河里时常有茶船停泊，每船50元/小时，送四杯茶。”的翻译。学生A的修改过程如下：

初译：Often there are boats anchored providing tea services with 50 yuan per hour and 4 free cups of tea. ChatGPT反馈：Tea boats often dock in the river, charging 50 yuan per hour and providing four cups of tea. 修改后译文：Often tea boats dock in the river, with a charge of 50 yuan per hour serving 4 cups of tea.

这种聚焦于表层改动（尤其是句法结构）的倾向，与Su等（2023）关于ChatGPT在解决句法问题方面行之有效的观察高度一致。

这些发现为学生在翻译任务中如何与AI生成的反馈开展互动提供了宝贵洞见。它们既凸显了ChatGPT在提供针对性、特定语言层面的反馈方面的优势，也彰显了人类批判性思维与额外辅助资源依然不可或缺的领域。受试者截然不同的应对取向表明，在翻译教育中整合AI反馈工具必须保持灵活性，以兼顾不同的学习风格与水平层次。

5.3  学生对ChatGPT反馈的认知与看法

对学生A和学生B的访谈揭示了他们对ChatGPT反馈的看法，展现出其在翻译教育中的潜能与局限。两位学生均认可ChatGPT反馈在其修改过程中发挥的局部效用，尤其是在解决表层语言问题方面。

学生A强调，ChatGPT在“纠正我的书面语格式、句子结构和用词选择方面提供了帮助”。同样，学生B发现反馈“尤其在拼写和格式、形态句法特征以及体裁规范方面很有帮助”。这些观察印证了Barrot（2023）的断言，即ChatGPT完全有能力胜任评估任务，尤其是在表层语言维度上。

然而，在衔接与连贯方面显现出重大局限。两位学生均认为ChatGPT反馈在这些方面未见成效，这证实了Yoon等（2023）的研究结果，即若无针对性微调训练，ChatGPT难以就文本连贯与衔接提供富有实质意义的反馈。这一局限凸显了AI生成反馈系统亟需优化升级，以应对更高阶的篇章问题。

学生对未来课堂融入ChatGPT反馈的态度表现为审慎乐观，同时存有若干保留意见。学生A肯定了ChatGPT生成表层与内容层面反馈的能力，但也指出了偶现的不准确情况，他表示：“我有时发现ChatGPT会给出错误的反馈，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有时相当不可靠。”这一观察突出了当前人工智能在持续提供精准反馈方面的局限性。

学生B的视角阐明了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以及与AI系统进行迭代交互的重要性。她指出：“我相信，通过更好的提示词以及多轮交互，它能够生成更高质量的反馈。”这一见解与当前通过精炼提示词优化AI性能的研究相吻合，指明了改进AI辅助翻译教学法的一个潜在方向。

两位学生对ChatGPT在翻译教育中完全取代人类教师均持怀疑态度。学生A将ChatGPT视为教师的潜在辅助工具，类似于Grammarly等现有工具，尤其适用于“纠正语法和用词等基础错误”。他强调了它通过提供初审反馈协助教师管理大班教学的潜能，教师随后可在此基础上开展深化指导。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学生B对ChatGPT反馈给出了更为积极的评价，但她并不支持将其推广应用于翻译教学。她对ChatGPT处理创造性文本的能力及其表现的不稳定性表达了担忧，她指出：“ChatGPT生成的译文不如人类写出的译文生动传神。”这一观点凸显了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更为微妙、更具创造性的翻译维度时面临的持续挑战。

5.4  对翻译教学法的启示

从本试点研究中获得的洞见，对将AI赋能反馈融入翻译教学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

首先，本研究揭示了AI生成反馈在高效解决表层语言问题方面的潜能。由于两位学生均认为ChatGPT在改善排版格式、句法结构和用词选择方面有所裨益，因此存在明确的契机来利用ChatGPT就这些方面提供敏捷的初阶反馈。这使教师能够将精力更多聚焦于翻译中的高阶关切，从而有望提升翻译教育的整体质量。

然而，在提供衔接与连贯反馈方面的局限性亟待改善。鉴于这些维度是高质量翻译的基石，AI辅助翻译工具未来的研发应当优先提升其在高阶篇章层面的评估与反馈能力。这与Yoon等（2023）的发现相一致，表明AI模型在语篇分析方面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训练。

学生对ChatGPT在翻译课堂中定位的看法，突显了将人工智能定位为补充工具而非人类教师替代品的至关重要性。将ChatGPT视作有助于应对大班教学并提供初阶反馈的辅助手段，顺应了当前混合式学习的发展趋势。正如学生A所建议的，ChatGPT可以充当地初步反馈机制，使教师能够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精细入微的深入指导。

学生一方面对ChatGPT总体持积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又对其在翻译任务中的应用存有顾虑，这种反差凸显了对人工智能整合采取审慎而细致入微方式的必要性。这表明，AI辅助工具可能更容易在特定翻译类型（如技术或标准化文本）中被接受并发挥功效，而在文学创作或文化敏感型翻译中则需要更为审慎的应用。

此外，学生B关于提示词质量和与AI系统迭代交互重要性的见解，对翻译教学法具有重大启示。这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教育应当涵盖对学生进行高效提示工程训练，以及对其评估AI生成内容批判性能力的培养。随着AI工具在专业翻译环境中的日益普及，这一套技能组合将变得愈发弥足珍贵。

最后，本研究彰显了在AI辅助翻译工具领域开展持续研发的必要性。学生所指出的不稳定性与偶发错误表明，尽管ChatGPT展现出良好前景，但在教育情境中尚不能达到无须人工监督即可完全信赖的程度。这意味着需要持续精炼专门针对翻译任务的AI模型，并在教育情境中对其性能进行常态化评估。

尽管ChatGPT及同类AI工具在增强翻译教育某些环节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将其融入教学法应当经过深思熟虑。一种在充分借助AI处理表层问题优势的同时、对高阶篇章关切与创造性维度保持人工审校监督的平衡路径，似乎是翻译教学法最具前景的前行之道。

6  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在探索将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翻译教育的过程中，全面考量其潜力与当前的局限性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明确了ChatGPT在此语境下面临的若干挑战。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其难以就译文的衔接与连贯提供全方位的反馈，这表明AI系统在理解细致入微、富于语境依托的语言方面仍处于发展阶段。此外，我们观察到ChatGPT在表现上存在波动性，导致其提供的反馈偶尔出现不一致。这与Sadasivan等（2024）的研究相符，他们强调了解决AI生成文本中不准确性的重要性，以确保其可靠性。再者，ChatGPT在处理创造性文本方面的能力目前尚无法与人类专家相媲美。这在翻译教育中是一个关键考量，因为学生需要广泛接触各类体裁的文本。最后，该系统依赖精心设计的提示词以取得最佳效果，这意味着用户需要对提示词设计具备一定熟悉度，方能充分获益于该工具。

除上述关切外，解决AI生成反馈在培养学习情感与动机维度的局限性同样至关重要。正如Lu等（2024）所指出，ChatGPT等AI工具通常缺乏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性化鼓励。这一空白凸显了教师运用个性化指导与支持来补充AI反馈的必要性，以确保学生在学习旅程中同时获得技术与情感上的双重激励。此外，提高与AI系统交互时所用提示词的质量，可以增强反馈的相关性与深度，使其成为翻译教育中更为高效的工具。教师还必须注意优化非英语语言的评分标准，因为AI系统目前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具有独特句法和文化结构的语言的复杂性。通过兼顾这些因素并在AI与人工输入之间保持平衡，教师可以帮助学生获益于人工智能，同时避免对其输出产生过度依赖。这种平衡路径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促进对翻译任务的更深层投入，并最终改善学生的学习成效。

最后，人工智能在翻译教育中的持续演进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通过纵向研究，考察AI辅助翻译训练对学生技能发展的长期影响。与认知科学家和神经语言学家的协同研究，可为AI辅助翻译训练与语言加工及习得机制之间的关联提供前沿见解。此类洞见有助于精进AI工具并优化教学法路径。这些研究方向将深化我们对人工智能在语言教育中角色的理解，并引领翻译教学法的未来走向。

7  结语

我们的AI赋能翻译平台通过整合翻译、编辑与反馈功能，标志着将ChatGPT融入翻译教育的重要一步。试点研究既揭示了ChatGPT的优势，也展现了其局限性，特别是其应对表层语言问题的卓越能力及其在处理连贯与衔接等高阶问题时的不足。展望未来，妥善应对数据隐私、学术诚信以及AI生成反馈中潜在偏见等关键挑战将至关重要。伦理考量（尤其是人工智能延续文化偏见及削弱学生主动投入的潜在风险）必须受到审慎管理，以确保人工智能成为教育中人性化要素的补充而非替代。

在探索人工智能在翻译教育中应用的持续进程中，必须始终聚焦于教学过程本身及提升学习体验。将人工智能融入传统教学框架必须经过审慎把控，确保人类教师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从而捍卫教学质量并恪守伦理准则。归根结底，在驾驭这样一种强有力且具变革性的技术时，审慎明智的应用才是致胜之钥。

附录  试点研究实验文本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千米、邛崃（qióng lái）市西南18千米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白沫江穿古镇而过，沿河两岸有许多农家乐和茶馆，是古镇最繁华和热闹的地方。夏季时候，许多年轻人会在河边玩水嬉闹，坐在岸边的凉棚下喝杯茶，很是惬意。河里时常有茶船停泊，每船50元/小时，送四杯茶。坐在船上喝着茶，看着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慢慢体验古镇的悠闲。走进邛崃，时时让人感受到丰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生态环境，蓬勃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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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融入翻译实践已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项关键性发展，近年来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Li & Chen, 2019; Wang, 2023）。人工智能具有改变我们生活诸多维度的潜力，包括我们的工作、交际、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式（Russell & Norvig, 2021）。在翻译领域，AI驱动的技术在提升效率、准确性和生产力方面展现出了广阔的前景。

人工智能在翻译中的应用已从简单的基于规则的系统演进为更为精密的神经机器翻译模型。这些进步使翻译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使人工智能能够日益熟练地处理复杂的语言结构和依赖于语境的含义。因此，商业、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正日益采纳AI工具，以促进多语言交际和内容创作（George et al., 2023; Biswas, 2023; Kim et al., 2023）。

在这场技术革命的最前沿，是由OpenAI开发的大语言模型ChatGPT，自2022年11月问世以来便获得了广泛赞誉。ChatGPT代表了AI辅助翻译的范式转变，它采用精密的生成式预训练Transformer（GPT）架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流畅度理解并生成类人文本（Bender et al., 2021）。

ChatGPT的成功可归功于其深度学习架构，使其能够基于从海量训练数据集中习得的模式和语境线索来理解和生成文本（Haleem et al., 2022）。其聊天机器人交互界面促进了自然的互动交流，而其底层机制则支持一系列语言功能，包括翻译、文本生成、问答和摘要（Kasneci et al., 2023; Wu et al., 2023）。

2023年3月发布的最新版本ChatGPT-4，进一步展示了其解决跨多个学科的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的能力，且无需针对每类问题专门输入特殊数据或进行专项训练（Bubeck et al., 2023）。这种通用性使ChatGPT成为在翻译领域具有巨大潜力的强有力工具。

尽管以往的实证研究探讨了ChatGPT在各个领域的利弊，但在专业译者视角下审视该AI工具的影响与实效方面，仍存在显著的研究空白。尽管学界对AI辅助翻译的兴趣与日俱增，但鲜有研究探讨专业译者群体对ChatGPT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其看法。

作为该领域的最新技术，ChatGPT的人机交互、文本生成能力和翻译质量是否会使其成为译者广泛采纳的工具，仍未有定论。此外，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如何评价ChatGPT的能力、他们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他们对该工具将如何影响翻译行业的看法，均十分值得深入探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全面考察译者的经验与视角，弥补我们在理解ChatGPT在专业翻译中角色方面的关键空白。通过对专业译者洞见的严谨分析，我们力图对当代翻译工作流中的人机（人—ChatGPT）交互构建细致入微的理解。具体而言，本研究围绕以下两个核心研究问题展开：

RQ1：专业译者如何看待ChatGPT与翻译相关的能力？
RQ2：随着ChatGPT等AI工具的兴起，专业译者对翻译职业与翻译行业持何种态度？

通过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旨在就ChatGPT的潜力与局限性，为翻译从业者、学生及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有价值的洞见。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关于AI辅助翻译的持续学术探讨，还为在多元翻译语境中优化ChatGPT的使用提供了实践指导。最终，我们的研究结果将为AI技术有效融入专业翻译实践提供策略参考，从而助力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行业的未来。

2  ChatGPT与翻译：现状与视角

2.1  ChatGPT的翻译能力

ChatGPT在作为翻译工具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目前已有新兴研究系列考察其翻译表现与输出质量（Manakhimova et al., 2023; Stap & Araabi, 2023）。研究表明，ChatGPT能够生成令人满意的翻译质量，根据语境解读多词表达，阐明专业术语，并能检测错误并提供反馈。

ChatGPT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其处理长文本的能力，在长文本处理中其优势表现得尤为明显（Wang et al., 2023）。即使对于通常对机器翻译极具挑战性的文学文本，ChatGPT也展现出了相对令人满意的表现（Bistafa, 2023）。ChatGPT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能够根据用户反馈进行学习与改进，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成更高质量的译文（Khoshafah, 2023）。

2.2  与其他翻译工具的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表明，在准确性和流畅度方面，ChatGPT通常优于传统的商用机器翻译工具（Hendy et al., 2023; Jiao et al., 2023）。ChatGPT展现出了更强的翻译能力，尤其是在处理依赖语境的含义以及复杂语言结构时。

ChatGPT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能够将长句拆分为更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的短句，并能有效处理无主语句。它还擅长根据语境调整词序，在这方面超越了主流机器翻译工具的能力。

2.3  局限性与挑战

尽管ChatGPT的能力令人瞩目，但其翻译也并非毫无局限。在处理低资源语言对或远距离语言对时，其翻译质量会出现明显下降（Stap & Araabi, 2023）。此外，在处理非英语翻译任务时，ChatGPT也更容易出现幻觉，这仍需要一定程度的人工调整（Peng et al., 2023）。

而且，ChatGPT并非在所有类型的文本上都同样精通，与生物医学文摘和在线评论相比，它在翻译商业相关文本时表现更好（Jiao et al., 2023）。它在处理需要深刻理解文化背景的文本时也常显吃力，往往无法把握某些短语或术语的文化细微差异。

另一大挑战在于ChatGPT倾向于优先保证流畅度与清晰度，有时甚至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对于含义模棱两可的内容，它可能会基于自身的“理解”进行润色甚至捏造内容，这会对翻译流程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译者在译后编辑或核实信息源时的工作负担。

2.4  关于翻译行业中人工智能的争论

将ChatGPT等AI工具融入翻译工作流，引发了译者之间关于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广泛争论（Bouguesmia, 2020; Liu et al., 2023）。尽管一些译者将AI视为对其职业的威胁，但另一些译者则将其视作提高生产力与工作效率的契机。

Kirov与Malamin（2022）发现，尽管大多数译者将AI视为威胁，但因数字化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和工作质量下降等悲观预测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相反，Qiao等（2023）认为AI的性能已越过翻译的拐点，导致译者在接单率和收入方面承受负面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顾虑，学界与业界日益认识到人机协同翻译的潜力，即充分利用人类译者与AI的互补优势（Siu, 2023）。这一演进格局要求译者具备适应能力，必须掌握新技能以在技术先进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Moorkens, 2017）。

争论还延伸到了伦理考量，包括数据隐私问题以及ChatGPT可能传播其训练数据中存在的偏见（Ghosh & Caliskan, 2023; Liu et al., 2022b）。随着该领域的持续演进，人类译者在质量控制、文化适应以及处理敏感或专业内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依然至关重要。

ChatGPT及类似的AI工具无疑为翻译行业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前景。然而，将其融入专业实践是一项复杂且多层面的课题，必须审慎权衡其潜在益处与挑战。深入理解专业译者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成功引领翻译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究译者对ChatGPT的经验与态度，为这一认知贡献力量，从而为关于AI在翻译中角色的持续对话提供参考。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稳健的混合方法，将定量与定性数据收集技术相结合，以全面理解专业译者使用ChatGPT的经验。该研究设计包含在线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实现了数据的三角互证，并对AI技术与专业翻译实践之间的复杂动态展开了细致入微的探究。

在线问卷调查作为主要的定量工具，旨在更广泛的专业译者样本中捕捉ChatGPT的使用情况、认知和态度的宏观模式。作为补充，半结构化访谈提供了对译者经验的深度定性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语境数据，阐明了问卷调查结果背后的微妙细节。

3.2  研究工具

本问卷调查工具经过精心设计，借鉴了机器翻译认知（Liu et al., 2022a）和AI工具用户体验（Sallam et al., 2023; Singh et al., 2023; Skjuve et al., 2023; Xiao & Zhi, 2023）领域的既有成熟研究。为确保全面评估ChatGPT在专业翻译语境中的可用性，问卷融入了“有用性、满意度与易用性”（USE）问卷（Lund, 2001）的要素，这是一项用于评估产品与服务主观可用性的权威验证工具。

该问卷包含23个问题，分为六个部分：（1）对ChatGPT的了解；（2）使用ChatGPT的经验；（3）对ChatGPT翻译质量的评价；（4）对ChatGPT的态度；（5）对ChatGPT的顾虑；以及（6）对ChatGPT在翻译中未来前景的看法。问卷中的绝大部分问题为封闭式问题，有助于进行定量分析并支持统计比较。这种结构在覆盖广泛相关主题的同时，实现了对清晰、可量化数据的高效收集。

半结构化访谈大纲旨在补充并拓展问卷调查数据，深入探究译者对ChatGPT看法与经验中“是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等深层维度。这种定性方法有助于对复杂议题展开更细腻的探究，捕捉仅凭问卷调查可能无法完全涵盖的细微差异和语境因素。

访谈指南基于初步问卷结果及既有文献制定，确保所提问题兼具相关性与针对性。它保持了灵活的结构，使访谈员能够在适应每位参与者独特经验与视角的同时，保证不同访谈之间的一致性。

3.3  研究程序

在线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wjx.cn）平台发放，这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专业问卷工具。问卷调查于2024年1月启动，持续开放一个月，以确保有充足的时间招募受访者并收集反馈。

在参与之前，所有受访者均收到了详细的知情同意说明，其中概述了本研究的目的、保密措施以及受访者的权利。受访者在访问问卷题目之前均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问卷预计完成时间约为15分钟，兼顾了全面收集数据的需求与对参与者时间的尊重。

问卷调查阶段结束后，研究人员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表示愿意参加后续访谈的受访者。考虑到地理分布并为受访者提供便利，访谈通过腾讯会议（Tencent Meeting）视频会议平台在线进行。受访者可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使用英语或普通话进行访谈，以确保他们能够自如、准确地表达自身观点。在征得受访者明确同意后，所有访谈均进行了录音，以便后续进行转写与分析。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长约为30分钟，在保持受访者积极投入的同时，得以对关键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3.4  数据分析

根据使用ChatGPT进行翻译的情况，共有94名有效受访者被分为两组。第1组（N = 71）由使用过ChatGPT辅助翻译的译者组成，是统计分析的核心重点。第2组（N = 23）由未使用者组成，作为补充参考。对每组收集的问卷数据分别计算了描述性统计指标。此外，深度访谈的录音被转写为文字，用于与问卷调查数据的结果进行三角互证。

3.5  数据描述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110份。所有受访者均报告符合年满18周岁且具有至少一年翻译从业经验的标准。在剔除包含矛盾答案或答题时间过短（少于200秒）的无效问卷后，共有94份问卷纳入分析（见表6.1）。

本研究参与者的年龄介于18岁至50岁以上不等，其中占比最大的群体为30岁及以下人群（64.9%）。大多数受访者来自中国大陆，仅有少数来自香港和澳门。关于最高学历，大多数受访者拥有硕士学位（62.8%），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接受过系统的翻译培训（86%）。在翻译经验方面，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拥有1至3年的专业从业经验（61.7%）。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从事兼职翻译工作（57.5%）。半数受访者就职于中小学校或高等院校（50%），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就职于非语言服务企业（27.7%）。

在所有受访者中，71人（75.5%）表示曾使用ChatGPT辅助翻译，而23人（24.5%）从未出于此目的使用过ChatGPT。第1组中有6位受访者参与了后续访谈（见表6.2）。所有访谈对象均为女性，其中5位年龄在30岁以下，1位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其中，3人从事全职翻译，2人从事兼职翻译，1人为自由职业译者。

TABLE 6.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性别

男
28
29.80%
女
66
70.20%

年龄

30岁及以下 61 64.90% 31–40岁 17 18.20% 41–50岁 13 13.80% 51岁及以上 3 3.10%

翻译从业年限

1–3年
58
61.70%
4–6年
14
14.90%
7–9年
6
6.40%
10年以上
16
17.00%

工作模式

兼职
54
57.40%
全职
18
19.20%
自由职业
22
23.40%

所属单位机构

非语言服务企业
26
27.70%
语言服务企业
12
12.80%
政府部门
3
3.20%
高等院校
47
50%
其他
6
6.30%

受教育背景

博士学位
22
23.40%
硕士学位
59
62.80%
学士学位
13
13.80%
总计
N = 94

TABLE 6.2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从业年限

工作模式 所属单位机构
受教育
背景

受访者1 1–3年
全职
语言服务企业 学士学位
受访者2 1–3年
全职
非语言服务

硕士学位

企业

受访者3 1–3年
自由职业
高等院校
学士学位
受访者4 1–3年
全职
非语言服务

硕士学位

企业

受访者5 10年以上 兼职
高等院校
硕士学位
受访者6 1–3年
兼职
高等院校
硕士学位

4  研究结果

4.1  对ChatGPT的认知与了解

在探究译者对ChatGPT的看法与态度之前，问卷的第一部分考察了译者对ChatGPT的了解程度。在94名受访者中，近90%的人表示非常熟悉（32人；34%）或比较熟悉（50人；53.2%）ChatGPT的基本信息，包括其定义、开发者及版本演进。这一比例同样适用于ChatGPT的核心功能与运作机制，其中32名（34%）受访者选择非常熟悉，49名（52.1%）受访者选择比较熟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94名受访者中，有23人表示从未出于辅助翻译的目的使用过ChatGPT，这几乎占到样本总数的四分之一。

对于从未出于翻译目的使用过ChatGPT的受访者（即第2组），我们询问了其中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是被10名受访者（43%）提及的他们不了解如何利用ChatGPT辅助翻译。第二大常见原因是由8名受访者（35%）提出的地区限制阻碍了对ChatGPT的访问。其余7名受访者（30.4%）表示他们使用其他AI工具来支持翻译工作。我们进一步询问了第2组受访者在翻译实践中经常使用哪些工具，排名前列的选项为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e）、Linguee以及谷歌搜索引擎。

由于地区限制是在中国使用ChatGPT的主要障碍，后续访谈对译者访问ChatGPT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其中3人直接通过官方网站使用ChatGPT，2人使用Poe平台访问ChatGPT及其他聊天机器人，另有1人通过镜像网站访问。此外，受访者一致提到，越来越多的译者正开始将ChatGPT作为翻译辅助工具。

4.2  使用ChatGPT的经验

本部分考察了第1组受访者在时长与频率两方面使用ChatGPT的情况。约半数受访者（38人；53%）表示他们使用ChatGPT的时间已超过半年，其中有7人（9.8%）自ChatGPT正式发布起便已开始使用。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18人；25.4%）或每周（27人；38%）使用ChatGPT进行翻译。访谈同样反映出极高的ChatGPT使用频率。受访者1表示：“ChatGPT确实非常有帮助。现在我几乎所有的翻译任务都使用ChatGPT，而不再使用其他机器翻译工具。”受访者3也分享道：“通常，我用ChatGPT生成第一版译文初稿，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译后编辑。”

图6.1展示了译者选择使用ChatGPT的原因。使用便捷（73.2%）、令人满意的输出质量（63.4%）以及类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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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1  Reasons Cited by Translators for Using ChatGPT in Their Translation

Work

（46.5%）是排名前三的原因。交互能力是另一大优势。根据受访者4的说法，通过逐步调整要求，可以提高ChatGPT的输出质量。同时也可以定制个性化要求，例如是否根据语境进行修改，或者译文应具备何种正式程度。这种定制化功能在常规机器翻译工具中通常是不具备的。除了问卷中提及的原因外，一些受访者指出ChatGPT既可用作搜索引擎也可用作翻译工具，并强调了其响应迅速的特点。

在翻译工作中使用ChatGPT的具体用途方面（图6.2），被最频繁提及的三个选项是校对与润色译文（66.2%）、解释不熟悉的概念或理论以帮助理解语境（66.2%），以及生成初步译文（57.7%）。受访者1解释说，她会用ChatGPT翻译整篇文本作为自己翻译的参考，如果ChatGPT在某些句子上翻译得更好，她会用ChatGPT的版本替换自己的译文。谈及间接帮助时，受访者4指出：“用ChatGPT做译前工作非常方便。我会让它解释某些我不熟悉的领域的术语或知识，这比在网上搜索效率高得多。”此外，问卷调查表明，ChatGPT的使用受到翻译任务性质的影响。受访者2和受访者3持相同观点：“通常情况下，我只用ChatGPT处理长句难句，但在工作量大、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会用它来生成译文初稿。”

另一方面，受访者在使用ChatGPT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图6.3）。主要问题涉及ChatGPT的理解能力、其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以及不一致性。“有时ChatGPT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而那种理解往往是不正确的，”受访者4表示。所有访谈对象均提到ChatGPT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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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3  Frequency of Issues Encountered by Translators When using ChatGPT

凭空捏造内容。受访者1解释道：“作为一个讨好用户的工具，它的首要任务是回答你的问题，而不是确保回答得正确。”受访者6强调了另一个问题：“有时ChatGPT的输出冗长啰嗦，我必须花费额外的时间提取我所需的信息。”

总而言之，ChatGPT在中国译者中的使用相对普遍。除了生成译文初稿外，基于其庞大的数据库和交互功能，ChatGPT还经常被用于润色译者自己的译文以及检索相关信息，这表明ChatGPT充当了多功能工具的角色。尽管如此，ChatGPT理解需求的能力、其可靠性和一致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4.3  ChatGPT的翻译质量

本节侧重于第1组译者对ChatGPT性能的评价。首先考察了受访者的工作语言。绝大多数问卷参与者回答他们主要从事英汉互译。也有个别案例从事日汉、韩汉以及法英互译。关于翻译的文本类型，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主要翻译商业文本（24人；33.8%），其次是文学文本（15人；21.1%）和媒体文本（9人；12.7%）。此外，受访者还提到了问卷选项中未列出的其他文本类型，包括游戏本地化内容、学术论文和儿童读物。

图6.4表明，受访者对ChatGPT的翻译质量总体持积极评价。在评估的各项指标中，清晰度与准确性表现最为突出，约80%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满意或满意。关于其他指标，超过60%的受访者对风格与语气、一致性、衔接与连贯以及对不同领域的适应性表示满意。然而，ChatGPT处理成语习语及形象化语言的能力满意度最低，仅为50%，这表明该工具在处理富含文化意蕴的信息时面临挑战。

访谈对这种差异提供了进一步的洞察。受访者4表示：“ChatGPT在专业领域文本方面表现良好，但当文本涉及特定文化概念或文化知识时，它只能提供字面直译，这并不令人满意。”受访者3分享了类似的看法：“ChatGPT擅长翻译商业文本，但在处理诸如儿童文学等具有高度形象化语言的文本时则力不从心。”

访谈对象还探讨了ChatGPT在翻译质量方面的其他优势与劣势。受访者1和受访者2均指出，ChatGPT擅长将长句拆分为更符合目标语习惯的短句，并能熟练处理无主语句。它在根据语境调整语序方面也表现出色，在这方面超越了主流机器翻译工具的能力。受访者4表示，“与其他机器翻译工具不同，ChatGPT不是逐字死译，而是兼顾上下文语境，使译文更加清晰流畅”。然而，受访者6指出，“ChatGPT的翻译有时带有一种翻译腔，缺乏人类翻译的自然感。”受访者3补充道：“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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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4  Translators’ Ratings of ChatGPT’s Translation Quality across Various

Metrics

在处理长难句时可能会产生混淆并误用主语。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需要先替它把句子拆开。”

当ChatGPT生成的译文与译者自身的翻译存在分歧时，大多数受访者（57人；80.3%）选择借助其他工具或资源进行交叉核对，而第二大常见选项是重新核对自己的翻译以确认准确性（43人；60.6%）。相当比例的受访者（28人；39.5%）表示，如果错误轻微且不改变整体意思，他们愿意接受ChatGPT的版本。总体而言，大多数译者倾向于采用多种验证方式，以获得更为可靠的译文。

总体而言，ChatGPT的翻译质量得到了大多数译者的认可。虽然ChatGPT在准确性和清晰度方面表现尤为出色，但其恰当翻译高度创造性和文化负载内容的能力仍有待提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在断句拆句以及根据语境调整结构方面优于常见机器翻译工具。

4.4  对ChatGPT的态度

本节探讨第1组译者在有用性、易用性以及总体满意度方面对ChatGPT的评价（图6.5）。在ChatGPT的有用性方面，大多数受访者赞同它提高了自身的工作效率与生产力，促进了任务完成并节省了时间。这表明ChatGPT的实用性得到了翻译从业者的充分认可。在易用性方面，相关选项也获得了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普遍认同。近80%的受访者认为ChatGPT用户友好，其特点是操作步骤简单直观、无需指导即可上手，且输出易于理解。在满意度方面，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ChatGPT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他们表示愿意继续使用该工具，并会向他人推荐。

总之，受访者确认ChatGPT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表现良好，证明了其对译者的实用性与便利性。在ChatGPT的优势方面，访谈对象指出，ChatGPT不仅对翻译本身大有裨益，对译前和译后任务同样十分有益。受访者4谈到了利用ChatGPT处理译前任务，包括从海量文本中提取相关信息以及整合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受访者2补充说，她会在译前将ChatGPT当作搜索引擎使用，以便在翻译前更好地理解原文。ChatGPT还可以根据原文构建术语数据库。人机交互功能使用户能够通过调整提示词来获得所需的响应。受访者3表示：“有时我会使用不同的提示词来生成翻译，看看哪个提示词能带来更好的版本。虽然ChatGPT在创造性文本方面并不出众，但它仍然可以生成多个翻译版本供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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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5  Translators’ Perceptions of ChatGPT: (a) Usefulness; (b) Ease of Use;

(c) Overall Satisfaction

此外，访谈对象还强调了在使用ChatGPT时遇到的其他问题。受访者1指出，ChatGPT在处理与文化语境紧密关联的文本时十分吃力。例如，它将中国哲学概念“天人合一”中的“天”错误地直译为“heaven”，这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意。受访者6提到，ChatGPT的翻译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处理政治或敏感话题时，它可能会回避回答或提供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受访者1指出：“例如，当要求ChatGPT翻译一份涉及国家政策的政府公文时，它会将‘问题’翻译为‘issue’，这与中国官方的既定术语不符。”

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显而易见的是，ChatGPT基本满足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需求。它能够为翻译实践的各个阶段提供辅助，例如凭借其强大的交互功能充当搜索引擎或文本清洗工具。然而，与其他大语言模型一样，ChatGPT可能会反映出训练数据中的某些意识形态偏见，这使得译者在处理特定文本时产生顾虑。

4.5  对ChatGPT的顾虑

图6.6展示了第1组译者关于使用ChatGPT的主要顾虑。结果表明，问卷中提供的所有选项均引发了受访者的不同程度担忧。70.4%的受访者提出的首要顾虑是信息泄露的风险。此外，60.6%的受访者质疑ChatGPT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而57.8%的人担心原创性与创造力会下降。相比之下，对职业伦理的担忧相对较低，仅有45%的受访者提及。这些结果表明，译者对使用ChatGPT的主要顾虑关涉其自身性能，而非其对个人潜在的影响。

受访者1和受访者6表示，版权和保密性是其工作流中的核心关切。受访者3也担心ChatGPT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引用他人的成果而未恰当注明出处。

关于使用ChatGPT进行翻译的职业伦理问题，第1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总体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赞同使用ChatGPT进行翻译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对ChatGPT原始译文的修改程度（57.8%）以及ChatGPT生成的内容是用作内部还是外部用途（62%），是译者关注的主要考量。ChatGPT翻译文本的篇幅长度在36.6%的受访者的伦理判断中也发挥着作用，这表明任务规模可能会影响对伦理性与否的看法。此外，少数受访者表达了强烈的观点，要么坚称使用ChatGPT始终是不道德的，要么断言它是完全符合伦理的。

除所给选项外，访谈对象还提到客户的认可是一项核心考量因素。所有访谈对象均表示，客户的要求是翻译时的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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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T in Their Work

大事。“如果客户明确要求我不要使用任何工具，那么我绝不会使用任何工具，”受访者1解释道。受访者5也表示，

“就某些机密文件而言，在翻译时甚至被禁止访问互联网。在那类情况下，使用在线工具绝对是不道德的。但对于其他用于广告或宣传推广的材料，通常可以使用AI工具。”

此外，本研究还调查了译者不愿使用ChatGPT的原因。信息安全（52.1%）、抄袭剽窃（47.9%）以及输出质量（46.5%）是译者选择不用ChatGPT的主要原因。少数人（11.3%）表示从未拒绝使用ChatGPT，这表明他们可能对ChatGPT感到满意，或者有能力应对这些顾虑。

4.6  ChatGPT在翻译中的应用前景

本节主要调查译者使用ChatGPT的发展前景。图6.7分别揭示了第1组与第2组译者在未来实践中使用ChatGPT或类似AI工具的可能性。初步数据表明，人们对采纳此类技术具有显著的倾向性。具体而言，在第1组中，65%和27%的受访者分别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有可能”在未来的翻译工作中运用ChatGPT或类似的AI工具。较小比例（8.5%）的受访者保持“未决定”，而没有受访者认为“不太可能”或“极不可能”。这一数据表明，翻译专业人士对拥抱AI辅助翻译工具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共有91.6%的人表现出积极姿态。在第2组中，超过70%的受访者对使用ChatGPT表示出兴趣，21.7%的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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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7  Likelihood of Future ChatGPT Use in Translation Work: (a) Current Users

(N = 71); (b) Non‑Users (N = 23)

“未决定”。这些结果反映了与前一节所指出的对ChatGPT相似的认知。

图6.8展示了受访者对ChatGPT对于翻译职业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的看法。有趣的是，在第1组中，答案的分布与之前的问题有所不同，呈现出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态势。虽然38%的受访者认为ChatGPT是一种威胁，但几乎相同比例（36.6%）的人将其视作一种机遇，另有25.4%的人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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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8  Translators’ Perceptions of ChatGPT as a Threat or Opportunity: (a)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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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尽管大多数人在前述问题中对ChatGPT的表现表现出积极态度，但他们也指出，其非凡的能力也对翻译职业构成了潜在挑战。至于第2组，半数受访者（52.1%）保持中立，较多的人（30.4%）将ChatGPT视作一种机遇。

关于ChatGPT及类似工具在未来五年对翻译行业的潜在影响（图6.9），第1组的大多数受访者（69%）认为这种影响是积极正面的。相反，22.5%的人预计会产生消极影响，而少数人（4.2%）表示不确定，另有4.2%的人认为影响将十分有限。在第2组中，相当大比例的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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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9  Perceived Potential Influence of ChatGPT o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 Current Users (N = 71); (b) Non‑Users (N = 23)

对未来的积极态度，而26%的人表示不确定。这表明翻译专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人工智能在塑造翻译行业未来方面的重大作用，积极的预期明显超过了消极的顾虑。

图6.8与图6.9所展现的差异可能源于受访者的不同审视角度。第一个问题更多关乎译者的个人职业发展，而第二个问题则更侧重于ChatGPT未来能否协助满足部分翻译需求。

访谈对象就这两个问题进一步分享了看法。受访者1表示，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ChatGPT及其他AI工具将能够胜任对准确度要求不高的文本，而人类译者将主要负责审校工作。因此，某些领域的纯人工翻译需求可能会减少，从而对低端市场或缺乏经验的新手译者构成威胁。对于新手译者而言，这意味着磨炼翻译技巧的时间减少了，他们需要快速提升自我以避免被AI取代。受访者1和受访者4强调，AI工具的广泛普及增加了译者的工作量，缩短了任务交付周期，并可能拉低薪资水平走向。相反，对于寻求翻译服务的客户而言，像ChatGPT这样的大模型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相比之下，使用AI工具进行翻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受访者5表示，这些工具能够处理多种语言，且翻译质量在不断提升。

尽管人工智能能力强大且应用广泛，但所有访谈对象均肯定了人类译者的必要性。受访者2表示：“虽然ChatGPT等工具有助于应对繁重的工作负荷，但人类译者的优势在于质量把控。ChatGPT处理的工作量可能超过人类，但人类译者的角色更为关键。”受访者1表达了类似的看法：“AI的翻译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强，但最终仍然要依靠人类译者来担当守门人。”

最后，当被问及译者是否有必要学习如何利用ChatGPT及类似AI工具开展工作时，第1组的大多数受访者（60.6%）认同ChatGPT能对翻译工作提供巨大帮助。另有33.8%的人主张将ChatGPT作为辅助工具而非主要依赖手段。仅有4.2%的人表示中立，只有微不足道的1.41%的人质疑ChatGPT在翻译工作中的效用，认为其能力有限。在受访者中存在着明确的共识，即对于翻译职业而言，学习并运用AI工具即使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受访者1和受访者6强调，除了磨砺翻译技能外，译者了解并接纳新技术同样至关重要。她们指出，翻译市场中利用各种翻译工具以降低成本已是大势所趋，译者需要不断学习新技术以辅助自身工作。受访者4补充道：“译者必须了解ChatGPT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并意识到AI翻译与人工翻译之间的差异。”

综合所有观察到的事实，显而易见的是，译者愿意将ChatGPT融入其未来的翻译实践中，并将其视作支持自身工作的宝贵工具。尽管一些译者可能对AI技术的不断进步感到威胁，但他们一致强调了人类译者作为必不可少的守门人的不可替代角色。

5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证明了ChatGPT在专业译者工作流中的实用价值。结果表明，ChatGPT能够在各个方面辅助专业译者，展现出其强大的能力。然而，它也引发了一些以往调查中被忽视的新问题。

第一个研究问题探讨了专业译者如何看待ChatGPT与翻译相关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若干局限性，ChatGPT已在译者群体中得到广泛采纳。它能够兼顾上下文语境信息并对句子结构做出得体的调整，展现出高于一般机器翻译工具的翻译质量。然而，ChatGPT在处理需要深刻理解文化背景的文本时表现欠佳。这与Khoshafah（2023）的研究相呼应，该研究发现ChatGPT由于缺乏文化语境，可能无法把握某些短语或术语的文化微妙差异。由ChatGPT生成的文本还可能反映出某些意识形态偏见，即使ChatGPT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固有的偏见。这表明当前像ChatGPT这样的大语言模型仍然会因其训练数据而表现出政治偏见（Motoki et al., 2024），这需要译者做出审慎的专业判断。ChatGPT作为翻译辅助工具展现出了强大的多功能性。除了发挥机器翻译工具的作用外，它还可以通过构建术语数据库、解释相关概念与术语，以及在检查译文的同时提供反馈，在译前和译后编辑阶段为译者提供支持。这极大地提高了译者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任务难度。然而，ChatGPT强大的文本生成能力所伴随的一个弊端是它倾向于优先保证流畅度与清晰度，有时甚至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对于歧义内容，它可能会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润色甚至凭空捏造，这会对翻译流程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译者在译后编辑或核查信息来源时的工作负担。ChatGPT生成的这类不准确信息被称为外在幻觉（extrinsic hallucinations）（Ji et al., 2022），涉及生成缺乏可信来源且未经证实的内容。这些问题在翻译和问答任务中均有出现，例如“伪造参考文献”或“在句子中插入错误的主语”。这一发现与Bang等（2023）对大语言模型的评估相一致，表明ChatGPT并非完全可靠。译者需要批判性地评估其提供的信息，并可以通过调整诸如模型的温度参数（temperature）或提示词等设置来减轻这些问题（Peng et al., 2023）。

此外，研究结果还揭示了译者关于使用ChatGPT的顾虑，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关于ChatGPT本身，译者的顾虑涉及信息安全和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关于ChatGPT对译者的影响，顾虑包括其对译者原创性与创造力的侵蚀，以及与使用ChatGPT进行翻译相关的潜在职业伦理问题。总体而言，译者对ChatGPT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更倾向于将ChatGPT视作辅助翻译工作的“智能词典”，这也呼应了以往探讨学习者使用ChatGPT态度的文献（Sahari et al., 2023; Xiao & Zhi, 2023）。即使在尚未借助ChatGPT辅助翻译的参与者中，绝大多数人也表示愿意在未来进行尝试。可以预见，如果限制更少，ChatGPT的普及率将会更高。第二个研究问题探讨了译者如何看待ChatGPT对翻译职业和翻译行业的影响。关于对翻译职业的影响，将ChatGPT视作机遇的译者人数与将其视作挑战的人数相当。这表明译者在承认ChatGPT翻译能力的同时，也敏锐意识到其能力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一方面，ChatGPT给译者的工作带来了巨大裨益，提高了其工作效率，提供了更多便利。另一方面，AI工具翻译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意味着某些领域对人工翻译的需求正在减少，这对译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对新手译者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关于对翻译行业的影响，译者认为ChatGPT和类似的AI工具将产生更多积极影响，例如降低翻译服务成本、具备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文本的能力，以及翻译多种语言的能力。正如Moorkens（2017）所强调的，追求更低成本和更高生产力推动了技术在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翻译工具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支柱，而在译后编辑和未编辑的机器翻译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应用场景。尽管技术在不断演进，但人类译者的角色依然无可替代，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人类译者的角色不仅在于提供译文，更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在翻译需求中，人类译者是不可替代的。”这与Kirov和Malamin（2022）对保加利亚译者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该研究中的译者尽管感到了威胁，但并未表现出悲观的态度。

最后，关于使用类似ChatGPT的AI工具，大多数译者认为，译者需要接纳并学习新技术，而不是抗拒它们。为了保持竞争力，Kiraly（2000）建议译者树立终身学习的技能，以便能够动态适应职业工具的变化与演进。正如Siu（2023）和Wang（2023）所指出的，人机协同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ChatGPT为语言专业人士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可能性。它促进了译者与AI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产生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并为高度专业化和创造性的翻译形态开辟了新的机遇。

6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专业译者对ChatGPT的使用经验与认知。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本章深入剖析了译者对ChatGPT的熟悉程度、用户体验、对翻译质量的评价、潜在顾虑以及对翻译行业未来前景的看法。本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专业译者如何评估ChatGPT作为翻译辅助工具的能力，以及他们如何看待ChatGPT及类似AI工具对翻译职业和翻译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表明，译者认可ChatGPT的能力，并对在AI影响下的翻译行业未来持乐观态度。本研究调查了ChatGPT在翻译中的实际应用，这一主题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探讨。此外，通过捕捉专业译者在快速发展的AI技术浪潮中对翻译行业未来的看法，本研究为翻译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并为开发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策略以最大化ChatGPT的效益同时应对潜在挑战提供了指导。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它仅聚焦于中国译者对ChatGPT的使用，其工作语言主要局限于英汉互译。迫切需要持续的研究通过探索其他地区对ChatGPT的使用，并将样本扩大到涵盖来自更多专业领域的译者，以提供进一步的实证支持。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译者如何优化对这些先进技术的使用。鉴于大语言模型的飞速发展，开展后续追踪研究以跟上其不断演进的能力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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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工智能（AI）以及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LLM）的驱动下，翻译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这些技术进步正在重塑机器翻译（MT），挑战传统的翻译观念，并促使学界对翻译教学法与翻译实践进行重新审视。

尽管从根本上而言，翻译始终是一个在充分考量语言结构、文化细微差异与语境微妙之处的前提下跨语言传递意义的过程（Baker, 2018），但AI驱动的机器翻译系统的融入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引入了全新范式。从传统人工翻译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转变，代表着数字时代对译者角色的根本性重构（O’Brien, 2002）。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兴起对翻译教学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下的培训课程注重培养能够与机器翻译系统有效协作的专业人才，在机器翻译效率与人类专长之间实现平衡（Doherty & Kenny, 2014; Guerberof Arenas & Moorkens, 2019）。自2010年代以来，关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培训的多项研究致力于赋予学生利用机器翻译能力的技术素养（Pym, 2012; Nitzke et al., 2019; Cid & Ventura, 2021），同时确保译文质量符合必要性与准确性要求（Koponen, 2015）。

然而，AI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这些系统蕴含着提升翻译效率的巨大潜能，但也要求重新评估在融入AI的行业中开展有效译后编辑所必需的技能（Wang & Wang, 2023）。

一个关键问题随之浮现：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教育中，应优先培养哪些具体技能？未来的译者必须学会与机器翻译系统协作，批判性地评估机器生成的译文，并在翻译过程中保持不可替代的人文温度（Guerberof Arenas & Moorkens, 2019）。

尽管关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于学生译者如何与AI驱动的译后编辑系统进行交互并在表现上与之相比，我们的理解仍存在显著空白，特别是在旅游文本等具有独特文化与劝说性挑战的特定体裁中。

为弥补这些空白，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考察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学生译后编辑（SPE）与基于GPT的译后编辑（GPTPE）的语言特征。通过对比SPE与GPTPE的特征，我们旨在识别核心差异，为优化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教学法提供参考。

我们的研究问题包括：(1) 学生译者与ChatGPT在汉英旅游文本译后编辑产出的语言特征与质量上有何差异？(2) 学生译者与ChatGPT在译后编辑任务中表现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3) 译员教育课程应优先培养哪些核心能力，以便使学生能够与机器翻译技术有效互动或超越该技术？

本研究拓展了关于AI辅助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学术知识体系，重点关注其对教学的启示。研究发现将为翻译教育工作者提供宝贵洞见，有助于完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使学生更好地应对AI驱动型翻译行业不断演进的需求。

2  文献综述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的快速演进在翻译研究领域激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关于有效译后编辑所需能力以及新兴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本篇文献综述探讨这一充满活力的领域的两个关键维度：译后编辑能力的发展与自动译后编辑系统的演进。

2.1  译后编辑能力与认知维度

神经机器翻译（NMT）的出现显著改变了翻译实践的格局，促使人们对译者能力与培训范式进行重新审视。尽管机器翻译（MT）已存在数十年，但神经机器翻译的问世已将机器生成的译文质量提升到了一个使译后编辑成为翻译行业中切实可行且日益普遍之实践的水平。

皮姆（Pym, 2012, p. 488）富有预见性地指出，“机器翻译终有一天注定会将大多数译者变成译后编辑员”，这标志着译者技能组合的深刻转变。随着神经机器翻译质量的提升，这种从主要生成译文到日益筛选与润色机器翻译输出的转变正在不断加速。

译后编辑能力的构建已成为翻译与译后编辑教育中的核心目标（O’Brien, 2002; Pym, 2012; Nitzke, 2019; Nitzke et al., 2019）。其关注范围最初聚焦于专业主题、目标语、文本类型以及对比语言学知识，如今已拓展至涵盖核心能力、语言技能与工具性能力（Rico & Torrejón, 2012）。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2017年的定义中将译后编辑界定为检查并修正机器翻译输出以确保准确性并符合目标语规范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了从单纯纠正明显错误向更全面方法的转变，该方法要求对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及文化具备敏锐细腻的理解。

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译后编辑质量与效率的诸多因素。弗拉纳根与克里斯滕森（Flanagan & Christensen, 2014）提出了一个核心译后编辑技能框架，包括错误识别、编辑策略决策以及为机器翻译系统改进提供反馈。戴姆斯等（Daems et al., 2017）强调，创造性与词汇多样性是学生译后编辑员往往落后于专业人员的领域。西德与文图拉（Cid & Ventura, 2021）指出了三项至关重要的译后编辑技能：识别机器翻译输出错误、在译后编辑与从头翻译之间做出取舍，以及有效应用译后编辑指南。

鉴于翻译与文化中介所涉及的复杂加工过程，译后编辑的认知维度尤为重要（Mellinger & Shreve, 2016）。借助机器翻译进行译后编辑在认知上依然要求很高，需要在词汇和句法调整上投入大量资源（Popović et al., 2014）。科波宁（Koponen, 2016）强调了有效管理认知资源对于提高译后编辑效率与质量的重要性。

托拉尔（Toral, 2019）提出的“译后编辑腔”（post-editese）概念，是指译后编辑文本所具有的独特语言特征，这些特征使其有别于人工翻译和原始机器翻译输出。这一现象凸显了译后编辑作为结合人类专长与机器效率的混合型翻译形式的独特性质。

随着该领域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及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带来的影响，译后编辑能力的本质仍在持续演变（Wang & Wang, 2023）。这些先进技术的融合要求对译员培训项目进行重新审视，以融入语言、文化、技术与批判性评估技能。译后编辑员如今必须熟练利用AI驱动的工具，同时保持确保文化得体性与交际有效性的人文温度（Yang et al., 2023）。

人工智能时代译后编辑能力的构建代表了语言、认知、文化与技术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随着翻译行业的演进，我们对有效译后编辑所需技能的理解也必须与时俱进。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这些能力在特定体裁和语对中如何体现，以及如何在译员培训项目中有效培养这些能力，使下一代语言专业人员为AI辅助翻译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2.2  翻译与译后编辑的技术演进

翻译领域见证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自动译后编辑（APE）以及融入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方面。自动译后编辑系统介于机器翻译与人工译后编辑之间，旨在自动纠正机器翻译输出中的错误，从而减轻人工审校人员的工作负担（Simard et al., 2007; Parton et al., 2012; Chatterjee et al., 2015; Bojar et al., 2017）。

自动译后编辑技术已从基于规则的方法演进为精密的统计与神经技术。现代自动译后编辑系统可分为单源方法（仅处理机器翻译输出）与多源方法（同时考量源语文本和机器翻译输出），后者在性能上表现出显著提升（Chatterjee et al., 2015; Shterionov et al., 2020）。

神经网络的出现使神经自动译后编辑（NPE）成为主流方法。在海量多语言数据上训练的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代表了该领域的最新前沿。这些模型在处理复杂语言现象、保持较长文本片段的连贯性以及生成流畅且符合语境的译文方面展现出卓越性能。它们更有效地捕捉和利用语境信息的能力，正在模糊传统机器翻译、自动译后编辑与人工翻译之间的界限。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自动译后编辑系统在达到人类水平的翻译充分性与流畅度方面仍面临挑战，尤其是在亲缘关系较远的语言对和复杂领域中（Bhattacharyya et al., 2023）。虽然自动译后编辑提供了高效的自动化译后处理，但在处理微妙的语言运用、文化指涉以及特定体裁惯例方面，仍落后于人类译后编辑员。

自动译后编辑与AI驱动翻译工具的融合引发了关于其对翻译职业影响的辩论。一些人认为这些技术对人类译者的生计与创造力构成了潜在威胁（Moorkens et al., 2018; Vieira & Alonso, 2020）；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为译者赋能的工具，通过使机械性任务自动化，使译者能够专注于翻译中更为复杂、具有文化微妙性的维度（Vieira & Alonso, 2020）。

随着自动译后编辑技术的演进，识别并培养使译者能够与机器翻译系统有效协作或超越机器翻译系统的核心译后编辑能力变得至关重要（Yang et al., 2023）。基于这一认识，核心能力包括批判性评估机器生成的译文、做出符合语境的得体决策，以及应对复杂的文化与语言挑战。

自动译后编辑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与大语言模型的融合）为翻译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尽管这些系统蕴含着提高效率与生产力的潜能，但也要求重新评估译员培训与能力构成。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优化人类专长与AI能力之间的协同效应，探索将先进系统有效融入译者工作流程的途径，并确定人类译者在这一不断演变的格局中需要发展的关键技能。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讨译后编辑过程，将语言特征的定量分析与认知过程的定性考察相结合。该设计有助于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语境下全面理解SPE与GPTPE之间的差异。

定量部分侧重于分析译后编辑文本的语言特征，包括词汇多样性、词汇密度、句子长度比以及名动比。这些指标为SPE与GPTPE产出的语言特征提供了客观数据，便于对两组进行统计对比。

定性部分包括分析学生的回顾性书面报告，以深入了解其决策过程、策略以及在译后编辑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该部分通过阐明译后编辑过程中的认知与元认知维度，为定量研究结果增添了深度。

3.2  受试者与数据收集

3.2.1  受试者

本研究招募了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17名本科生，他们自愿选修了一门译后编辑课程。这些受试者具有多元的学科背景，确保了初级译后编辑员样本的代表性与多样性。招募过程面向对翻译和语言技术感兴趣的学生（无论其主修专业为何），以反映现代翻译实践的跨学科特征。

3.2.2  源语文本

研究采用了两篇中文旅游文本：一篇敦煌介绍（320字）和一篇太行山描述（422字）。这些文本精选自一个中文旅游网站，文体风格相似且篇幅精炼，既为分析提供了充足语料，又确保学生译后编辑员在考试环境下能够胜任。

选择旅游文本是因为其适中的复杂度，就翻译挑战而言介于技术文档与文学文本之间。它们需要文化适应并保持劝说功能，因而非常适合用于考察机器翻译与人工干预之间的交互作用。鉴于行业对旅游翻译的巨大需求，这一选择也增强了本研究的实践相关性。

3.2.3  译后编辑任务

研究包含两项不同的译后编辑任务：学生译后编辑（SPE）与GPT译后编辑（GPTPE）。在SPE任务中，作为期末考试的一部分，学生需对两篇源语文本的机器翻译进行译后编辑。任务指南强调在改善机器翻译输出的同时，保持旅游文本的信息传递与劝说功能。该任务旨在评估学生应对译后编辑挑战的能力，以及运用语言和文化知识提升机器生成译文水平的能力。

GPTPE任务利用GPT-4生成相同机器翻译文本的译后编辑版本。GPTPE采用的零样本思维链提示词基于提示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Raunak et al., 2023; Liu et al., 2023）精心设计，旨在激发类似于人类译后编辑员的译后编辑行为。这一方法有助于对人类与AI的译后编辑能力展开更为直接的对比。

SPE与GPTPE任务均采用由GPT-4生成的相同初始机器翻译作为底本，确保了待编辑基础文本的一致性，从而便于在人类与AI表现之间进行公平比较。

3.2.4  语料库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两个平行语料库以辅助对比分析。SPE语料库包含源语文本及其对应的学生译后编辑版本，共计34篇文本、9,521个形符。GPTPE语料库包含相同的源语文本及其GPT-4译后编辑版本，共计34篇文本、10,407个形符。作为两个语料库基础的初始机器翻译取得了21.78的BLEU评分，表明其具有可作为译后编辑起点的合格质量。该分值是通过将机器翻译版本与专业译员产出的译文进行比对计算得出的。在所有任务中使用单一且一致的机器翻译系统，有助于对人类与AI的译后编辑能力进行更为严格受控的对比。

3.2.5  反思报告

为补充定量数据，学生撰写了记录其译后编辑过程的回顾性书面报告。这些报告提供了丰富的定性数据，有助于深入了解译后编辑决策背后的认知过程。报告涵盖了学生体验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们所采用的译后编辑策略、决策理据、遇到的挑战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案。学生还反思了他们对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能力差异的主观感知。

3.3  数据分析

3.3.1  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侧重于通过四项关键指标考察译后编辑文本的语言特征：词汇多样性、词汇密度、长度比以及词性（POS）归属（特别是名动比）。选取这些指标是基于它们在翻译研究中的成熟应用，以及它们捕捉语言结构与复杂度不同维度的能力（Toral, 2019; Farrell, 2018）。

词汇多样性通过形符-类符比（TTR）进行量化，计算方法为每篇文本中不重复词汇数量（类符）除以总词数（形符）（Laviosa, 2002）。该指标反映了译后编辑文本中所用词汇的丰富度与多样性。词汇密度的计算方法为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占总词数的比例，用以衡量文本的信息负荷（Laviosa, 1998）。

长度比是通过对比译后编辑文本与源语文本的平均句长计算得出的（Bisiada, 2017, 2018; Toral, 2019）。该指标有助于识别SPE与GPTPE产出在句法复杂度以及对源语文本结构依附程度方面的潜在差异。名动比通过将每篇文本中的名词数量除以动词数量得出，用于考察名词化程度（Laviosa, 1998; Luo & Li, 2022）以及译后编辑过程中的潜在结构转移（Toral, 2019）。

为确保分析的准确与一致，语料库经过预处理以剔除无关数据，并进行了词性标注。本研究采用R统计软件包计算SPE与GPTPE语料库中每篇文本的TTR、词汇密度、长度比以及名动比（Benoit et al., 2018）。

鉴于初步检验判定数据呈非正态分布，本研究采用曼-惠特尼U检验在各项语言指标上对SPE与GPTPE两组进行对比。选用这一非参数检验是因其在处理非正态分布数据时的稳健性，以及检测两个独立样本组间差异的能力。

3.3.2  定性分析

研究的定性部分遵循萨尔达尼亚与奥布莱恩（Saldanha & O’Brien, 2013）概述的方法，对学生的反思报告进行主题分析。选用该方法是由于其在识别定性数据中的意义模式方面所具备的灵活性与有效性。

分析首先全面熟悉反思报告的内容。每份报告都经过仔细反复研读，以透彻理解学生的译后编辑体验、策略与决策理据。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初步记录来捕捉关键想法与潜在主题。

初步研读之后，展开了系统的编码过程。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文本片段被赋予能够反映其核心实质的编码。随后，这些编码被归入代表整个数据集显著模式或概念的更宽泛主题中。主题经过审查与提炼，以确保其准确反映数据并紧扣研究目标。

研究特别关注识别与译后编辑策略、决策过程、遇到的挑战以及对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能力差异的认知相关的主题。分析还试图揭示关于学生译后编辑能力发展以及他们对机器翻译文本处理适应情况的见解。

从该分析中提炼出的主题随后结合有关译后编辑与翻译能力的既有文献进行阐释。这一阐释过程旨在将研究发现置于更广阔的翻译研究语境中，并引申出对人工智能时代译后编辑教育与实践的启示。

通过将定量语言分析与学生反思的定性考察相结合，本研究旨在对SPE与GPTPE之间的差异提供细腻深入的理解，兼顾译后编辑中所涉及的文本产物与认知过程。

4  研究结果

4.1  SPE与GPTPE词汇指标对比

词汇指标的分析显示，SPE与GPTPE产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词汇多样性与词汇密度方面。这些发现为汉英旅游材料翻译中人类与AI生成的译后编辑文本的不同特征提供了宝贵洞见。表7.1呈现了SPE与GPTPE产出在词汇多样性与词汇密度方面的对比。

使用形符-类符比（TTR）量化的词汇多样性在两组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如表7.1所示，GPTPE的TTR中位数（0.59）明显高于SPE（0.56）。曼-惠特尼U检验证实了该差异的统计显著性（W = 894，p < 0.05），表明与SPE相比，GPTPE持续产出词汇更为多样的文本。这一发现与近期关于大语言模型的研究相符，此类模型展现出生成多样化词汇的显著能力（Sanyal et al., 2022）。图7.1直观展示了这一对比。为确保数据分析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标准统计方法识别并剔除了极值异常值。

表 7.1  SPE与GPTPE的词汇多样性与词汇密度

变量 SPE GPTPE

中位数 中位数 W p

多样性 0.56 0.59 894 <0.05 密度 0.53 0.56 832.5 <0.05

注：W指威尔科克森秩和统计量，表示较小样本组的秩和。

词汇密度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果，GPTPE文本的密度高于SPE文本。从表7.1中可以明显看出，GPTPE的词汇密度中位数（0.56）超过了SPE（0.53），且该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W = 832.5，p < 0.05）。这表明GPTPE文本中实词占总词数的比例更高，可能反映出信息含量更丰富的产出。图7.2直观展示了词汇密度的对比。

词汇多样性与词汇密度的数据分布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模式。虽然GPTPE的词汇多样性数据呈非正态分布（沙皮洛-威尔克检验：W = 0.89，p = 0.002），但GPTPE的词汇密度数据服从正态分布（W = 0.97，p = 0.48）。相反，SPE的词汇密度数据偏离了正态性（W = 0.84，p = 0.0002）。这些分布模式凸显了译后编辑中词汇选择的复杂本质，并揭示了人类与AI译后编辑员在底层加工过程中的潜在差异。

如表7.1以及图7.1和图7.2所示，GPTPE在词汇多样性和词汇密度指标上的优越表现，可归因于GPT-4等大语言模型底层庞大的语言资源和先进的神经网络架构（Raunak et al., 2023）。以往研究发现，基于准确性和流畅度，大语言模型在翻译质量上与初级译者相当（Yan et al., 2024）。在本研究中，细微的词汇差异表明，在海量语料上训练的大语言模型能够调动极为广泛的词汇和语言结构，其表现可能超过学生译者的积极词汇量。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在更广泛的翻译质量语境下解读这些发现，同时考量得体性、连贯性以及对旅游文本特定要求的契合度等因素。

这些结果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时代译后编辑本质的重要思考。尽管GPTPE在生成词汇丰富且密集的文本方面展现出优势，但人类译后编辑员在确保语境得体性、文化敏感性以及整体连贯性方面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研究发现提示了AI与人类译后编辑之间潜在的互补性：AI系统能够增强译文的词汇层面，而人类编辑则专注于语用对等和目标受众适应等更高层次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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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SPE与GPTPE词汇多样性（TTR）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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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SPE与GPTPE词汇密度对比

4.2  SPE与GPTPE句法指标对比

句法指标的分析（特别是句子长度比和名动比）揭示了SPE与GPTPE产出之间耐人寻味的差异。这些发现为汉英旅游材料翻译中人类与AI生成的译后编辑文本的结构特征提供了宝贵洞见。表7.2呈现了SPE与GPTPE产出在句子长度比与名动比方面的对比。

句子长度比的分析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如表7.2所示，SPE的句子长度比中位数（0.22）略高于GPTPE（0.20）。然而，曼-惠特尼U检验表明两组之间并无统计显著性差异（W = 503.5，p > 0.05）。这一发现与人们所假设的AI生成翻译相较于人类译后编辑员可能会产出更加字面对应、保留原长的译文相矛盾（参见图7.3）。

句子长度比缺乏显著差异表明，就句子边界而言，SPE与GPTPE对源语文本均保持了相似水平的结构忠实度。然而，必须考虑到句长特征可能会因语言方向而有所不同（Bisiada, 2018）。当前结果表明，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学生与AI系统在句子结构构建上采取了相当的方法。

表 7.2  SPE与GPTPE的句子长度比与名动比

变量 SPE GPTPE

中位数 中位数 W p

句子长度比

0.22 0.2 503.5 >0.05

名动比 4.21 3.83 <0.05

注：W指威尔科克森秩和统计量，表示较小样本组的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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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SPE与GPTPE句子长度比对比

与句子长度比不同，名动比的分析显示出SPE与GPTPE产出之间的显著差异。从表7.2中可以明显看出，SPE的名动比中位数（4.21）明显高于GPTPE（3.83）。曼-惠特尼U检验证实了该差异的统计显著性（W = 305，p < 0.05），表明人类与AI译后编辑员在名词和动词的使用上存在不同模式。

SPE产出中较高的名动比表明，学生译后编辑员在汉译英时倾向于采用更多的名词化策略。这一发现与连淑能（Lian, 2010）的观察相一致，即译者往往将动词转换为名词，以符合目标语的语言规范和语篇模式。SPE中增加的名词化可能反映了学生努力调整译文以满足英语读者的期望和文体偏好。

GPTPE产出中较低的名动比表明，该AI系统在名词和动词之间保持了更为均衡的分布，可能更多地保留了源语文本中的动词结构。这一差异表明，GPTPE可能生成在结构上更接近源语的译文，而SPE则展现出更高程度的朝向目标语规范的规范化（参见图7.4）。

4.3  学生反思报告的核心主题

学生反思报告的主题分析为译后编辑过程提供了宝贵洞见，揭示了三个核心主题：翻译策略、错误识别和译后编辑努力。这些主题阐明了学生译者在对机器翻译旅游文本进行译后编辑时的决策过程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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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SPE与GPTPE名动比对比

4.3.1  翻译策略

学生译者表现出调整译文风格与语调以符合目标语和文化规范的显著倾向（Jia et al., 2019）。学生采用的一项核心策略是“以你为主”（you approach），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中介原则。以下学生评述生动反映了这一策略：

“我尽量调整译文以契合目标读者的期望，让译文听起来更加自然地道。”

以下示例展示了不同译后编辑路径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源语文本：乘坐觀光車游走於太行天路，猶如置身百里畫廊，滿眼望去，無處不是大氣磅礴的國畫山水長卷，深邃的峽谷、直立的岩壁，帶給遊客強烈的視覺震懾。

ChatGPT原始机器翻译输出：Traveling on the sightseeing bus along the Taihang Sky Road feels like being in a hundred‑mile gallery. Everywhere you look, there is a vast and majestic scrol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s; deep canyons and sheer rock walls bring a strong visual impact to visitors.

SPE 1: On our sightseeing bus, you will be surrounded by deep canyons and craggy cliffs that construct a majestic scrol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artwork. SPE 2: Hop on a sightseeing bus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along the Taihang Sky Road! Every turn reveals vast mountains, deep canyons and sheer rock walls. Over ten viewing platforms have been set up along the route. You can take a moment to lean against the railings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stunning landscape. GPTPE: Journeying on the sightseeing bus along the Taihang Sky Road, you find yourself immersed in a gallery that extends over a hundred miles. The landscape is a grand tapest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deep gorges and towering cliffs provide a stunning visual feast.

在这一示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截然不同的译后编辑路径。SPE对原始机器翻译进行了显著的改写与调整。SPE 1将客观非人称的描述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第二人称叙述，直接与读者对话。SPE 2则更进一步，融入了具有召唤性的祈使句，并将密集的描述拆分为更容易理解的片段，甚至增加了原文未提及的观景台信息。

相比之下，GPT译后编辑（GPTPE）版本虽然流畅，但保留了相对直译的处理方式，沿用了原文中“百里画廊”（hundred-mile gallery）的比喻。这一差异凸显出学生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吸引目标受众，而非严格忠实于源语文本的意象。

4.3.2  错误识别与体裁敏感度

分析表明，尽管ChatGPT在语法准确性上表现出色，但学生译者在处理文化特有项和体裁敏感的表达转换方面展现出更优越的能力，这揭示了大语言模型翻译的细微差异，对以往关于人类专长与AI效率对比的研究形成了补充（Yan et al., 2024）。学生对旅游文本传递信息与吸引游客的双重功能表现出敏锐的意识。一名学生阐述了这一理解：

我认为旅游文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和吸引游客，所以我从文本中简要提炼信息，并让译文听起来富有吸引力。

这种意识体现在不仅传达信息、同时融入劝说性元素的译文中。SPE 2中的开篇句“Hop on a sightseeing bus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along the Taihang Sky Road!”生动展现了学生如何在译文中注入呼应功能，直接吸引潜在游客。

4.3.3  译后编辑努力

关于译后编辑努力的分配，出现了一项耐人寻味的发现。在轻度译后编辑任务中，学生通常紧跟原始机器翻译输出，特别是在词汇和句法结构方面。一名学生的反思记录了这一倾向：

我经常选择保留原初版本，即使对于那些可以修改或改进的片段也是如此。

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解释4.1节所观察到的SPE产出相较于GPTPE较低的词汇多样性与密度。学生似乎将精力集中在文本中更复杂的维度，尤其是那些涉及文化负载表达的段落。正如一名学生指出的：

[我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包含文化负载表达等复杂段落上，而不是词汇层面。

这种有选择性的努力分配与穆肯斯等（Moorkens et al., 2018）关于译后编辑的既有研究相一致，该研究发现人类译者在处理机器翻译时，主要在“比喻性语言”和“文化项目”上面临困难。

反思报告凸显了人类与AI译后编辑员之间的关键差异。虽然学生策略性地将精力集中在文本中具有文化微妙性和特定体裁特性的维度上，但不受努力限制约束的GPTPE产出了词汇更为多样且密集的译文。然而，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质量上的得体性，特别是在处理语义、内涵以及特定文化内容方面。

5  讨论

5.1  定量与定性结果阐释

定量分析表明，与SPE产出相比，GPTPE产出展现出更高的词汇多样性与词汇密度。以往研究表明，相比于机器翻译（Vanmassenhove et al., 2019）和译后编辑译文（Farrell, 2018），人工翻译表现出更高的词汇多样性。有趣的是，机器译后编辑译文被发现比人工译后编辑译文展现出更大的词汇多样性。这一现象可归因于学生译者在执行译后编辑任务时可能受到原始机器翻译输出的束缚，从而限制了其词汇选择（Farrell, 2018）。相比之下，大语言模型（LLM）在译后编辑任务中保持词汇多样性方面表现出卓越性能。这与以往证实先进语言模型具备生成语言丰富文本能力的研究相符（Brown et al., 2020）。然而，对学生反思报告与翻译样本的定性分析揭示了更为微妙细腻的图景，彰显出人类译后编辑员卓越的语境意识与语用能力。

尽管GPTPE擅长产出词汇多样的译文，但在使内容适应目标受众的特定文化与交际语境方面往往力有不逮（Yan et al., 2024）。这凸显了人类译者（即使是处于培训阶段的学生译者）在理解和把握文本宏观语境与目的方面不可动摇的持久价值。

5.2  作为以用户为中心交际中介者的学生译后编辑员

学生译后编辑员展现出作为以用户为中心的交际中介者的显著能力，这一角色在翻译研究领域至关重要（Suojanen et al., 2015）。尽管处于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些学生一贯运用优先考量目标受众需求与期望的策略。这明显体现在他们自觉调节源语文本语调、强化旅游文本所固有的信息与呼应功能所付出的努力中。

学生对待译后编辑的方式展现出整体全局视野与体裁意识，而这在GPTPE产出中明显缺失。这彰显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翻译方法的重要性，其核心在于创造能够有效契合目标受众需求与期望的译文。在人工智能时代，在译员培训中引入期望管理至关重要，以避免机器翻译带来的误导与误解（Vieira & Alonso, 2020）。

5.3  译后编辑中受限的认知负荷

本研究揭示了译后编辑过程中受限的认知负荷所产生的影响。与GPTPE相比，学生译者更倾向于依赖原始机器翻译输出并产出词汇丰富度较低的译文，这表明其对认知资源进行了策略性分配（Vieira, 2014; Daems et al., 2017）。这一发现与翻译中的“认知经济”概念相契合，即译者优化其有限的认知资源，以便在既定约束下实现最佳可能产出（Alves et al., 2016; Chen et al., 2024）。

通过将努力聚焦于译文语境化以及润色文化特有项，学生译者展现出产出更加契合目标语语境且更适合目标受众之译文的能力。认知努力的这种策略性分配凸显了人类译后编辑员相较于AI系统的一项核心优势：AI系统尽管能够处理海量数据，但缺乏人类译者所具备的对文化微妙差异与交际意图的直觉性理解。

5.4  对人工智能时代译后编辑教育的启示

这些发现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译后编辑教育具有重大启示。随着机器翻译系统的持续演进，翻译教育项目必须与时俱进，使学生具备在这一不断变化的格局中蓬勃发展所必需的技能（Mellinger, 2017; Vieira et al., 2019; Liu et al., 2022）。培养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创新性解决问题能力，应置于译后编辑培训的核心位置（Vieira & Alonso, 2020）。

鉴于本研究识别出的认知约束，译后编辑课程应侧重于教授学生如何有效利用AI工具优化其认知负荷。通过学会将这些技术高效整合至工作流程中，译者可以将更多认知资源分配给需要人类专长的译后编辑环节，例如文化适应与语用润色。

为实现这些目标，翻译教育课程应纳入使用最先进机器翻译系统和译后编辑工具的实操训练（Doherty & Kenny, 2014; Rossi & Chevrot, 2019）。这种实践经验与培养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的紧密结合，将使学生能够在专业翻译环境中与AI开展有效协作（Yang et al., 2023）。

6  结论

本研究阐明了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SPE与GPTPE之间的显著差异，揭示了人类专长与人工智能能力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GPTPE在词汇多样性与密度上展现出卓越性能，利用其庞大的语言资源生成多样且信息丰富的译文，这与以往关于先进语言模型的研究相符（Brown et al., 2020; Yan et al., 2024）。相比之下，SPE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规范化，尤其体现在名动比上，反映了学生对所学翻译策略的运用，这些策略强调契合目标语规范与读者期望（Toral et al., 2018; Vieira, 2019）。这些发现突显了每种路径在译后编辑过程中的独特优势与局限性。

对学生反思的定性分析为理解SPE背后的认知过程提供了关键洞见。学生展现出调节源语文本语调、优先兼顾旅游文本所固有的信息与呼应功能的自觉努力。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虽然可能限制了词汇多样性，但展现了学生在文化中介和特定体裁翻译策略方面不断发展的能力。

这些发现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译后编辑教育具有深远启示。首先，它们强调课程设置亟需培养学生译者的创造力与批判性评估技能。学生紧跟机器翻译输出导致词汇多样性较低的倾向，凸显了鼓励在译后编辑中采取创新方法的重要性（Farrell, 2018; Moorkens et al., 2018）。其次，研究表明，将ChatGPT及类似AI工具整合至译员培训中能够增强学习过程，在学生发展技能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宝贵支持。

为了将ChatGPT等AI工具行之有效地纳入译后编辑教育，采取平衡兼顾的路径至关重要。教育工作者应当认可并立足于学生现有的翻译技能，同时引导他们批判性地评估AI生成的输出，特别是在语义、内涵和文化关联性方面。这可以通过制定针对AI的译后编辑指南、就AI工具的优势与局限展开全面教学，以及探索这些技术如何与传统翻译技能形成互补来实现（Yang et al., 2023）。这种方法将使学生能够有效利用AI能力，同时避免过度依赖，并继续发展其独特的人类专长（Wang & Wang, 2023）。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宝贵洞见，但承认其局限性同样重要。来自香港一所大学的17名本科生的小样本量可能会限制研究发现的推广性。对特定文本类型（旅游）与语对（汉译英）的聚焦，限制了研究结果向其他领域或语言组合的直接应用。此外，受试者作为翻译初学者的身份，与更有经验的译者相比，可能对其表现出的差异产生了一定影响。本研究考察的语言特征有限，且对学生反思的定性分析本身具有主观性，这些也值得进一步考量。

未来的研究应当着力解决这些局限，并在该项试点研究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涵盖更广泛文本类型、语对和译者专长水平的更大规模、更多元化的样本，将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深度。纳入更多语言指标和更结构化的定性方法，可以对译后编辑过程提供更全面的分析。追踪译后编辑技能随时间演进的历时研究，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学生译者的学习轨迹提供宝贵洞见。

此外，未来的考察可以探索人类与AI译后编辑之间协同增效的潜能，检验如何将两种路径的优势相结合以实现最佳翻译成效。研发专门用于在人类擅长的领域（如文化适应和特定体裁翻译）为人类译后编辑员提供支持的AI辅助工具，有望为该领域带来重大进展。

随着翻译格局在飞速的技术进步中持续演进，诸如本研究之类的探索在深化我们对人类专长与AI能力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解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继续探究这些交互，我们能够开发出更加有效的培训方法、工具与实践，充分发挥人类译者与AI系统各自的优势，最终提升数字时代翻译的质量与效率。

注释


[1]: 本文所描述的工作部分由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CBS）部门收益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利用源语文本特征与机器翻译质量预测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努力：一项眼动追踪与按键记录研究”；项目编号：P0051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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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技术在塑造视听翻译（AVT）的制作、发行、消费和接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电视等传统媒体上，字幕呈现变量（如呈现速度）需要受到严格控制，以便观众有足够的时间阅读。然而，在流媒体平台上，得益于技术所赋予的便利性，观众可以轻松暂停并回看视频，因此他们往往不太关注字幕呈现变量（Wu & Chen, 2022）。这对字幕译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可能不再觉得有必要严格执行浓缩策略以迎合观众的阅读速度。聚焦于字幕翻译实践，各大公司已采用机器翻译来生成字幕，随后由字幕译者进行译后编辑。这种做法本应带来生产力的提升，但研究发现其质量并不令人满意（Hagström & Pedersen, 2022）。然而，近期的技术进步使一些学者相信，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可以“匹敌或超越谷歌翻译和DeepL等专用翻译系统”（Lee, 2024, p. 2352），从而为我们实现令人满意的自动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潜力。我们的研究试图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表现，因为翻译质量始终是评估机器翻译在字幕翻译中所起作用的核心议题（Burchardt et al., 2016; Karakanta, 2022）。我们希望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和提示工程在自动字幕翻译中的影响程度，并为希望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字幕译者提供一些启示。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回顾语际字幕翻译中的一些典型问题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动字幕翻译中的潜力。随后，我们将呈现一项对比粉丝字幕译者与两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所产出字幕的案例研究。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将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和提示词在自动字幕翻译中的作用。

2  字幕翻译与人工智能技术

2.1  字幕翻译中的常见挑战

字幕翻译很少是对源语文本的完全字面直译（Guillot, 2020）。鉴于字幕在时间和屏幕空间上的限制，加之视听内容的多模态复杂性，其他文本体裁中通常遇到的挑战在字幕翻译中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视听翻译研究人员已经对双关语（Aleksandrova, 2019）、文化专有项（Pedersen, 2007）、幽默（Pozo, 2021）以及口语语篇特征（Chaume, 2004）等关键字幕挑战进行了广泛研究。在单单一章中不可能涵盖所有字幕翻译问题，因此我们将焦点限制在文献中普遍讨论的三种字幕挑战：文字双关、多模态幽默和口语特征。

文字双关（如双关语和多义词）对字幕译者构成了严峻的挑战。Chiaro（2010）强调了翻译基于语言文字双关的幽默之难度。由于它往往根植于源语言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因此很难找到等值的翻译。Schauffler（2015）将文字双关的字幕翻译描述为“在保持对源语文本的形式忠实……与通过选择最风趣的选项来保留喜剧价值之间的两难困境”（p. 230）。在她的接受度实验中，Schauffler（2015）对比了幽默的两种字幕版本的效果：一种是以目标语为导向、优先传递幽默；另一种则是以源语为导向、更加忠实于源语对话。结果表明，以目标语为导向的字幕更受目标受众的欢迎，这凸显了在文字双关字幕翻译中创造力的重要性。

除了源于文字双关的言语幽默外，多模态幽默给字幕译者带来了另一道障碍。多模态幽默通常指不同符号模态（如言语和视觉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喜剧效果。例如，Barrera-Rioja（2023）考察了情景喜剧《摩登家庭》的目标语字幕如何处理受视觉限制的文字游戏/幽默。研究发现，直译和替换是最常用的两种策略，而再创造则是最不常用的策略。与此相关，Lautenbacher（2012）发现，失去言语与视觉幽默之间的联系可能会改变目标观众的注视模式，这表明在翻译多模态幽默字幕时应当考虑以目标语为导向的方法。

关于在字幕中如何呈现重复或不完整话语等口语特征，视听翻译研究人员持有不同的观点。书面文本由于更为正式且需要更长的处理时间（Díaz-Cintas & Remael, 2021），往往促使字幕译者为了简洁而省略口语语篇的特征（Chaume, 2004）。然而，在虚构类体裁（如电影和电视剧）中，这些口语特征是有意包含的，以模拟自发对话并促进人物性格塑造。在此语境下，在翻译中保留“预制口语”（Baños Piñero & Chaume, 2009）的某些要素可以保持原始对话的真实性与自然度。因此，虽然字幕翻译需要在文本简洁与保留口语特征之间寻求平衡，但将此类要素纳入字幕的决定应当根据具体体裁的要求进行策略性指导。

2.2  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字幕翻译中的潜力

以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日益精密化，极大地改变了交际与翻译领域。尽管机器翻译在字幕翻译中的应用已在视听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考察（例如，Bywood et al., 2017; Karakanta, 2022），但较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字幕翻译中的应用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Tian（2023）对机器生成字幕与人工翻译字幕的考察揭示了一个关键差距。在对比DeepL翻译器、有道翻译和ChatGPT（基于GPT-3.5）时，她观察到这些系统往往无法达到高质量字幕所预期的准确性和简洁性。这一发现支持了人类字幕译者在确保翻译质量方面始终不可或缺的观点。相反，Calvo-Ferrer（2024）的接受度实验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立观点。观众无法区分人工字幕与ChatGPT翻译的字幕，这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高度模拟类似人类的翻译产出。然而，当观众认为字幕是由非人类译者制作时，他们往往会给予较低的质量评价，这凸显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视听翻译任务中所面临的接受度挑战。

这些相互矛盾的发现指出了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字幕翻译应用中的重大研究空白。首先，提示词设计问题至关重要。这些研究所使用的简单提示词可能无法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因为包含不同细节维度的提示词（例如，角色设定提示词与翻译纲要提示词）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翻译质量（He, 2024）。因此，值得探索更复杂、上下文更丰富的提示词，以提升字幕翻译表现。其次，自动字幕翻译中视觉信息的缺失是上述研究所存在的一个显著局限。由于非言语线索是视听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Chen & Wang, 2019），将其排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翻译过程之外，限制了目标语字幕的准确性和多模态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对比能够与无法处理动态文本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表现，以便字幕译者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从而最大化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

3  粉丝字幕译者、ChatGPT与Gemini的对比案例研究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首要目标是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克服常见字幕挑战方面的表现。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设计，对比了粉丝字幕译者、ChatGPT以及谷歌双子座（Google Gemini）针对情景喜剧《摩登家庭》精选片段（见下文第3.2节）所生成的字幕。粉丝字幕来源于中国最著名的粉丝字幕社区之一——人人影视（YYeTs）（Wu, 2017）。他们为《摩登家庭》制作的字幕在中国观众中广受欢迎，这一点可从字幕分享网站“字幕库”（Zimuku）的大量下载量中得到印证。本研究所使用的ChatGPT模型为GPT-4，代表了最先进的语言处理与生成模型之一。字幕的第三个来源是谷歌Gemini 1.5 Pro，该模型以能够处理视频等动态文本的能力而著称。这三个来源使我们能够对人类以及能够/无法处理视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所生成的字幕开展全面的对比分析。

3.2  研究材料

如前所述，该案例研究的源语材料选自美国情景喜剧《摩登家庭》。该情景喜剧以巧妙的文字游戏和多模态幽默而闻名（Barrera-Rioja, 2023），因而给字幕译者带来了常见的字幕挑战。所选片段来自第5季第10集，主要人物包括卡姆（Cam）、米奇（Mitch）以及他们的养女莉莉（Lily）。该片段的大意如下：莉莉兴奋地表达了自己想要的圣诞礼物——一个“Puppy Pound”（小狗收容所，一种小狗玩偶的玩具收容所）。米奇对莉莉想要的礼物感到困惑；卡姆则发现莉莉在愿望清单上把“Puppy Pound”错拼成了“Guppy Pond”（古比鱼池，即米奇为莉莉准备的礼物）。卡姆竖起食指，强调莉莉只想要“一件”（one）礼物，但有人没买对。他缓缓弯下手指指向米奇。尽管米奇将卡姆的手势解读为指责，但卡姆打趣说这根手指仅代表数字“1”，并幽默地声称它只是“睡着了”。

该片段浓缩了几个典型的语际字幕翻译挑战：(a) 文字双关（“Puppy Pound”与“Guppy Pond”之间的混淆）；(b) 多模态幽默（卡姆的指认手势及其解释）；以及 (c) 口语特征（例如重复和不完整的话语，在米奇感到困惑时尤为明显）。这些元素为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富含幽默的复杂对话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语境。

3.3  提示工程

提示工程指为人工智能工具设计输入以生成期望输出或回应的实践，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交互与性能的关键维度（Liu et al., 2023）。有效的提示词设计已被证明能够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翻译质量。这包括整合关于源语文本的上下文信息（Peng et al., 2023），以及明确翻译的目的和目标受众（Yamada, 2023）。参考以往针对翻译任务的提示词设计（Calvo-Ferrer, 2024; He, 2024; Tian, 2023），本研究开发并测试了六种提示词。第一种提示词（P1B）为基础提示词，提供字幕翻译中常见的通用翻译指令和质量标准，如自然度、简洁性和连贯性（Künzli, 2021）。第二种提示词（P2C）更为详尽，提供了关于源语材料的上下文信息。在基础提示词的基础上，第三种提示词（P3F）指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充当粉丝字幕译者，而第四种提示词（P4P）则设定为专业字幕译者的角色，两者均详述了翻译的目的和目标受众。第五种提示词（P5CF）结合了P2C和P3F，而第六种提示词（P6CP）则整合了P2C和P4P。这些组合旨在探索在单个提示词中添加上下文和特定角色信息是否能够产出更高质量的字幕。由于我们对ChatGPT和Gemini都进行了测试，因此两者的提示词完全相同，只是Gemini的提示词增加了一项考虑视觉信息的要求。完整的提示词呈现在附录中。

3.4  分析程序

本对比案例研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进行：字幕准备与生成、客位对比分析以及主位对比分析。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客位分析是从研究人员的（旁观者式）视角进行的，而主位分析则是由研究人员假定为粉丝字幕译者的角色（局内人式视角）进行的。[1] 将这两种视角相结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动字幕翻译中的潜力。

为确保可比性，我们从人人影视的粉丝字幕版本中提取了带有SRT格式时间轴的英文字幕。为了生成自动字幕，每种设计的提示词均在一个全新的聊天界面中单独进行测试，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之前交互所产生的滞后效应。对于ChatGPT，字幕制作流程包括为每个提示词初始化一个新的聊天会话，并将英文字幕及其对应的时间轴作为一个连续、独立的文本块输入。这样做是为了让ChatGPT在翻译字幕时能够通盘考虑整个场景（Calvo-Ferrer, 2024）。Gemini遵循了类似的流程，但在ChatGPT提示词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专为Gemini定制的元素（见附录）。相应地，我们上传了源视频文件，以协助Gemini理解视觉语境。

在获得自动字幕后，我们重点围绕三种字幕挑战（文字双关、多模态幽默和口语特征）开展了客位对比分析。我们将英文源语文本与粉丝字幕译者、ChatGPT和Gemini生成的对应目标语文本进行了对齐。随后，我们对比了各目标语文本中的策略与交际效果，并按提示词和人工智能模型统计了可接受翻译的数量。作为客位分析的一部分，我们对结果进行了讨论，直至达成完全一致。

在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表现时，我们注意到文字双关对人类和人工智能译者而言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承担起粉丝字幕译者的角色，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创意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进行了主位分析。我们以表现较优的模型中表现最好的提示词之一（即Gemini P3F）作为基线。随后，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跟进问题，以启发解决文字双关的潜在创意。我们再次对Gemini提供的字幕建议进行了讨论，并在评估上达成了完全一致。作为分析的最后一步，我们亲自翻译了文字双关，以展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差异。

4  研究结果

4.1  文字双关

在选定的片段中，“Puppy Pound”这一术语构成了字幕翻译的一大挑战。“Pound”是一个多义词，通常指英国的法定货币单位（英镑）或重量测量单位（磅）。然而，在此语境中，它指的是小狗玩偶的玩具收容所。此外，“Puppy Pound”作为一种玩具概念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可能较为陌生，可能需要额外的解释或文化等值参照。粉丝字幕译者、ChatGPT和Gemini对该术语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如表8.1和表8.2所示。[2]

如表8.1第2行所示，粉丝字幕译者选择了创造性改译，将“Puppy Pound”译为“胖胖狗之家”。该译法不仅调整了文化参照以使其更易于中国观众理解，而且捕捉到了该术语作为动物收容所那般可爱、玩偶式的特征。

在六种提示词下由ChatGPT生成的所有翻译均将“Pound”错误地解读为重量单位（见表8.2），导致译出了“小狗磅”。这种字面直译的方法未能领会该词在语境中的含义，令目标观众感到困惑。相比之下，Gemini的翻译根据提示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P1B采用了借用策略，在提供英文原词的同时附带了文化调适后的翻译“小狗乐园”。P2C和P5CF提供了与P1B相同的文化适切翻译，但省略了英文原词。P3F将该术语译为“小狗窝”，同样有效地传达了为小狗提供温馨居所的概念。P4P没有翻译该术语，而P6CP则给出了一个可能带有冒犯意味的翻译“幼犬集中营”。

表 8.1  例1中的源语文本与粉丝字幕译文

字幕行数 源语文本 粉丝字幕译文

1 [Mitch] I‑it’s not on your list. 礼物单上没有这个
2 [Lily] Yes, it is. “Puppy Pound.” 有啊 在这儿 “胖胖狗之家”
3 [Cam] Oh, no! She put a “P” backwards. 不是吧 她把“P”写反了
4 [Cam] And, honey, there’s a “u” in “Pound.” 而且亲爱的 “Pound”里有字母“u”
5 [Cam] This says “Guppy Pond”! 这写的是“古比鱼池”
6 [Mitch] “Guppy Pond”! 古比鱼池

表 8.2  例1第2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版本

提示词 GPT‑4 Gemini 1.5 Pro

P1B 有的，“小狗磅”。 在呀。“Puppy Pound” (小狗乐园)。
P2C 有的，就是“小狗磅”。 有的。“小狗乐园”。
P3F 有的，就是“小狗磅”。 有的，就在这。“小狗窝”。
P4P 是的，有的。“小狗磅”。 有的，“Puppy Pound”。
P5CF 有的，“小狗磅”。 是的，它在。“小狗乐园”。
P6CP 有的，“小狗磅”。 有的，“幼犬集中营”。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Puppy Pound”与“Guppy Pond”的文字双关。拼写混淆在英语中引发了幽默的误解，这在中文中需要富有创造力的呈现。由于在反写字母“p”的翻译上，粉丝字幕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版本之间并无差异，因此在此不作讨论。关于缺失的字母“u”，如表8.1和表8.3所示，粉丝字幕译者和大多数生成式人工智能提示词生成的翻译均直接将英文单词纳入目标语字幕中。Gemini在P3F和P6CP下观察到了两个例外。这两个字幕版本试图解释中文词语“窝”和“集中营”中缺失的“u”，但未能清晰地传达原始的文字双关。还应当指出的是，粉丝字幕译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译文（甚至是语义忠实的译文）在中文翻译的语境内部均缺乏连贯性。

表 8.3  例1第4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版本

提示词 GPT‑4 Gemini 1.5 Pro

P1B 亲爱的，“Pound”里有个“u”。 还有，宝贝，“Pound”里面有个 “u”。
P2C 亲爱的，“Pound”里有个“u”。 还有，亲爱的，“Pound”里有个“u”。
P3F 而且，亲爱的，“Pound”中有个“u”。 还有，亲爱的，“窝”里有个“u”。
P4P 而且，亲爱的，“Pound”中有个“u”。 还有，宝贝，“Pound”里面有个“u”。
P5CF 而且，亲爱的，“Pound”中有个“u”。 还有，亲爱的，“Pound”里有个“u”。
P6CP 亲爱的，“Pound”中有个“u”。 而且，亲爱的，“集中营”里有个“u”。

“Guppy Pond”的翻译展示了粉丝字幕译者、ChatGPT和Gemini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如表8.1和表8.4所示。粉丝字幕译者进行了音译：“古比鱼池”。在ChatGPT内部，来自P1B和P5CF的翻译“小鱼池”聚焦于尺寸，暗示这是一个微型池塘，这在语境上是恰当的。来自P2C和P6CP的目标术语“鳅鱼池”和“金鱼池”则错误地表述了具体的鱼类品种。P3F使用了“鱼缸”一词，指代了一种不同的盛鱼容器，这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它暗示的是室内水族箱而非池塘。P4P中译为“鱼苗池”可能暗示着孵化鱼类的地方，对于一份礼物而言听起来过于严肃。Gemini始终将该术语翻译为“孔雀鱼池塘”，这是语义上的中文等值对应词；但它忽视了原词的文字双关。看起来，粉丝字幕译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翻译大体上都未能有效再现文字双关，主要都局限在字面意义上。

表 8.4  例1第5行和第6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版本

提示词 GPT‑4 Gemini 1.5 Pro

P1B – 这写的是 “小鱼池”！ – 小鱼池！ – 这写的是 “Guppy Pound” (孔雀鱼池塘)！ – Guppy Pond！
P2C – 这写的是 “Guppy Pond”！ – 鳅鱼池！ – 这写的是 “孔雀鱼池塘”！ – 孔雀鱼池塘！
P3F – 这写的是 “Guppy Pond”！ – 鱼缸！ – 这写的是 “孔雀鱼池”！ – 孔雀鱼池！
P4P – 这写的是 “Guppy Pond” – 鱼苗池！ – 这写的是 “Guppy Pond”！ – “Guppy Pond”！
P5CF – 这写的是 “小鱼池”！ – 小鱼池！ – 上面写的是 “孔雀鱼池塘”！ – 孔雀鱼池塘!
P6CP – 这写的是 “金鱼池”！ – 金鱼池！ – 这里写的是 “孔雀鱼池塘”！ – 孔雀鱼池塘！

4.2  多模态幽默

在选定的片段中，卡姆的话语和视觉手势相互配合，共同促成了多模态幽默。这是字幕翻译实践中的典型挑战，需要娴熟地传递视觉和言语信息。这正是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处理富含多模态特征的文本时表现出差异的地方（见表8.5和表8.6）。

粉丝字幕译者的翻译展现出了对视觉语境和多模态线索重要性的敏锐意识。如表8.5第1行所示，通过在‘你在“指”责我’中的汉字“指”字外加上双引号，粉丝字幕巧妙地突出了该汉字的双重含义——既指“用手指指点”，又指“指责/责怪”。这不仅保留了原对话中的幽默，而且可以说通过使视觉手势与言语指责产生明确关联而强化了幽默效果。

表 8.5  例2中的源语文本与粉丝字幕译文

字幕行数 源语文本 粉丝字幕译文

1 [Mitch] You’re pointing fingers. 你在“指”责我
2 [Cam] No. It’s still a “1.” 不 这还是个“1”
3 [Cam] It just fell asleep on the job. 只不过它偷懒睡着了

表 8.6  例2字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版本

提示词 GPT‑4 Gemini 1.5 Pro

P1B – 你在指责别人。 – 不。这仍然是”1” – 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 – 你就是在指责我。 – 没有，这还是 “1”。 – 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
P2C – 你在指责人。 – 不，这还是“1”。 – 它只是在工作中睡着了。 – 你就是在指责我。 – 没有，这还是“1”。 – 它只是打了个瞌睡。
P3F – 你在指责我。 – 不。这仍然是“1” – 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 – 你就是在指责我。 – 不，还是“1”。 – 它只是睡着了而已。
P4P – 你在指责别人。 – 不。这仍然是“1” – 它只是在工作中睡着了。 – 你在指责我。 – 没有啊，它还是“1”啊。 – 只是打瞌睡，没做好本职工作而已。
P5CF – 你在指责别人。 – 不。这仍然是“1” – 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 – 你在指责我。 – 不，它仍然是一个。 – 它只是在工作中睡着了。
P6CP – 你在指责别人。 – 不。这仍然是“1” – 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 – 你在指名道姓。 – 没有，还是“一”， – 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

相比之下，ChatGPT提供的大多数翻译（如“你在指责别人”）忽略了具体的指责对象（米奇），冲淡了卡姆指控的幽默效果。ChatGPT内的P3F提示词以及Gemini的大多数提示词（从P1B到P5CF）通过明确将米奇作为指责对象，对语境给出了更好的解读，例如“你在指责我”和“你就是在指责我”。然而，Gemini的P6CP翻译“你在指名道姓”与语境并不吻合。

至于卡姆对其指认手势的解释，粉丝字幕将其译为“只不过它偷懒睡着了”，通过赋予手指独特的性格与意图，创造性地传达了幽默感。ChatGPT始终将其翻译为“它只是在工作时睡着了”（或“它只是在工作中睡着了”）。虽然该翻译传达了原文的主要信息，但听起来略显不自然，因为中文短语“在工作中”并不符合手指的语境。部分Gemini提示词（P1B、P4P、P5CF和P6CP）也给出了类似的字幕版本。Gemini在P2C中生成的“它只是打了个瞌睡”以及在P3F中生成的“它只是睡着了而已”，则是两个符合语境的恰当翻译。

4.3  口语特征

在口语特征的字幕翻译方面，观察到了三个要素：重复、叹词和不完整话语。为了翻译这些口语特征，粉丝字幕译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表8.7所示，粉丝字幕译者将重复的“I’m”翻译为“我 抱歉”，在汉字“我”与“抱歉”之间留出空格，以再现米奇的犹豫。六个ChatGPT提示词生成了类似的字幕“我——我很抱歉”，保留了“我”的重复。Gemini的六个翻译普遍将该短语译为“我…抱歉”，使用省略号来体现源语文本中的口语细微差别。然而，在处理重复的“a‑a‑a”时，无论是粉丝字幕译者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未在目标语字幕中复现该重复。看来，在字幕中呈现重复或犹豫的决定是根据语境选择性作出的。

表 8.7  重复现象的源语文本与目标语字幕

文本 重复1 重复2

ST [Mitch] I’m – I’m sorry. Your what? [Mitch] Honey, you never mentioned a‑a‑a puppy pound.
Fansubber 我 抱歉 你说你的什么 亲爱的 你从没提过什么胖胖狗之家啊
ChatGPT 我——我很抱歉。你的什么？ 亲爱的，你之前没提过小狗磅。
Gemini 我…抱歉，你的什么？ 宝贝，你从没提过什么 Puppy Pound 啊。

表 8.8展示了叹词和不完整话语字幕翻译的一个例子。米奇以叹词“um”开头，并在说完“Christmas”一词之前以“C”中断，表明了他的沮丧。粉丝字幕译者选择省略叹词，但通过“亲爱的 今天是圣”捕捉到了句子的不完整性（“圣”是“圣诞节”的第一个汉字）。六个ChatGPT提示词生成的字幕通过使用中文等值词“呃”来处理叹词“um”，但在翻译中保留了字母“C”，这可能会使目标受众感到困惑。Gemini在所有提示词下的翻译同样使用“呃”对应“um”，但将“it’s”误译为“这叫…”。

表 8.8  叹词与不完整话语的源语文本与目标语字幕

文本 示例

ST [Mitch] Um, honey, it’s C‑‑
Fansubber 亲爱的 今天是圣
ChatGPT 呃，亲爱的，那是C——
Gemini 呃，亲爱的，这叫…

4.4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创意的可能性

在对粉丝字幕译者与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发现文字双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字幕挑战。如第3.4节所阐述，我们从粉丝字幕译者的主位视角出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创意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意识到文字双关（“Puppy Pound”与“Guppy Pond”）与拼写错误的单词有关，我们希望利用汉字书写系统的典型特征（如笔画和偏旁部首）来重塑该文字双关。因此，在表现更好的平台（Gemini）上，并基于P3F（在文字双关和多模态幽默方面表现最佳之一）所激发的产出，我们提出了三个信息日益具体的跟进问题以模拟头脑风暴过程。结果汇总于表8.9中。Gemini提出的想法并非特别有用。例如，“泡泡狗乐园”与“古灵鱼塘”在汉字字形上看起来并不相似，因而未能复现文字双关。表8.9中的第三个版本无异于人工智能幻觉，因为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圐”和“浘”等字如同乱码一般令人费解。

作为分析的最后一步，我们依靠人类智能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尝试（见表8.10）。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版本是完美的，但它有助于说明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在尝试归化策略时可能存在的差异。如前所述，我们希望利用汉字书写系统来重塑文字双关。“狗崽崽”和“钩鱼鱼”在字形上看起来十分相似，如果偏旁部首混淆且字迹潦草，相似度则更高。不可否认，我们的译文并未传达“pound”和“pond”的原始含义，但我们坚持认为它合理地平衡了“语义负荷与幽默负荷”（Pozo, 2021, p. 133），因为动物的核心含义（狗和鱼）以及错别字双关都得以保留。此外，叠字的使用听起来朗朗上口且亲切可爱，在文体风格上与关于礼物的父女对话保持一致。

表 8.9  启发创意的跟进提示词

跟进提示词 示例产出

你能利用汉语的表意资源重塑“Puppy Pound”和“Guppy Pond”中的文字双关吗？ 泡泡狗乐园 古灵鱼塘

你能利用汉字书写系统（如笔画、偏旁部首）来重塑“Puppy Pound”和“Guppy Pond”中的文字双关吗？ 小犬园地 鱼苗水池

你能从以下诗歌翻译中汲取灵感，重塑“Puppy Pound”和“Guppy Pond”中的文字双关吗？
英文原版：l(a / le / af / fa / ll / s) / one / l / iness
中文翻译版：孑(一 / 口 / 十 / 艹 / 洛一 / 卜）/ 瓜 / 犭/ 虫* 犬囝口圐 鱼苗水浘

*注：这是E. E. 卡明斯（E. E. Cummings）的诗作及李（Li, 1998）的翻译版本。在输入Gemini时，它们是以换行形式呈现的，在此处用斜杠表示以节省空间（原始呈现形式见Li, 1998, pp. 205–206）。

表 8.10  作者尝试对文字双关进行的归化处理

源语文本 作者尝试 回译

[Lily] Yes, it is. “Puppy Pound.” 有啊 “狗崽崽” 有啊。“小狗仔”
[Cam] Oh, no! She put a “P” backwards. 她写错犭字旁了 她把反犬旁写错了。
[Cam] And, honey, there’s a “u” in “Pound.” 而且你字也写潦草了 而且你的字迹很潦草。
[Cam] This says “Guppy Pond”! 我看到的是“钩鱼鱼” 我看到的是“钓鱼鱼”！

5  讨论

5.1  粉丝字幕译者的比较优势

对比粉丝字幕译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的字幕，我们的案例研究发现，粉丝字幕译者展现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难以复制的创造力以及对文化和多模态细微差别的敏锐洞察力。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粉丝字幕译者在‘你在“指”责我’中的“指”字上添加了双引号（见表8.5）。显然，粉丝字幕译者发挥了其创造性主体能动性，并将双引号作为“正字排印资源”（Díaz-Cintas, 2018, p. 142），以吸引观众注意言语文本与视觉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我们指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助我们（假定为粉丝字幕译者的主位视角）构思字幕文字双关的创意解决方案，但Gemini给出的产出并无实质助益。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人类智能，利用汉字书写系统中的偏旁部首和字形来归化该文字双关。人人影视粉丝字幕译者所运用的正字排印资源以及我们所发掘的表意文字资源，都是超越源材料限制的能动性尝试。这些都呼应了Pozo（2021）的观察，即“创造力在视听翻译中发挥着突出作用”（p. 133）。复杂语言和/或多模态元素的字幕翻译可能仍需要密集的人力投入。粉丝字幕译者通常将观影体验置于单纯的语际转换之上（Pérez-González, 2014），具备更为深刻的语境理解力，更有能力打造在文化、多模态及情感层面与目标受众产生更佳共鸣的翻译。

5.2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与提示词的表现

ChatGPT（基于GPT-4）和谷歌Gemini Pro 1.5在六种设计提示词下的表现汇总于表8.11中。需要说明的是，口语特征未包含在该表中，因为ChatGPT和Gemini表现相同：它们保留了犹豫和叹词，省略了重复，并误译了不完整话语。这一模式与以往的观察相符，即机器翻译比字幕译者保留了更多的口语特征（Hagström & Pedersen, 2022）。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生成式人工智能遵循内部指南并浓缩口语特征，就需要在提示词中包含更具体的指令。

表 8.11  ChatGPT与Gemini在不同提示词下的字幕翻译表现

提示词 多义词（“Pound”） 文字双关（“Guppy Pond”） 视觉语境（“指出手指”） 多模态幽默（数字“1”睡着了）
ChatGPT Gemini ChatGPT Gemini ChatGPT Gemini ChatGPT Gemini

P1B   *
P2C   *
P3F    
P4P *
P5CF   *
P6CP

注：星号（*）表示语境上可接受的翻译。

表8.11显示，Gemini在应对文字双关和多模态幽默等典型字幕挑战方面总体上优于ChatGPT。这可能归因于Gemini的多模态训练，这印证了推测的优势，即结合言语内容纳入多模态信息能够提升翻译质量（Liu et al., 2021; Sulubacak et al., 2020）。这也再次证实了非言语线索在视听内容字幕翻译中的重要性（Díaz-Cintas & Remael, 2021; Lautenbacher, 2012）。当孤立地看待言语信息时，翻译脱离了多模态语境并忽视了言语与视觉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ChatGPT生成误导性或不恰当的字幕。

关于六种提示词的有效性，P2C和P3F产出了更高质量的字幕。这表明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关于源材料的详细上下文信息，或指明粉丝字幕译者的角色、目的和目标受众，可以提高字幕翻译质量（类似观察参见 Peng et al., 2023; Yamada, 2023）。这种提升可能归因于语言处理相关性与领域专有性的增强（Liu et al., 2023）。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所有元素整合在一个提示词中就能获得最佳产出。例如，整合了P2C和P3F的提示词P5CF（原文为P6CF）并未产生最佳结果。这表明组合提示词的益处可能存在一个阈值，这可能是由于提示词内部过度具体化或指令冲突所致。组合提示词还可能导致人工智能信息过载，或削弱其在创造性翻译选择上的灵活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设定为粉丝字幕译者角色的提示词（P3F）优于设定为专业字幕译者的提示词（P4P）。这可能是因为粉丝字幕译者的翻译更易于用于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假定规模更大的语言数据可能会改善自动字幕翻译的表现。此外，粉丝字幕译者以其创造力著称（Díaz-Cintas, 2018），这一角色设定可能激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采用更多超越专业字幕译者常规手段的创新字幕策略。当然，这两种解释都需要未来包含更系统经验证据的研究来加以证实。

5.3  对自动字幕翻译的实践启示

我们的研究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自动字幕翻译具有三项实践启示。首先，字幕译者应当选择能够处理动态文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以获得更高质量的自动字幕。Bywood等（2017）指出了“字幕行业对拥抱[机器翻译]技术显然缺乏兴趣”（p. 494）。我们关于ChatGPT的研究发现可以进一步解释字幕译者的冷淡态度：局限于静态文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与典型的机器翻译技术一样，未能将视觉信息与言语信息结合考虑。如果不充分重视视听文本的多模态属性，字幕质量将无法令人满意。

其次，提示工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翻译质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包含上下文信息或粉丝字幕译者角色设定的提示词能够产出更好的字幕。然而，提供的信息越多并不意味着生成的质量越好。在上下文提示词与粉丝字幕译者角色提示词之间，字幕译者在生成自动字幕时可以从后者开始尝试。这可以节省以下时间：(a) 试验不同提示词的时间，以及 (b) 观看整个视频以提供上下文信息作为提示词一部分的时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实用建议是基于我们的案例研究审慎提出的。未来应当收集来自不同视听体裁的更大规模经验数据样本，以证实其有效性。

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产出符合特定用途的字幕，但无法取代人类译者。与Bywood等（2017）和Sandrelli（2024）一致，我们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加快字幕制作流程并提高生产力。其应用尤其适用于可能需要在视听内容播出后24小时内争相发布字幕的字幕组（Wu, 2017）。当速度被置于优先地位时，Gemini可以成为一种符合特定用途的解决方案，因为它生成的字幕通常是可接受的，且仅需要轻度译后编辑。然而，如果字幕旨在用于发行DVD或最大化观影体验，那么文字双关和多模态幽默问题应当由字幕译者仔细核查并创造性地予以解决。

6  结论

我们的案例研究对比了粉丝字幕译者、ChatGPT与Gemini在为《摩登家庭》精选片段制作字幕时的表现。我们发现：(a) Gemini在处理典型字幕挑战方面优于ChatGPT；(b) 包含上下文信息或粉丝字幕译者角色设定的提示词似乎能产出更好的字幕。然而，在应对典型字幕难点时，这两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逊色于粉丝字幕译者的创造性主体能动性。虽然我们并非旨在将这些基于案例的定性发现推广至所有的自动字幕翻译表现，但我们相信它们在合理启发未来实证研究所要检验的假设方面大有裨益。例如，由于我们的研究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字幕翻译，因此了解更高程度的自动化是否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参见 Sandrelli, 2024）。通常，字幕制作工作流程涵盖转录、打轴和翻译。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比Gemini在促进转录（利用自动语音识别）和打轴（利用自动切分，参见 Karakanta, 2022）方面是否也优于ChatGPT。对比结果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字幕译者在无自动化、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工作流程中所需投入的精力。这些实证研究发现有助于更为深入细致地理解在字幕翻译实践中何时以及如何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协同使用，而非取而代之。

附录

本研究开发与测试的提示词：

提示词 1 基础版（P1B）

你将获得一组带有时间轴的字幕。在不修改时间轴的前提下，将字幕从英语翻译成简体中文。确保译文自然、易懂、连贯且简洁。

提示词 2 上下文版（P2C）

你将获得一组带有时间轴的字幕。它们摘自美国情景喜剧《摩登家庭》。该情景喜剧的一些典型特征包括双关语、文字双关、文化专有项、反讽以及言语和视觉幽默。在不修改时间轴的前提下，将字幕从英语翻译成简体中文。确保译文自然、易懂、连贯且简洁。

提示词 3 粉丝字幕译者版（P3F）

你是一名粉丝字幕译者。你将获得一组带有时间轴的字幕。在不修改时间轴的前提下，将字幕从英语翻译成简体中文。确保译文自然、易懂、连贯且简洁。该译文旨在供广大中国观众理解和欣赏视听内容。

提示词 4 专业字幕译者版（P4P）

你是一名专业字幕译者。你将获得一组带有时间轴的字幕。在不修改时间轴的前提下，将字幕从英语翻译成简体中文。确保译文自然、易懂、连贯且简洁。该译文旨在供广大中国观众理解和欣赏视听内容。

提示词 5 上下文 + 粉丝字幕译者版（P5CF）

你是一名粉丝字幕译者。你将获得一组带有时间轴的字幕。它们摘自美国情景喜剧《摩登家庭》。该情景喜剧的一些典型特征包括双关语、文字双关、文化专有项、反讽以及言语和视觉幽默。在不修改时间轴的前提下，将字幕从英语翻译成简体中文。确保译文自然、易懂、连贯且简洁。该译文旨在供广大中国观众理解和欣赏视听内容。

提示词 6 上下文 + 专业字幕译者版（P6CP）

你是一名专业字幕译者。你将获得一组带有时间轴的字幕。它们摘自美国情景喜剧《摩登家庭》。该情景喜剧的一些典型特征包括双关语、文字双关、文化专有项、反讽以及言语和视觉幽默。在不修改时间轴的前提下，将字幕从英语翻译成简体中文。确保译文自然、易懂、连贯且简洁。该译文旨在供广大中国观众理解和欣赏视听内容。

Gemini专用提示词

你还需要理解所提供视频中的视觉语境，并确保翻译的字幕与视频中的屏幕信息（如动作和面部表情）保持一致。

注释


[1]: 关于客位（etic）与主位（emic）视角的探讨，参见 Rose 等（2020）。 ↩




[2]: 表格中展示的所有源语文本与粉丝字幕文本均来源于字幕分享网站“字幕库”。由于篇幅限制，表8.1–8.8中未提供完整中文文本的回译，但在正文中对包含比较焦点的文本片段进行了解析与回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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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LM）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变革语言服务的格局，并重塑人类译者的角色。随着能够生成高质量机器翻译（MT）输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译后编辑（PE）已成为专业译者的主流工作流。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当前仍迫切需要开展研究，以优化人与ChatGPT的交互，并简化适应这些技术转变的工作流。

自OpenAI于2022年11月发布以来，ChatGPT（GPT-3.5）因其执行包括机器翻译在内的广泛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能力而备受瞩目。ChatGPT基于最初为神经机器翻译（NMT）开发的Transformer架构构建，利用海量文本语料库生成跨多个语对的高质量翻译（Vaswani et al., 2017）。通过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相结合，ChatGPT提升了生成连贯且切合语境的译文的能力，使其成为翻译行业中有价值的工具。近期发布的GPT-4进一步提升了这些能力，在语言掌握度方面引入了显著改进，这与翻译任务尤为契合。

近期的评估表明，GPT-3.5和GPT-4在机器翻译任务中表现优异。Intento于2023年4月发布的评估发现，GPT-3.5和GPT-4跻身第一梯队，与谷歌、DeepL和亚马逊等商业引擎并驾齐驱，特别是在以英语为源语的翻译中（Intento, 2023）。该对比基于涵盖9个领域和22个语对的COMET（语义相似度）评分（Rei et al., 2020）。同样，Cady等（2023）对比了七个机器翻译系统在3,000个英汉双向翻译句对上的表现，发现GPT-3.5和GPT-4与其他主流机器翻译系统旗鼓相当。Jiao等（2023）评估了GPT-4相对于GPT-3.5的机器翻译能力，发现GPT-4在六个语对上均取得了显著提升，证明其在富资源语言和低资源语言上均具有与主流商业系统竞争的实力。

尽管取得了这些技术进步，但所有数据驱动的大语言模型（包括ChatGPT）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潜在偏见、因训练数据局限导致的失真或信息过时（Liu et al., 2023; Ray, 2023）。因此，人类审校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专业翻译语境中，依然无可替代（Siu, 2023）。对于法律、酒店业和医疗卫生等高准确度要求的文本而言，这种人工干预尤为关键，在这些领域中，对机器翻译输出进行细致的审阅与译后编辑不可或缺。因此，译后编辑越来越被视作专业译者工作流的基础组成部分，彰显出技术进步与人类专业素养之间的紧密互动。

在专业环境中，机器翻译输出通常被整合到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等实用平台中，使专业译员能够在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开展译后编辑任务。这些任务包括识别并修正机器生成文本中的错误、直接在CAT工具界面内检索正确的专业术语，以及利用外部网络资源。此外，译后编辑任务通常必须遵循翻译指南中规定的特定质量标准（Zou et al., 2022）。

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项目设计中，一项关键考量是确定所遵循的具体指南（Pérez, 2024）。关于译后编辑的适宜质量层级以及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中应付出的努力程度，学界与业界仍存在持续讨论（Nunziatini & Marg., 2020）。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区分深度译后编辑（FPE）与轻度译后编辑（LPE）（Nitzke & Hansen-Schirra, 2021）。深度译后编辑要求对机器翻译初稿进行彻底编辑以确保高质，而轻度译后编辑则允许保留更多的原始机器翻译输出，往往能减少认知努力，但可能会降低译文质量（Koponen, 2016）。

虽然以往研究对基于神经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提供了宝贵见解（Koponen, 2016; Nitzke & Gros, 2021），但对于译后编辑指南如何影响借助GPT进行的译后编辑过程与产物，仍缺乏足够的认识。鉴于GPT-4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有望生成更高质量的机器翻译初稿，从而可能促使更多领域采用轻度译后编辑来提升效率，因此这一空白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探讨轻度与深度译后编辑指南如何影响学生译员与ChatGPT的交互。先前研究表明，新手译者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始终如一地遵循轻度与深度译后编辑之间的界限（Daems et al., 2016）。例如，学生译员在遵循抽象的译后编辑指南时，可能难以在努力程度、生产力与译文质量之间取得平衡（O’Brien, 2011）。

此外，检索资源的可用性与类型对人类译者的效率与产出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检索方式——无论是通过专业术语库（TB）还是网络检索（IS）——都会从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对译者的译后编辑方式产生影响。Onishi与Yamada（2020）发现，专业译员比新手译者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网络检索，且目标语文本的准确性与这些检索的频率及彻底程度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当学生译员仅限使用单一类型的检索资源时，尤其是在译后编辑由ChatGPT生成的翻译初稿时，其翻译质量会受到何种影响？

本研究旨在通过复现语言服务行业中专业译员的真实工作环境来弥补这些研究空白。研究考察了在处理GPT-4的机器翻译初稿时，不同译后编辑指南（LPE与FPE）和检索资源（TB与IS）如何影响学生译员的表现。通过考察学生译员的译后编辑表现与行为，本研究试图为优化译后编辑工作流提供启示，并明确翻译教学应如何培养学生译员有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必备技能。

本研究利用眼动追踪和按键记录技术，收集了翻译过程与产物数据，将指南要求和检索资源与学生的错误识别及错误纠错行为联系起来。该方法将深化我们对学生译员认知过程的理解，并为教学实践提供参考。此外，这种量化分析有助于在GPT辅助的译后编辑语境下更深入地理解学生译员的质量评估。

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  在处理GPT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时，不同的译后编辑指南（LPE与FPE）如何影响学生译员的错误识别与纠错？ 2  在GPT辅助译后编辑中，使用所提供的术语库或完全开放的网络检索如何影响学生的翻译准确度与流畅度？ 3  不同的检索资源（TB与IS）如何与译后编辑指南产生交互，进而影响学生译员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作时的翻译质量？

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本研究旨在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翻译过程这一日益拓展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并为大语言模型辅助翻译时代的翻译教学法与专业实践提供洞见。

2  方法

2.1  受试者

本译后编辑实验共有30名受试者参与，他们均处理了一组相同的四篇英文源语文本（ST）及其对应的由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受试者均为来自中国一所知名大学的翻译专业学生，平均年龄为23岁。所有受试者均表现出扎实的翻译技能与出色的英语水平。值得注意的是，84%的受试者已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的二级或三级笔译考试。其余受试者在全国英语专业考试（TEM）中成绩优异，在专业四级（TEM-4）和专业八级（TEM-8）考试中的得分均超过80%。所有受试者母语均为简体中文（L1），英语为其第二语言（L2）。

在实验开始前，受试者完成了一份详尽的问卷，以提供其个人背景信息，涵盖日常语言使用、语言学习经历、熟练度水平、翻译经验以及译后编辑经验等维度。前测问卷数据显示，受试者学习或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平均年限为14年（SD = 4.52）。此外，他们报告在经常使用英语的环境中具有平均3年（SD = 3.31）的沉浸式经历。在专业翻译（SD = 0.75）和译后编辑（SD = 0.6）方面，学生的平均经验均为0.37年。这一数据表明，他们的专业翻译工作主要涉及译后编辑，而非从头翻译或校对。此外，87%的受试者报告每年的翻译工作量不足50,000词。

2.2  实验材料

本实验选取的四篇英文源语文本（ST）摘自以往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协会（ATA）认证考试，每篇代表一个通用主题。这些文本在美国被公认为针对特定语对（如英译汉）译者的专业级评估材料（Koby & Champe, 2013）。每篇源语文本长度约为250词，包含约10个句段，在内容和复杂度方面具有高度可比性。如表9.1所示，各文本的可读性指数（Flesch-Kincaid年级水平）较为接近，确保了对所有受试者评估的均衡性。

为了生成实验所需的机器翻译初稿，本研究使用GPT-4将四篇源语文本翻译为简体中文。生成的目标语文本（TT）随后被导入提供给受试者的翻译记忆库（TM）中。用于GPT-4的提示词为：“You are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text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你是一名专业译员。请将以下文本从英文翻译为中文：<源语文本>。）

此外，本研究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库（TB），以便在特定译后编辑任务中为受试者提供支持。该术语库包含从源语文本中挑选出的13个在翻译中要求精确性与一致性的术语或短语。实验向受试者提供了英文源语术语及其对应的中文翻译（完整术语库见附录I）。

表 9.1  四篇源语文本（ST）描述

文本
主题
可读性指数
词数
句段数

1
福利
15.5
  260
11
2
旅游
12.3
  242
12
3
战争
13.9
  263
11
4
种族主义
15.2
  257
13
总计
1022
47

2.3  自变量

本实验设置了两个自变量：译后编辑指南和检索资源。实验为受试者提供了两类译后编辑指南：轻度译后编辑（LPE）和深度译后编辑（FPE）。轻度译后编辑指南注重实现可理解且准确的翻译，并不强制要求文体得体；而深度译后编辑指南则旨在生成与人工翻译无异的译文输出，对语法、句法和文体给予充分关注（详细译后编辑指南见附录II）。

此外，实验控制了两类检索资源：在Trados界面内提供术语库但不允许访问其他外部资源（TB），以及允许进行任意网络检索但在Trados界面内不提供术语库（IS）。受试者被分配到四项正交任务之一，这些任务结合了表9.2所列的变量组合。

在每项任务中，受试者都会逐句看到由GPT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这些初稿显示在Trados界面的目标语文本（TT）区域，形式类似于与翻译记忆库达到95%匹配的句段。这种设置确保了所有受试者在句段层面上处理的是完全相同的GPT-4原始输出。

在前测问卷结束后，受试者立即获得了针对这四篇文本的译后编辑指南。这些指南包含了ISO 18587（ISO, 2017）所界定的轻度与深度译后编辑定义。为防止顺序效应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每位受试者执行四项译后编辑任务的顺序均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同时保持任务间的既定轮换（即LPE-TB、LPE-IS、FPE-TB、FPE-IS）。

在术语库条件下，受试者可以在Trados界面的“术语库”板块中查看相关专业术语。当在源语句段中遇到与预设术语库匹配的术语时，受试者可直接在Trados工作台的右上角查阅该术语库。在网络检索条件下，受试者面对的是一个空的术语库（模拟0%匹配情境），并被要求使用独立的浏览器进行全面的网络检索。每位受试者的译后编辑实验结束后，浏览数据都会被清除，以确保所有实验场次的环境一致性。该方法高度模拟了译后编辑员的专业工作环境，从而强化了实验的生态效度（见图9.1）。

表 9.2  每位受试者的实验任务

要求/条件
术语库 (TB)
网络检索 (IS)

轻度译后编辑
LPE‑TB
LPE‑IS
深度译后编辑
FPE‑TB
FP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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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所有受试者的Trados工作界面

2.4  数据收集

30名学生受试者均独立使用Trados Studio 2019作为CAT工具完成实验，实验未设时间限制。数据显示，学生译员平均耗时4,745,578毫秒（SD = 1,429,801毫秒），即约79分钟完成四项译后编辑任务。在正式译后编辑任务之前，每位受试者均进行了一项热身模拟任务，旨在让他们熟悉实验环境与Trados界面。该模拟任务包含两个在可读性和句长上与正式任务相当的英文源语句段。模拟任务采用由GPT生成的简体中文机器翻译作为翻译记忆库，并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库。

在正式的译后编辑实验过程中，按键数据通过Trados的Qualitivity插件记录（RWS Group, n.d.），眼动数据则通过Tobii TX 300眼动仪配合Tobii Studio 3.3.2软件进行记录。尽管收集了眼动数据，但本研究并未对其进行分析。受试者在完成每篇文本的译后编辑后，还立即填写了修订版NASA任务负荷指数（TLX）量表，用以测量其自评翻译难度（Sun & Shreve, 2014）。

收集到的数据（包括按键、注视数据和产出时间）通过CRITT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CRITT TPR-DB）所提供的Trados-to-Translog-II接口进行转换与处理（Yamada et al., 2022; Zou & Carl, 2022; Zou et al., 2023）。由于操作失误，一位受试者在某一译后编辑场次中的数据（包含11个句段）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因此，最终数据集由30名受试者在四项译后编辑任务中生成的1,399个目标语句段组成。所有数据随后上传至CRITT TPR-DB，并基于TPR-DB生成的词级（使用ST表格）和句段级（使用SG表格）数据开展分析（Carl et al., 2016）。

2.5  质量评估

与以往依赖COMET和BLEU等自动评估指标的研究不同（Intento, 2023; Cady et al., 2023; Jiao et al., 2023），本研究采用人工标注来评估翻译质量。人工评估基于改编自ATA的标注框架进行，专门用于识别人工翻译错误的类型与严重程度。

从ATA考试中选取的源语文本经过精心设计，呈现出可能导致不同类别翻译错误的特定难点，从而与ATA的评分框架相契合。本实验的标注员获得了基于该改编框架的详细错误标注指南。错误被分为六大类：“误译”（Mistranslation）、“用法”（Usage）、“术语”（Terminology）、“语法”（Grammar）、“漏译/增译”（Omission/Addition）以及“其他”（Other）。前四类根据严重程度进一步细分为“严重”（Critical）和“轻度”（Minor）错误，最终形成十种不同的错误类型：严重误译、轻度误译、严重用法错误、轻度用法错误、严重术语错误、轻度术语错误、严重语法错误、轻度语法错误、漏译/增译以及其他错误。

人工标注流程同时应用于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以及30名学生受试者在四项译后编辑任务（LPE-TB、LPE-IS、FPE-TB和FPE-IS）中产出的1,399个目标语句段。该方法有助于全面分析受试者识别并修正GPT生成译文中错误的有效程度。共有十名标注员参与了人工评估，每个译后编辑句段均由两名标注员进行独立评估，以确保评估的可靠性与一致性。本研究通过计算加权Fleiss’ Kappa系数来检验标注员之间的评分者间一致性。总体而言，标注员在该数据集的所有句段上表现出高度一致（κ = 0.862）。

为消除潜在偏差，标注员对源语文本难度、所用机器翻译引擎、具体译后编辑任务以及受试者背景等元数据均处于盲审状态。标注序列经过随机化处理，并使用集成在CRITT TPR-DB中的YAWAT工具（Germann, 2008）在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词对齐组（AG）层面上标记错误。标注员首先对目标语文本与对应源语文本进行词级对齐，随后将错误归入相应的对齐组中。然而，对于漏译或增译错误，则无需进行词级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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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TPR-DB上的标注界面

例如，如图9.2所示，源语文本为：“On any given afternoon in San Francisco’s Marina district, dogs fill the streets and parks, the outdoor cafes and shops.” 受试者的译后编辑版本为：“在旧金山海港区的每一个午后，你都随处可见狗狗的身影，在街道，在公园里，在咖啡馆，在超市……”（字面对应：“Every afternoon in San Francisco’s Marina district, you can see dogs everywhere: on the streets, in parks, in cafes, in supermarkets…”）。短语“any given”被误译为“每一个”（every），被标记为轻度误译。此外，“shops”被不准确地翻译为“超市”（supermarkets），被标记为严重误译。用“随处可见”（seen everywhere）来翻译“fill”被认定为轻度用法错误。短语“你都”（you can）被记录为增译错误，因为它在源语文本中没有任何对应的词。

3  结果与讨论

在本研究中，翻译错误被归入两大类：“准确度”（Accuracy）错误，包括“误译”、“术语”和“漏译/增译”错误；以及“流畅度”（Fluency）错误，包含“用法”、“语法”和“其他”错误。根据严重程度，这些错误进一步细分为“严重”与“轻度”，从而形成四个错误子类别：“严重准确度错误”、“轻度准确度错误”、“严重流畅度错误”和“轻度流畅度错误”。这一分类有利于对受试者的翻译质量进行更为详尽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并能够与研究中得出的其他认知指标建立关联。

3.1  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与学生译后编辑版本的错误率

我们首先使用改编自ATA的人工标注框架，考察了GPT-4在47个目标语句段上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质量。如表9.3所示，GPT-4生成的错误中有66%被归类为流畅度错误，其中轻度用法错误最为普遍。其余34%为准确度错误，根据ATA错误分类法，主要表现为轻度误译错误。

然而，在学生进行译后编辑干预后，错误分布发生了显著转变。表9.3还显示，准确度错误此时占总错误的66%，包括误译错误（轻度18%，严重11%）、漏译/增译错误以及术语错误（轻度9%，严重8%）。与此同时，流畅度错误（主要为轻度用法错误）占剩余的32%。该对比表明，GPT-4最初生成的流畅度错误比例高于准确度错误，且轻度错误多于严重错误。尽管如此，在学生通过译后编辑进行干预后，不仅错误类型呈现出多样化，而且各类别及严重程度之间的错误数量分布也更为均衡。

3.2  学生的译后编辑表现

对不同译后编辑任务中错误数量的总体考察表明，学生的译后编辑表现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如图9.3所示，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平均每句段包含10.32个错误。在学生进行译后编辑干预后，错误数量减少了至少60%。图中代表GPT-4机器翻译初稿的最左侧小提琴图不仅展现了更宽的错误分布范围，还呈现出若干潜在的异常值，如延伸至小提琴主体之外的数据点所示。GPT-4机器翻译初稿输出中的这些变异可能源于源语文本的语义或句法复杂性。

随着图表向右展开，结果显示，相较于使用术语库（LPE-TB和FPE-TB），学生在使用网络检索（FPE-IS和LPE-IS）执行译后编辑任务时表现普遍有所下滑。弗里德曼检验及事后两两比较的结果表明，在应用邦弗朗尼校正后，除FPE-IS与LPE-IS任务之间外（p = 0.024 > 0.0083），各译后编辑任务每句段的平均错误数均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这表明，学生在GPT支持的译后编辑中的网络检索技能可能尚未充分发展。在无法进行网络检索的情况下，学生似乎能够更有效地专注于译后编辑任务，严格遵循翻译指南要求。这在FPE-TB任务中尤为明显，该任务中每句段平均错误数为2.73，显著低于在LPE-TB任务中观察到的每句段3.27个错误。

表 9.3  机器翻译初稿与译后编辑版本之间的错误分布对比（%）

错误类别
机器翻译初稿（GPT-4）
译后编辑版

准确度错误
  34.0
  66.0
  严重误译
    8.0
  11.0
  轻度误译
  16.0
  18.0
  严重术语错误
    2.0
    8.0
  轻度术语错误
    3.0
    9.0
  漏译/增译
    5.0
  20.0
流畅度错误
  66.0
  34.0
  严重用法错误
  12.0
    7.0
  轻度用法错误
  38.0
  15.0
  严重语法错误
    6.0
    4.0
  轻度语法错误
  10.0
    8.0
总计
100.0
100.0

关于学生译后编辑版本中不同子类别的错误数量，如图9.4所示，在FPE-IS与LPE-IS、FPE-TB与LPE-IS、FPE-IS与LPE-TB以及FPE-TB与LPE-TB之间均观察到了误译错误（Mist9n）的显著差异。然而，在FPE-IS与FPE-TB之间，或在LPE-IS与LPE-TB之间，误译错误数量均未见显著差异。类似地，在FPE-IS与LPE-IS之间，或在FPE-TB与LPE-TB之间，术语错误和严重流畅度错误的数量也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当针对这些错误类型对比FPE-IS与FPE-TB、以及LPE-IS与LPE-TB时，则显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发现表明，不同的检索资源显著影响了学生在术语和严重流畅度错误方面的译后编辑表现，而不同的翻译指南则主要影响其在误译错误方面的表现。

3.3  学生的译后编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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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不同译后编辑任务中每句段平均错误数

[image: Image]

图 9.4  学生在不同译后编辑任务中所犯错误的平均数量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译后编辑任务（LPE-TB、LPE-IS、FPE-TB、FPE-IS）中学生译后编辑版本与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中的错误，分析了学生译员如何与ChatGPT输出进行交互。译后编辑干预被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

a  无错误：机器翻译初稿无错误，学生译员未作修改。 b  引入错误：机器翻译初稿无错误，但学生译员引入了新错误。 c  保留错误：机器翻译初稿存在错误，学生译员未能识别并保留了原样。 d  修改错误：机器翻译初稿存在错误，学生译员虽已识别但未能正确修改。 e  消除错误：机器翻译初稿存在错误，学生译员正确识别并消除了该错误。

本研究进行了卡方检验以考察译后编辑任务（LPE-TB、LPE-IS、FPE-TB、FPE-IS）与译后编辑干预类型之间的关系。卡方统计量为55.41，自由度为12，p值约为1.53 × 10−7，表明学生在不同任务中的译后编辑干预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随后进行了事后分析，以进一步探讨译后编辑任务与译后编辑干预之间的关联。经邦弗朗尼校正后p值低于0.05的显著偏离标准残差如表9.4所示。

表 9.4  不同任务中译后编辑干预的标准残差

任务/干预
无错误
消除错误
引入错误
保留错误
修改错误

FPE‑IS
  0.54
  0.00
−0.16
−1.22
  0.00
FPE‑TB
−0.02
−1.47
−1.78
  1.12
  0.36
LPE‑IS
  1.02
−2.41
−1.78
−1.42
  0.60
LPE‑TB
−1.54
  3.88
  3.73
  1.51
−0.96

在LPE-IS任务中，“引入错误”类别呈现出显著的负残差（−2.41），表明学生在使用网络检索时引入新错误的可能性低于预期。相反，LPE-TB任务在“保留错误”（3.73）和“引入错误”（3.88）两个类别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残差，这表明学生在仅依赖术语库时更有可能保留或引入错误。然而，从第3.2节所示的学生译后编辑版本中各子类别的总错误数来看，与LPE-IS任务相比，LPE-TB任务每句段的总错误数更少，尤其是在术语和严重流畅度错误方面。这表明，尽管学生在使用网络检索时表现出避免引入新错误的基本检索能力，但仍需要更全面的检索能力（PACTE Group, 2003）来有效评估和整合信息，从而产出高质量的最终译文。避免引入新错误的能力固然重要，但这似乎只是实现最佳翻译效果所需的更广泛检索能力的一部分。

在LPE-TB任务中，与LPE-IS任务相比，学生倾向于保留并引入更多错误。例如，学生译员在LPE-TB任务中保留了21处由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错误，其中轻度用法错误占绝大多数（21处中的15处）。这一观察支持了第3.2节的分析，表明由于检索能力有限，网络检索可能需要学生耗费大量的认知努力。当学生无法使用网络检索时，他们可以将更多注意力分配给遵循译后编辑指南。轻度译后编辑指南强调译后编辑输出应当“可理解且准确，但不必在文体上尽善尽美”，并鼓励译后编辑员“尽可能多地保留机器翻译初稿输出”。因此，学生在LPE-TB任务下保留了更多的机器翻译错误。

关于引入错误，在LPE-IS任务的1,159个对齐组（AG）中，学生总共引入了38个错误。最常引入的错误类型是术语错误，包括12处轻度术语错误和5处严重术语错误。这表明，尽管部分原始机器翻译输出是正确的，但学生在进行在线搜索后却将其改成了术语不正确的版本。该发现表明，学生需要培养信息素养，并学会评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GPT生成的机器翻译输出。通过这样做，他们能够提升自身的检索能力，从而优化GPT支持的译后编辑过程与产物。

在LPE-TB任务中，与LPE-IS任务相比，学生引入了更多错误，总计达85个。最常引入的错误类型是严重误译错误（85个错误中的29处）、轻度用法错误和漏译/增译错误（各占23处）。错误多样性与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学生无法访问在线资源时），反映出双语能力以及对译后编辑指南深入理解上的欠缺。因此，学生往往倾向于过度编辑，尤其是在遵循轻度译后编辑指南的任务中。这一发现与Nitzke和Gros（2021）的研究一致，他们观察到当指南设定的质量门槛低于译者个人标准和文体偏好时，译者往往难以严格遵循。这表明，应培训学生根据每项任务的具体质量和效率要求调整其译后编辑策略，并增强其错误处理能力（Nitzke & Hansen-Schirra, 2021）。他们应当掌握评估GPT生成机器翻译输出的技能，以准确判断机器翻译输出是否存在错误，并根据当前任务的具体指南确定修改的必要性。

3.4  检索资源与译后编辑指南对学生译后编辑表现的交互效应

本研究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LMM）探讨检索资源与译后编辑指南对学生译后编辑产出中不同错误类型发生频率的交互效应。模型将检索资源（TB与IS）和译后编辑指南（LPE与FPE）作为固定效应，并将文本ID和受试者ID作为随机效应纳入。因变量“错误数量”分别针对全部错误综合、以及特定错误类型进行独立分析，包括：严重准确度错误、轻度准确度错误、严重流畅度错误和轻度流畅度错误。各错误类别的详细GLMM分析结果见附录III。

我们的分析表明，检索资源与译后编辑指南之间的交互效应仅对流畅度错误数量显著，包括严重流畅度错误和轻度流畅度错误。这些结果表明，检索资源对流畅度错误的影响取决于译后编辑指南的层级。然而，在不同译后编辑指南下，检索资源与准确度错误之间的关系保持相对一致。这种一致性意味着学生具备较好的策略能力，能够分析翻译纲领并理解译后编辑任务的具体要求。轻度译后编辑指南强调可理解性和准确性高于文体得体性，而深度译后编辑则要求更高水平的流畅度，要求译文在语法、句法和文体上均精确无误。

关于严重流畅度错误，轻度译后编辑指南与使用术语库之间的交互作用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与深度译后编辑相比，在轻度译后编辑下检索资源（TB与IS）之间严重流畅度错误数量的差异更小。两两比较表明，FPE-IS中的严重流畅度错误数量显著高于LPE-TB；LPE-IS中的严重流畅度错误数量显著高于FPE-TB和LPE-TB。这些发现证明，在轻度译后编辑指南下，使用术语库所导致的严重流畅度错误显著少于使用网络检索。相比之下，在深度译后编辑指南下，使用术语库与网络检索之间的严重流畅度错误数量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对于学生而言，深度译后编辑任务比轻度译后编辑任务具有更高的认知要求，且双语熟练度与检索能力对于取得良好的译后编辑表现同样至关重要。

对于轻度流畅度错误，轻度译后编辑指南与使用术语库之间的交互效应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与深度译后编辑相比，在轻度译后编辑下检索资源（TB与IS）之间轻度流畅度错误数量的差异更大。两两比较显示，FPE-IS中的轻度流畅度错误数量显著高于FPE-TB和LPE-IS。此外，LPE-TB中的轻度流畅度错误数量显著高于FPE-TB。这些结果表明，在轻度译后编辑指南下，使用术语库与网络检索之间的轻度流畅度错误数量并无显著差异。然而，在深度译后编辑指南下，与使用网络检索相比，使用术语库能够显著减少轻度流畅度错误。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在轻度译后编辑指南下倾向于容忍轻度流畅度错误。而当深度译后编辑下的认知负荷增加时，在翻译与信息查证之间分散注意力会对他们的译后编辑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结果表明，当要求进行轻度译后编辑时，使用术语库能更有效地减少学生译后编辑产出中的严重流畅度错误。此外，对于要求深度译后编辑的任务，术语库尤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轻度流畅度错误。

4  结语

本研究对GPT支持的译后编辑语境下30名学生译员的表现与行为进行了实证考察。实验使用Trados Studio模拟了专业工作环境，结合了包括轻度译后编辑和深度译后编辑在内的行业标准指南，并采用了源自既往ATA认证考试的高难度源语材料。

错误分布分析显示，与准确度错误相比，GPT-4生成的机器翻译初稿表现出更高的流畅度错误发生率，且轻度错误多于严重错误。学生受试者的译后编辑显著减少了总错误数量，但也使错误类型多样化，导致不同类别与严重程度之间的分布更加均衡。这表明，虽然学生译员擅长识别并修正GPT-4的翻译错误，但他们也可能引入新错误或改变原有错误，从而导致最终产出中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错误特征。

对不同任务中译后编辑表现的总体评估表明，学生的编辑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与机器翻译初稿相比，错误减少了至少60%。然而，当学生依赖网络检索而非特定术语库时，其表现有所下滑，这凸显了在GPT增强的译后编辑工作流中对有效利用网络资源进行针对性培训的必要性。提供专门的术语资源似乎能够提升学生对遵循译后编辑指南的专注度。

对学生译后编辑行为的分析揭示了不同任务之间的显著差异。LPE-IS任务（轻度译后编辑配合网络检索）引入新错误的情况较少，而LPE-TB任务（轻度译后编辑配合术语库）则表现出更高的错误保留与错误引入频率。这种模式表明，学生在资源访问受限的情况下可能面临困难，导致保留和引入错误的发生率较高，特别是在术语方面。在LPE-TB任务下出现严重误译、轻度用法错误以及漏译/增译错误，表明需要加强双语能力并加深对译后编辑指南的理解，以避免过度编辑。这些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相呼应，强调了制定切合特定任务要求的灵活译后编辑策略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错误处理能力与决策制定过程。

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检索资源与译后编辑指南对学生译后编辑表现的交互效应。检索资源与译后编辑指南之间的交互效应仅对流畅度错误显著，表明检索资源对流畅度错误数量的影响因译后编辑指南的层级而异。然而，在不同的译后编辑指南下，检索资源与准确度错误之间的关系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策略能力，能够有效分析翻译要求并理解译后编辑任务的具体规定。当要求进行轻度译后编辑时，与使用网络检索相比，使用术语库在减少学生译后编辑版本中的严重流畅度错误方面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当要求进行深度译后编辑时，使用术语库在最大程度减少学生译后编辑版本中的轻度流畅度错误方面更为有益。这些发现意味着深度译后编辑相较于轻度译后编辑对学生构成了更大的认知挑战，且双语熟练度与检索能力对于学生的译后编辑表现而言同等重要。

在轻度译后编辑指南下，学生更有可能容忍轻度流畅度错误，因为其重点在于可理解性而非流畅度。然而，当深度译后编辑下的认知负荷增加时，在翻译与查证之间分散注意力会对他们的译后编辑表现产生不利影响。与深度译后编辑相关的更高认知负荷可能会使学生的双语子能力和工具子能力承受压力，导致在依赖网络检索时相较于依赖术语库出现更多的轻度流畅度错误。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融入使翻译行业不断演进，为未来的译员配备有效与GPT驱动的机器翻译工具协作的必备技能至关重要。翻译教育者应当营造一种环境，使学生将这些工具视为互补的合作者而非竞争对手。通过结合人类译员与大语言模型的各自优势，学生可以在提高生产力与译文质量的同时，保持自身在翻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为此，翻译课程设置必须纳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和译后编辑技术的综合培训，强调对GPT生成译文的批判性评估与有效纠错。此外，检索技术、信息素养和术语管理等教学模块对于优化现有资源的使用并在译后编辑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引入错误至关重要。

最后，翻译专业培养方案应当让学生接触多样化的译后编辑场景与指南，提供针对调整策略与决策过程的专项培训，以满足多元的项目要求。通过培养适应能力与终身学习意识，教育工作者能够帮助学生在迅速发展的翻译行业中保持竞争力，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取得持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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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I：提供给受试者的术语库

源语文本 (ST) 目标语文本 (TT)

旧金山爱护动物协会

family dissolution 家庭解体 welfare recipients 福利受益人 partnership 伙伴关系 basic endowment 基本禀赋 Marina district 海港区 couture 高级时装 the San Francisco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no‑kill shelter 无杀戮收容所 James Serpell 詹姆斯·瑟普尔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eterinary School 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 guidance systems on missiles 导弹制导系统 segregated 种族隔离 aversive racism 厌恶型种族主义

附录 II：提供给受试者的译后编辑指南

轻度译后编辑（LPE）指南

轻度译后编辑通常用于最终文本非用于出版、且主要用于信息获取（即传达文本大意或主旨）的情况。在此译后编辑层级上，输出应当可理解且准确，但不必在文体上尽善尽美。在此译后编辑输出层级上，译后编辑员应侧重于：(a) 尽可能多地利用原始机器翻译输出；(b) 确保没有增添或遗漏任何信息；(c) 修改任何不恰当的内容；(d) 在语义错误或不明确时重组句子结构。

深度译后编辑（FPE）指南

在此译后编辑层级上，输出应当准确、可理解且文体得体，句法、语法和标点符号均正确无误。该层级译后编辑的目标是产出与人工翻译无异的译文。尽管如此，仍建议译后编辑员尽可能多地利用机器翻译输出。在此译后编辑层级上，译后编辑员应侧重于：(a) 确保没有增添或遗漏任何信息；(b) 修改任何不恰当的内容；(c) 在语义错误或不明确时重组句子结构；(d) 产出在语法、句法和语义上均正确的目标语内容；(f) 遵循拼写、标点和连字符规则；(g) 确保采用适合文本类型的文体，并遵守客户提供的文体指南；(h) 遵循格式规范规则。

附录 III：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结果

全部
严重准确度
轻度准确度

截距
1.251 (0.107)
0.019 (0.177)
−0.421 (0.156)*
检索：术语库
−0.433 (0.094)
−0.245 (0.176)
−0.517 (0.164)
要求：轻度译后编辑
−0.001 (0.092)
0.034 (0.174)
0.379 (0.154)
检索：术语库 * 要求：

0.152 (0.132)
−0.311 (0.250)
0.177 (0.224)

轻度译后编辑

AIC
7118.089
4657.110
4003.601
BIC
7149.550
4688.571
4035.062
对数似然
−3553.045
−2322.555
−1995.801
观测值数量
1399
1399
1399
分组数：

119
119
119

受试者任务

分组数：文本ID
47
47
47
方差：受试者任务

0.102
0.383
0.264

（截距）

方差：文本ID（截距）
0.331
0.715
0.516

严重流畅度
轻度流畅度

截距
−2.457 (0.329)
0.122 (0.158)
检索：术语库
−0.815 (0.391)
−0.823 (0.182)
要求：轻度译后编辑
0.461 (0.356)
−0.704 (0.180)
检索：术语库 * 要求：轻度译后编辑
−1.497 (0.594)
1.206 (0.257)
AIC
1424.400
4322.713
BIC
1455.861
4354.174
对数似然
−706.200
−2155.357
观测值数量
1399
1399
分组数：受试者任务
119
119
分组数：文本ID
47
47
方差：受试者任务（截距）
1.306
0.381
方差：文本ID（截距）
1.170
0.426

p < 0.001;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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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 与 刘源

1  引言

近几十年来，翻译领域无论是作为一门学术学科还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化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施密特（Schmitt, 2019）创造了“翻译4.0”（Translation 4.0）这一术语，以概括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颠覆性巨变。尽管翻译工作流向自动化的转变始于“技术转向”（Cronin, 2010; O’Hagan, 2013; Chan, 2017, p. 262）——该转向见证了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统计机器翻译（SMT）以及神经机器翻译（NMT）的融合——然而，近期基于大语言模型（LLMs）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兴起，引发了李（Lee, 2023）所描述的前所未有的“更为尖锐的对抗性”变革（p. 2）。

这一技术迅猛演进的时代不仅重塑了翻译实践，还对该领域既定的伦理框架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翻译伦理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研究者和从业者对其“不可改变性以及自命不凡的普遍主义”提出了质疑（Zhou, 2022, p. 391）。格里纳尔（Greenall, 2019）基于巴赫金话语分析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翻译伦理的看法是多元且不断演变的，反映了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p. 648）。这种不断演变的状态迫切要求我们在学术领域和职业实践中对翻译伦理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在后人类中心主义范式逐渐兴起的背景之下。

然而，将伦理考量融入翻译教育的步伐并未跟上这些技术进步。鲍克（Bowker, 2021a）指出，“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向学生提供这一高度技术化职业目前所需的对伦理问题的深刻理解方面行动迟缓”（p. 273）。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近期呈现出的指数级发展并已重新定义了翻译工作流（Slator, 2022），这种滞后尤为令人担忧。

长期以来，翻译学者一直呼吁在翻译教育中增加对伦理的涵盖，而这一滞后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围绕笔译/口译培训中伦理议题的日益增多的学术文献达成了一项共识，即大多数培训机构的课程体系中明显缺失了这一主题。然而，即使在涉及伦理的地方，通常也是通过对伦理准则的不加批判的使用来进行的（Baker & Maier, 2011）。学者和专业机构自上而下制度化推行这一套核心伦理原则的做法已日益受到质疑（如 McDonough Dolmaya, 2011; Drugan, 2011; Drugan & Megone, 2011; Lambert, 2018; Greenall, 2019; Baixauli‑Olmos, 2021; Zhou, 2022; Li, 2023），麦克多诺·多尔马亚（McDonough Dolmaya, 2011）指出，“准则往往没有解决译者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p. 45）。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准则极少全面涵盖与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麦克多诺·多尔马亚（McDonough Dolmaya, 2011）对全球17家专业译者协会伦理准则的调查显示，没有一家准则探讨了技术在翻译中的合伦理使用。在一些专业准则中（如西班牙翻译、笔译与口译协会[ASETRAD]和美国翻译工作者协会[ATA]），技术仅被间接提及，且仅仅与专业卓越性及继续教育等工具主义需求相关联（Ramírez‑Polo & Vargas‑Sierra, 2023, p. 4）。尽管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转变——例如中国翻译协会2019年制定的《翻译服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承认了与新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但其表述仍然较为宽泛。正如鲍克（Bowker, 2021a, p. 269）所指出的，进一步的技术进步“无疑将在这些伦理准则中引发新的空白”。因此，虽然近期的更新已开始正视技术相关的伦理关切，但仍难以有效应对最新人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复杂挑战。

为弥补这些不足，翻译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在翻译教育中更全面地涵盖伦理议题，重点在于培养伦理能力（Zhou, 2022; Ramírez‑Polo & Vargas‑Sierra, 2023）、提升伦理意识（Greere, 2024; Tipton, 2024），以及引导学生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伦理困境（Mazzei & Aibo, 2022）。然而，在应对翻译教育过程本身所产生的伦理问题方面（这不同于在翻译教学中讲授伦理），依然存在显著的空白。

本章旨在通过考察翻译教育中的伦理问题与翻译伦理教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来弥补这一空白。我们认为，翻译教育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学位授予项目的学术学科，必须置于高等教育应对人工智能驱动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这一更宏观的背景之下。接下来的各节将探讨在学术环境中开展翻译教学时出现的各种与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同时结合这一人工智能驱动变革新时代下翻译职业化持续推进的语境，思考其对翻译教育与培训中伦理相关课程设置的启示。

2  翻译教育中的伦理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演进，引发了翻译教育的范式转变，对现有的伦理框架和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本节考察翻译教育中伦理的现状，强调现有伦理准则的局限性，指明技术相关伦理培训中的缺失，并探讨将人工智能伦理融入翻译课程体系所面临的挑战。随着翻译专业项目努力应对这些技术发展的影响，它们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维护学术诚信，又要让学生为日益受自动化塑造的职业环境做好准备。接下来的讨论重点阐述在这一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涌现出的伦理挑战，并强调制定专门针对翻译领域的指导方针的必要性，以直接应对人工智能与译员培训交汇处所产生的特有问题。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评估的颠覆性影响

鲍克（Bowker, 2021a）呼吁在翻译课程体系中系统性地探讨技术相关伦理，这揭示了当前教育实践中的一个关键空白。她强调探讨“在课程作业中使用工具是否合适”（p. 269），这为探讨学术课程作业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出现，这种探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因为它们加剧了长期以来对技术助长剽窃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担忧。

对英语国家英文新闻源的一项系统性综述（Sullivan et al., 2023）显示，其主流叙事集中于与ChatGPT及类似工具相关的作弊和学术不端风险。这种建构方式反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预设，即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对学生评估的诚信构成了显著威胁，特别是考虑到其产出内容的精细复杂程度，以及学术课程作业可能被轻易外包的便利性。

鉴于大语言模型在熟练运用人类语言方面的能力日益增强，这些担忧与翻译教育尤为切身相关。近期的研究证实，当应用于翻译时，这些模型的表现优于以往的神经机器翻译引擎（如谷歌翻译和DeepL）（Hendy et al., 2023; Jiao et al., 2023; Karpinska & Iyyer, 2023; Wang et al., 2023）。这一发展对翻译教育评估格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映照出高等教育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AIED）领域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2.2  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制定的缺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与研究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南》（UNESCO, 2023）强调需要通过监管来解决争议，并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潜在效益。该指南强调了建立制度化框架的重要性，使学生能够接触并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原理。然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迅猛发展已经超越了能够捕捉人工智能演进影响的全面政策与监管框架的发展和实施步伐（Sam & Olbrich, 2023; Schiff, 2022）。

尽管已经发布了众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政策战略（Fjeld et al., 2020; Jobin et al., 2019; Schiff et al., 2021），但大多数仍然较为宽泛，未能针对性地解决高等教育中的具体问题（Schiff, 2022; Nguyen et al., 2023; Chan, 2023）。希夫（Schiff, 2022）对全球24个国家的人工智能政策战略的主题分析表明，政策话语中明显缺失了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而是更倾向于强调教育在支持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劳动力方面的工具主义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a）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为教育中合伦理地应用人工智能规定了一个普遍主义框架。然而，这些建议因其在不同学科和情境中采取的“一刀切”方式而受到批评，其重点聚焦于更宏观的议题，而非高等教育评估中出现的具体问题（Nguyen et al., 2023, p. 4222）。例如，话语中明显缺乏对翻译的关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书》（2021a, p. 95）中，翻译仅在涉及文化政策时被提及了一次。

2.3  将人工智能伦理融入课程体系的挑战

由于缺乏针对教育中GPT技术的机遇与威胁的专门且具学科针对性的政策框架，加之此类技术固有的不透明性，使得教育工作者难以充分理解和预见这些工具的影响。正如德罗（Derrow, 2022）所警示的，在理想情况下，伦理考量应当在这些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就融入其中。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快速普及使教育机构在制定全面指导方针方面捉襟见肘。

院校最初的反应以谨慎和担忧为特征。英国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的一些高校已将作业中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归类为学术不端行为（Chan, 2023, p. 2），而其他大学（如香港大学）最初则在考核评估中全面禁止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然而，这种一刀切式的禁令被批评为不可持续，且不利于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毕业生（Sullivan et al., 2023; Eke, 2023; Kirwan, 2023）。

随着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理解的深入，各高校正在采取更为审慎细致的方法。例如，香港大学此后出台了一项政策，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教学与学习之中。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的高校联合制定了政策指导原则，在强调人工智能素养的同时，也致力于解决隐私与剽窃问题（Russell Group, 2023）。戴等（Dai et al., in press）对亚洲高校政策的综述表明，存在赋予任课教师在制定考核方案方面更多自主权的趋势。

尽管人们认识到制定特定学科指导方针的必要性，但极少有方针明确针对翻译教育。现有的指导方针往往只是在通用的学术语境下提及翻译工具（例如在论文类作业中使用翻译），而缺乏针对翻译专业作业的具体指引。例如，约克大学的政策（University of York, 2023）认为在总结性考核的重要部分中使用翻译工具属于不可接受的辅助手段，而完全未顾及翻译教育的特殊性。

将普遍适用的全校性人工智能政策应用于翻译教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协调。罗（Luo, 2024）对全球高等院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的分析显示，其核心聚焦于保护学生作业的“原创性”，然而在翻译研究中，由于源语文本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概念本身便充满了争议。与其他学科不同，翻译在其教学法与实践中早就融入了技术。皮姆（Pym, 2022）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翻译硕士项目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项目在其课程体系中均明确包含了翻译技术。

将技术融入翻译教育并非新鲜事物。早在当前的人工智能冲击之前，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1, p. 147）就强调了翻译中技术与检索技能的重要性。外部资源与翻译专用工具的使用被视为翻译的核心子能力（Göpferich, 2009, p. 22）。因此，将ChatGPT等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工具纳入其中，可以被看作是译者现有工具箱的延伸，而非颠覆性的外力。

然而，人们仍普遍认为，未经编辑的机器翻译输出不应在翻译课程作业中被接受。例如，香港岭南大学的最新指导方针出于学术诚信的考量，明确禁止在毕业设计项目中采用全自动翻译，并同时禁止寻求外部编辑协助。该政策强调，翻译项目应代表学生“自己的成果”，学生应当展示他们在大学多年学习中所掌握的知识。然而，在将机器翻译融入翻译课程作业与潜在的外包行为之间究竟应如何划定界限，以及在学习的哪一个阶段应将机器翻译纳入翻译教育，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所审阅的各高校发布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中，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阐述。除了对机器翻译的合理使用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外，我们主张对学习评估的方法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以在人工智能时代同时保持评估的相关性与诚信度。

3  评估中的数字鸿沟

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教育中的融合引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数字鸿沟。本节探讨获取人工智能工具方面的差距如何可能在翻译评估中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从而加剧既有的社会经济和地理鸿沟。我们将考察这一数字鸿沟的各种表现形式、其对翻译教育公平性的影响，以及它给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带来的两难困境。

3.1  获取人工智能工具的差距

在当前的竞争性评价体系下，将机器翻译辅助引入翻译课程作业可能会由于获取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平等而产生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传统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格局已演变为一场技术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这种差距可能使某些学生相较于其他学生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这一现象被浓缩在“数字鸿沟”的概念之中，该概念被定义为“考虑到能否接入互联网，充分利用现有技术的技能与经济能力”（The San Diego Foundation, 2020）。国际机构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AIED）中的关键性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UNESCO, 2021a）强调了解决“数字与人工智能获取、采纳、使用和经济负担能力差距”的重要性。同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UNESCO, 2021b）呼吁制定确保“公平、包容和合伦理地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以惠及所有学习者（p. 33）。

在翻译教育的语境下，拉米雷斯-波洛与巴尔加斯-谢拉（Ramírez‑Polo & Vargas‑Sierra, 2023）提出的翻译伦理分类中包含了正义伦理，该伦理处理在获取技术、技术基础设施和培训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人工智能工具的可用性与经济负担能力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对于可能缺乏资金购买或开发自身翻译技术资源的弱势群体和利益相关者而言更是如此。

3.2  社会经济与地理因素

这一鸿沟影响翻译专业学生公平学习和学业表现的最显著方式之一，体现在获取顶尖人工智能工具所面临的经济门槛上。人工智能工具和神经机器翻译引擎的许多高级功能往往仅在付费的高级版本中提供。例如，在翻译能力上优于前代版本的ChatGPT-4需要每月支付20美元的订阅费——对于来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背景的学生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门槛。这一经济障碍可能会拉大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学业差距，使富裕家庭的学生能够更好地获取前沿工具，进而获得更多的未来机遇。同样，像DeepL和Grammarly这类基于订阅的服务，也会使能够负担高级功能的学生处于优势地位，而使无力承担的学生处于劣势。

翻译教育中的数字鸿沟不仅是经济差距的问题，还受到政治和地理维度上更宏观的监管环境的塑造。例如，国际研究人员常常将中国互联网描述为“一个单独封闭的垄断棋盘”（Zhong, 2012, p. 20），有关部门通过维护防火长城来屏蔽境外网站并实施国内监管（OpenNet Initiative, 2005; MacKinnon, 2012）。

在中国，像谷歌翻译这样的境外平台已被官方屏蔽，且ChatGPT并未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然而，一些学生和教师可能会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或其他变通途径设法访问这些工具，而另一些人则无法做到。这便在技术技能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造成了次生鸿沟。

在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开展的一项调查（Guo, 2023）显示，95.06%的受访者在其翻译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使用过在线机器翻译平台或工具，其中谷歌翻译（68.44%）使用最为广泛。此外，36.5%的受访者表示在翻译学习、教学和研究中使用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工具，其中ChatGPT（90.49%）最为普遍。调查数据证实了中国学生在获取ChatGPT和谷歌翻译等境外工具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部分学习者可能会凭借其技术素养或资源而获得优势。

3.3  对翻译教育公平性的启示

中国各高校在围绕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制定清晰政策与指导方针方面反应迟缓，使这一伦理困境雪上加霜。一项关于亚洲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的范围综述（Dai et al., in press）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中存在显著的人工智能相关指引缺失。在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列出的亚洲前60所大学中，仅有30所提供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指导方针，而跻身前60的14所中国大陆高校中无一发布此类指引。这种机构指导的缺失使得个别教师和学习者只能自行摸索。一些人可能会暗中将这些工具整合到其教学与学习中，而另一些人出于谨慎或缺乏获取途径而完全回避使用。这种不一致的做法可能导致潜在的不公平成果，进而破坏翻译评估的诚信与公平。

翻译教育中的数字鸿沟使得确保评估的公平性变得相当复杂。解决这些差距需要一种审慎周详且切合具体语境的方法，充分考虑塑造学生获取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因素。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成为译员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译教育必须确保考核评估的公平性，并使学生能够公平地做好准备以应对我们行业不断演变的需求。

4  人工智能辅助评估中的透明度问题

随着大语言模型工具日益精密并能够生成高质量译文，教育工作者必须在这个新时代深入思考如何恰当地评价学生的作业与能力。本节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演进的译者-计算机交互所引发的伦理挑战，考察在学术环境中披露与检测人工智能使用的实践挑战，并提出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评估的创新路径。通过将这些问题置于关于翻译的更广泛的后人类主义与超人类主义视角之下，我们考察了这些问题如何与学术诚信关切相互交织，并阐明了营造更加透明与公平的评估环境的前进道路。

4.1  翻译中的后人类主义与超人类主义

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的系统对公平评估实践造成的被感知到的威胁，源自一种将个体人类努力置于特权地位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翻译能力理解。然而，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兴起从根本上重塑了译者-计算机交互（TCI）的本质（O’Brien, 2012），开启了李（Lee, 2023）在翻译研究中所称的“后人类主义转向”。这种转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何为个人贡献，以及工具使用应如何融入译者的技能体系之中。

后人类主义概念应用于翻译时，将人类身份视为“一种装配体，与其他生命形式共同演化，并与环境和技术纠缠在一起”（Nayar, 2014, p. 4）。这种视角模糊了人类与机器贡献之间的界限，因而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衡量翻译能力的方式。阿隆索与卡尔沃（Alonso & Calvo, 2015）提出了“跨人类译者”与“跨人类翻译”的方法，将翻译重新概念化为一个扩展的认知与社会系统，在此系统中，技术充当了人类能力的延伸。

莎伦·奥布莱恩（O’Brien, 2024）在延伸隐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增强翻译概念，该概念融入了施奈德曼（Shneiderman, 2020）的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HCAI）理念。该框架将人机关系重塑为一种“智能放大”（IA）关系，即人工智能增强而非取代人类技能。加舍维奇（Gašević, 2024）指出，人工智能时代评估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发展高阶人类技能与人工智能赋能技能的结合，从而对表现产生叠加效应。这与皮姆（Pym, 2023）关于ChatGPT时代译员培训的观察相吻合，即需要在技术熟练度与发展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高阶人类技能之间取得平衡。

4.2  人工智能使用披露与检测的挑战

鉴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译者-机器交互方法，核心挑战在于识别和评估被人工智能增强而非取代的人类能力。其中一个关键维度是归属标注，即学生应当对其作业中哪些部分涉及人工智能辅助保持透明。这不仅维护了评估实践中的公平与诚信，而且确保了在人工智能辅助评估中人类因素对于考核和监督依然清晰可见。

在执行人工智能使用指导方针以及核实学生作业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对维护学术诚信构成了重大挑战。正如香港岭南大学的实践所表明的，即便大学政策有明确要求，学生往往仍不愿披露其对大语言模型工具的使用。由于缺乏可靠的人工智能检测工具，可能会给“教师偏见的潜入”（Fowler, 2023）留下空间。对检测的过度强调有可能营造出猜疑与监控的氛围，从而侵蚀师生关系中信任与透明的根基（Plé, 2023; Gratiot, 2023）。

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许多翻译项目依然高度强调翻译的最终产物，而对翻译过程或人工智能工具的整合考虑有限。例如，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毕业翻译设计项目指南中，翻译的最终成果占总成绩的60%。这种以产物为导向的方法几乎无法激励学生对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保持透明，因为他们可能会担心这会影响其翻译质量得分能否获得全额认可。成问题的是，许多翻译项目的评分量规无意中助长了学生间的不诚信文化以及教师间的监控文化。当评分量规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轻易达成的语言技术细节和再现准确性时，学生自身的努力可能会被掩盖，从而潜在地诱发偷工减料以及将学习外包的行为。

4.3  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评估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伊顿（Eaton, 2023）认为，在“后剽窃时代”，对人工智能的回应应当是“先发制人的”而非“推测性的”。翻译教育工作者不应诉诸旨在抓捕并惩罚学生不当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治安监控措施，而应激励学生展示其学习成果，或至少为他们提供展示的机会。在预先假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就位且正被学生使用的前提下，评估量规应当进行更新，以反映学生在后人类主义翻译格局中有效驾驭人机交互的能力。

皮姆（Pym, 2013）指出，统计机器翻译和神经机器翻译的问世带来了译员技能体系中“从生成到甄选”的关键转变（p. 493）。像ChatGPT这类语言模型日益精良，擅长生成流畅、高质量的文本，并能凭借其固有的“重新生成”（Regenerate）功能提供用词各异的平行回答，这进一步凸显了甄选技能的必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涉及人类投入的新能力还包括提示工程——即设计精准的提示词以引导人工智能工具产出期望的结果。为了确保翻译过程中的人类干预在考核与评估中清晰可见，这些新能力应当反映在更新后的评估量规之中。

加舍维奇（Gašević, 2024）呼吁重新构想评估实践，强调元认知与过程重于最终产物，这为妥善评估这些技能提供了一条极具前景的途径。应当从根本上重新设计评估，使人类判断变得可见且可论证。在人工智能时代，评估实践本身的设计需要进行全面革新。它可以采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要求学生记录其翻译过程，并鼓励他们呈现所使用的提示词、如何训练和微调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生成的成果，以及他们所执行的译后编辑，同时陈述其做出抉择的理由。元认知的发展可以通过融入反思性活动（如评注、反思日志和自我评估）来具体落实（Mazzei & Aibo, 2022）。这种方法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评价技能，促进人工智能使用的透明度，降低评估沦为单纯“捉迷藏”游戏的风险。

解决人工智能辅助翻译评估中的透明度问题，需要对翻译能力及其评价方法进行根本性的反思。通过将焦点从产物转向过程、从监控转向激励，翻译教育能够营造一个充满信任与开放的环境。这种方法能让学生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增强型翻译实践的现实，在提升学术诚信的同时，赋予他们驾驭人工智能时代职业翻译演变格局所需的核心技能。通过拥抱这些变革，翻译专业项目能够确保其评估始终保持切题、公平，并有助于培养现代翻译行业所需的新型能力。

5  教授人工智能相关伦理

人工智能的兴起要求翻译教育中伦理教学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本节探讨面向未来的译者讲授人工智能相关伦理所面临的挑战与策略，强调在人工智能增强的翻译环境中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数字反思性以及伦理决策能力的重要性。

5.1  培养数字反思性

技术在译员培训中日益增多的存在往往面临被局限于狭隘工具主义层面的风险（Alonso & Vieira, 2020），可能导致教学重心仅仅沦为程序性知识或“该按哪个按钮”（Bowker, 2021b; Kenny, 2020; Baer & Koby, 2003）。为了抵制这种倾向，科斯基宁（Koskinen, 2020）倡导一种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翻译教学法，以促进反思性，标志着一种“从实践到践行”（from practice to praxis）的转变。

正如蒂普顿（Tipton, 2024）所描述的，数字反思性“触及关于主体性以及在数字技术面前确立主体性的抗争等更深层问题，涉及对某些抉择及其后果的正误判断”（p. 86）。在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可能会诱使译者陷入盲目接受的时代，这种批判性特质至关重要。皮姆（Pym, 2024）警示道，人工智能生成译文在语言流畅度与连贯性上的提升可能会催生过度的信任，进而潜在地导致危险的后果。

人工智能时代译者的一项核心技能是学会“信任与不信任数据”（Pym, 2013）。不仅必须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翻译工具，还必须教会他们何时以及为何使用这些工具（Bowker, 2021b; Kenny, 2020）。这包括培养认知通达度，以便驾驭不同工具和技术环境的赋能与局限。

例如，尽管与传统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相比，ChatGPT能够生成更灵活、更具语境感知力的译文，但其固有局限性可能会导致准确性不足，尤其是在对源语言的严格忠实至关重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Hendy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3; Peng et al., 2023）。必须对译者进行培训，使其批判性地对待人工智能生成的输出内容，对信息进行事实核查，并警惕潜在的“幻觉”或不一致性（Pierce, 2023）。

在翻译专业学生中培养数字反思性，需要构建鼓励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批判性运用的学习环境。这可以包括讲授人工智能翻译工具技术底层的课程模块，帮助学生理解驱动这些系统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原理。这些知识能够赋予学生更明智地决定在翻译工作中何时以及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

5.3  应对人工智能辅助翻译中的偏见与问责

培养反思性还意味着使学生具备批判性审视嵌入在人工智能系统中的预设、价值观与权力结构的能力，并考量其更为广泛的社会与伦理影响。编码在机器翻译训练数据中的社会偏见可能导致输出内容延续有害的刻板印象或歧视性语言（Yanisky‑Ravid & Hallisey, 2019; Bender et al., 2021）。未能发现并减轻此类偏见可能会在敏感语境中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正如李（Lee, 2023）所指出的，认知在人与机器之间是分布式分布的，那么究竟应由谁来承担翻译产出成果的道德责任？在人工智能时代，问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像ChatGPT这类系统的“黑箱”特性使得追溯决策来源变得十分困难。正如莫娜·贝克与迈尔（Baker & Maier, 2011）所指出的，译者越来越需要对其决策（无论是文本层面的还是非文本层面的）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其行为也常常受到媒体的审视。在Web 2.0时代的今天，情况或许更是如此，一条社交媒体帖子就可能迅速走红并引发广泛讨论。这种提高的问责要求使得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培训，以应对针对机器翻译使用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在权力、获取和代表性问题交织的高风险情境中。

为了解决这些关切，翻译课程体系应当包含专门针对人工智能伦理与偏见的教学模块。这些模块可以涵盖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伦理意蕴等主题。这还可以通过实操练习作为补充，让学生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的译文中存在的潜在偏见并提出缓解策略。

5.4  弥合学术伦理与职业伦理

如今译者的翻译实践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媒体审视，往往围绕着机器翻译系统的应用展开。在韩烨翻译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休战》（La Tregua）中文译本一案中，一名学生在网上发表批评性书评指责其过度依赖机器翻译，导致译者的朋友对该学生进行“人肉搜索”并曝光其身份，这继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针对该书的报复性“一星打分运动”。事件发生后，公众围绕专业翻译中合理使用机器翻译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凸显了培训机构在翻译实践中弥合学术伦理与职业伦理差距的必要性。尽管翻译教育应当鼓励在课程作业中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保持透明，但皮姆（Pym, 2024）指出，专业译员可能并不总是需要向客户披露其对机器翻译的使用，正如无需声明使用了词典一样。

阿舍尔与格利克森（Asscher & Glikson, 2023）的研究实证证实了社会大众对机器翻译普遍存在的偏见与不信任，这使得有必要赋予翻译专业学生应对这些先入之见的技能。应当训练学生为围绕翻译技术的公共话语注入理性，并在面对审视时为自己的决策进行辩护。因此，培训机构应当致力于培养元话语技能，使学生能够阐明其翻译选择和技术实践背后的伦理考量。在这方面，来自科学技术研究（STS）以及技术批判理论（Olohan, 2017; Feenberg, 1992）的概念工具能够有助于深入细致地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学生能够抵制围绕翻译技术的公共话语中盛行的技术决定论。

通过在翻译课堂中引入交叉性教学法（Harmat, 2020），这些概念基础可以得到进一步充实。通过促进关注身份、权力和技术议题的社会对话，翻译教学法中的交叉性路径可以包含诸如反思日记和批判性论文等教育实践，让学生论证其对机器翻译输出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并在道德层面上为自己辩护。弥合职业伦理差距的实用方法可以包括客户教育方面的实操培训，使学生能够培养在技术工具使用及其潜在伦理意蕴方面与终端用户进行有效沟通的技能。

6  走向职业伦理培训的综合方法

在讲授人工智能相关伦理的基础之上，本节探讨将这些伦理考量融入更广泛的翻译教育与职业实践格局中的策略。

6.1  融入真实场景与案例研究

为了使学生做好应对专业实践复杂性的准备，翻译培训可以受益于以具身认知（Risku, 2010）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建构主义教学法（Kiraly, 2006, 2013, 2015）。这可以包括案例研究（Baker & Maier, 2011; Drugan & Megone, 2011; Floros, 2021）、情境模拟以及其他体验式学习活动（Greere, 2024），帮助学生在高风险翻译情境中应对现实挑战与伦理困境。

这些场景的设计可以反映译者工作的多元语境，从文学翻译到法律和医疗口译。例如，可以向学生呈现一个涉及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翻译敏感医疗文件的案例研究，要求他们妥善处理保密性、准确性以及伦理决策等问题。角色扮演练习可以模拟客户互动，要求学生在专业语境下解释并论证其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正当性。

此外，还可以纳入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活动，让学生以团队形式解决需要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复杂翻译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涵盖诸如处理带有偏见的人工智能产出内容，或根据文化或语境因素决定何时否决人工智能建议等伦理挑战。

6.2  促进学界与业界的合作

为了弥合学术培训与行业现实之间被感知到的脱节，翻译专业项目应当促进与行业利益相关者更紧密的合作。这可以包括邀请客座演讲嘉宾、与翻译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组织实习，让学生接触到由人工智能介导的翻译实践中现实存在的伦理挑战。

高校与行业伙伴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可以聚焦于制定专业翻译环境中人工智能使用的伦理指南。这些项目可以为学术课程设置与行业实践提供宝贵见解，确保教育培养方案与行业不断发展的需求保持一致。

还可以设立行业导师项目，将学生与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结对，由后者在应对人工智能辅助翻译中的伦理挑战方面提供指导。这些导师关系不仅可以涵盖技术技能，还可以延伸至探讨职业伦理、客户关系以及在各种翻译语境下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6.3  制定特定学科的人工智能指南

鉴于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带来的独特挑战，迫切需要制定专门针对翻译教育与实践中人工智能使用的学科指导方针。这些指南应当阐明合理使用工具、人工智能辅助翻译的透明度以及在各种翻译语境下的合伦理决策等议题。制定这些指南应当是翻译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行业专业人士和伦理专家共同参与的协作过程。

制定这些指南的过程可以包括举办一系列研讨会或学术会议，汇聚来自翻译行业、学术界和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这些活动可以侧重于确定人工智能辅助翻译中的关键伦理问题、分享最佳实践，并制定可在教育和职业环境中落实的实用指南。

一旦制定完成，这些指南便可融入翻译课程体系中，作为探讨职业伦理和人工智能使用的基础。它们还可以作为专业译员和翻译机构的参考资源，为人工智能辅助翻译项目中的合伦理决策提供框架。

对这些指南进行定期审查和更新至关重要，以确保它们在瞬息万变的人工智能技术面前始终切合实际。这一持续推进的过程可以纳入来自教育机构和行业从业者的反馈机制，从而不断完善和调整指南，以应对人工智能辅助翻译中新涌现的挑战与机遇。

7  结语

本章探讨了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翻译教育与实践中所产生的各项伦理挑战。我们考察了翻译教育中伦理的现状，强调了现有伦理准则的局限性以及技术相关伦理培训中的缺失。我们深入讨论了获取人工智能工具方面的数字鸿沟及其对翻译教育公平性的影响，揭示了导致这些差距的社会经济与地理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本章对人工智能辅助评估中的透明度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包括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能力的重新定义，以及在检测和披露人工智能使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本章强调了我们在人工智能相关伦理教学方法上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必要性，并特别注重培养数字反思性、养成对人工智能工具的批判性分析能力、应对偏见与问责问题，以及弥合学术伦理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差距。

本章还提出了在翻译教育中开展职业人工智能伦理培训的综合方法，倡导融入真实场景与案例研究、促进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以及制定特定学科的人工智能指南。这些策略旨在让未来的译员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他们在日益由人工智能增强的职业环境中所将面临的复杂伦理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继续迅速演进，翻译伦理教育的未来研究与实践浮现出若干关键领域。需要开展关于融入人工智能的课程体系影响的纵向历时研究，以评估其对毕业生职业实践和伦理决策的长远影响。人工智能伦理评估工具的开发与效度验证可为课程建设和专业认证提供宝贵见解。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语境如何影响翻译中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认知与落实，为构建更为细致且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伦理框架提供借鉴。

随着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从业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持续合作对于识别和应对新颖的伦理困境至关重要。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增强翻译伦理本身的教学，展现出一条极具吸引力的研究路径。关于在专业翻译中监管人工智能的政策研究，能够同时为教育实践和行业标准提供参考。此外，关于人工智能融入对心理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可以为加深理解对人工智能工具依赖的增加如何影响译者的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以及伦理行为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通过探索这些研究方向并不断调整教育实践，翻译研究领域能够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努力保持伦理诚信与职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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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Translation

Dear Sit/Madam,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letter regarding our PH-68 commercial machine on April 26th. We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but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stopped producing it and are unable to supply it any long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our new product, the PD-88, is an excellent substitute. With
very ltle additional cost, we have grea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and specifications, resulting in excelent sales.Enclosed please find samples, pice lsts, and
catalogs. Your request for exclusive sales in Chicagois quite unusual. However, we would be delighted to increase our sales with your company. If your initial
order exceeds $80,000, we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agree. We believe that this high-qualit product will elp you find excelent sales and completely satisfy
you.Sincerel, [Your NamelOverall Score: 90/100Expression of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40/40The translation accurately convey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clariy, and register.Composition i the Target Language: 36/40The translation uses correct or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appropriate and rich vocabulary, good use of verb tenses and modes, prepositions, connectors, and referential elements, and ideas are well organized and clearly
presented. However,there are a few minor erors Level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Target Text: 14/20The translation has good overall qua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interms of the genre's conventions, but there are a few areas that could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 translatiors purpose and target audience.

O ®

Teacher Feedback

Overall Feedback

EXPRES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40%): 35 The translation effectively convey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generaly accurate
information, clarity, and registers. Ensure consistency in maintaining the same level of clrity throughout the translation. Well done overall!

COMPOSI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40%): 32 The written language conventions are generally followed, with minor errors in vocabulary. The cohesion

s generally wel-maintained, but some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in the use of connectors and referential elements, The coherence of ideas is generallyclear,

but could be enhanced in some areas. Good job overall 1
LEVEL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TARGET TEXT (20%): 17 The target text demonstrates good quality and adheres to most of the genre's conventions. It is
reasonably appropriate for the translation's purpose and target audience, although some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to ensure better alignment. Keep up the

goo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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